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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调整经济与社会结构

雷蒙德·托雷斯

国际劳工研究所所长

劳动力市场与收入状况严重不均衡……

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的就业和社会前景相差甚大。过去三年间，大部分新

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率均出现了增长 （见第一章）。除此之外，这些经济体还

在某些程度上成功缓解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尽管这种状况依然相对严重。它们

努力的结果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日益庞大。在这方面，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家、

亚洲以及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部分国家的进展尤其喜人。

然而，发达经济体的形势却更为复杂。继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
些发达经济体成功地创造了一些就业岗位，这一点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

和韩国尤为明显。最近，美国和日本也出现了喜人的复苏迹象。相比之下，欧洲

却依然面临着重大挑战，而且从诸多方面来看，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前景将

进一步恶化。

就目前而言，预计到 ２０１５年，全球失业人口将接近 ２０８亿，远超目前的
２０１５亿。包括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业问题及发达经济体的长期
失业问题在内的劳动力市场长期不均衡的状况将依然严重。

该报告着重指出了完善的就业和社会政策在巩固复苏成果以及在仍深受危机

影响的国家创造就业岗位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但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巩固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再平衡进程得到改善

……

　　对就业市场正在复苏的国家而言，它们将从继续实施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
及推动劳动收入中受益。这些国家的成功得益于它们在调整再平衡进程方面所做

的工作，而再平衡进程能够刺激国内的增长源。加强这些工作的力度对巩固目前

已取得的进展至关重要，因为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刺激效果将不再像危机爆发前２０
年那般明显。对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促进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转化，

扩大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最低工资制度覆盖范围的举措将有助于进一步实现上述

目标。这些举措不仅可以推动目前的增长，还可以巩固业已庞大且日益壮大的中

等收入群体，这对确保经济自主增长至关重要 （见第二章）。若设计完善，这些政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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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有助于应对就业不足问题，这一状况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仍非常普遍。

本报告重点关注了设计完善的最低工资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 （见第三章）。在

１５１个可获得数据的国家中，大约有半数国家尚未制定全面的最低工资制度。在具
备最低工资法的国家中，往往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以提高法律遵从度。

设计完善的最低工资制度能够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工作者提供有效的

收入下限，还可以激励人们提高生产力，若再加上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则有助于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能力。然而，在雇佣情况持续低迷的状况下，最低工资水平的

设定需要仔细认真的协调，以便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与正规就业岗位的创造

保持一致。最低工资过低会削弱其针对性，而过高则会面临企业拒绝遵从的风险。

重要的是，该报告指出定期更新以及让工作者和雇主参与最低工资的设定非常重

要，其有利于人们利用最低工资带来的好处以及确保最低工资能为提供体面就业

机会奠定基础。

……还可通过挖掘发达经济体的就业与宏观经济目标之间恰当的平衡来

得到改善。

　　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是刺激就业岗位的创造并调整宏观经济，使其再次达
到均衡。这两大目标相互关联。越来越严重的长期失业和儿童贫困会耗费高昂的

社会与经济成本，并使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变得复杂化。同样，紧缩的信贷条件

以及高失业率导致的疲软需求前景会对生产性投资———特别是小企业的投资———

产生不利影响，而一般小企业在就业中的占比却十分高 （见第四章）。此外，这也

会进而削弱增长潜力以及政府的偿债能力。

因此，增强就业与其他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平衡对实现全面持久的复苏非常

必要。首先，这意味着要确保财政调整举措在必要的地方得到充分实施，还要确

保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就业和社会影响 （见第五章）得到更多关注。在支出方面，

维持并加强劳动力市场与社会政策至关重要。在收入方面，扩大课税基础———不

大幅增加劳动力和生产性投资的压力———以及进一步强调解决逃税问题的重要性

有助于获得其他融资。一些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及近期的

日本———正在采取这些举措。而北欧经济体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经历就是一大例
证。

其次，快速解决金融系统中尚待解决的低效率问题有利于支持就业与宏观经

济目标的实现。阻碍生产性投资的一大重要因素是金融系统未能在分配信贷方面

发挥作用，这种状况在小企业中尤其明显。第四章阐述了信贷问题、投资与体面

工作之间的关系。该章还着重指出了以更有利于就业的方式采取提升金融职能的

政策与监管举措。因此，在可获得数据的３０个国家中，只有１０个国家出台了针
对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的条款。

在减少经济与社会不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将为持久复苏奠定基础。

多数地区的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状况依然严重或正在恶化，进而影响了长期复

苏前景。

从经济角度来看，指标显示多数国家的盈利能力以及股票市场均出现了复苏。

在发达经济体，大型企业持有的现金已达到５万亿美元，而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
这一数字已高达１４万亿美元，两者均超过了危机前水平。继危机爆发后出现短
暂的停顿之后，高管工资再次出现上涨。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利润转换成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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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投资，这个问题在发达经济体中尤其明显。包括私人投资、税收举措和加

快金融改革在内的公共投资举措对此将有所作用。但是，确保劳动收入与生产力

同步增长也会大大推动生产性投资。

小型与大型企业的差距也在扩大。与大型企业相比，小企业的头寸出现恶化。

可持续发展的小型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非常高，无法像大型企业那样利用全

球化带来的好处。这个问题应得到政策制定者更多的关注。

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日益严重或持续的收入差距也影响了社会结构。很多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获得了一些进展，但仍需付出更多努力以巩固成

果。然而，发达经济体、中欧和东欧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却在

日益恶化。

几乎所有地区的青年和女性都发现要找到与技能或愿景相匹配的工作变得日

益艰难。确保近年日益增多的教育机会与青年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相匹配，这一

点至关重要。这是未来全球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此外，多数地区的社会动荡风

险也在增加。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于２００９年采取的 《全球就业协议》，要走出全球危机，既

要出台短期的复苏举措，又要进行长期改革，以解决导致危机的深层次的不均衡

问题。危机结束四年以来，各国从经验中获取的一个教训就是短期复苏举措作为

一个符合上述要求的全面改革举措的一部分得到实施时会更为有效。因此，一些

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得以成功推动增长并应对经济与社会不平等状况。

若要按照上述方法重新调整平衡必须克服一些障碍，特别是分配问题，以及

政府干预会对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的根深蒂固的想法，还有不充分的

政策协调，而政策协调在应对税收等问题以及全球总需求疲弱方面可发挥非常重

要的作用。重新调整平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解决该问题会给全球带来新的

经济与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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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就业趋势概览与预测

第一章
就业趋势概览与预测

主要研究成果

●　自五年前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就业形势一直不均衡，新兴和发展中
经济体复苏速度远快于多数发达经济体。在所分析的国家中，有３０％
的国家的就业率 （达到就业年龄且有工作的人口比例）超过危机前水

平，３７％的国家的就业率已经在过去几年得到复苏，但是尚未恢复至危
机前水平，而剩下的３３％的国家的就业率却持续下降。就目前的趋势
而言，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率将于２０１５年恢复至危机前水平，
而发达经济体则要到２０１７年以后才能回到危机前水平。

●　从全球范围来看，失业人数将持续增加，除非政策有所改变。预计全球
失业人口将于２０１５年达到２０８亿，本报告发布时，全球失业人口仅稍
高于２亿。

●　主要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状况从危机前一直持续至今，或者说已经每况愈
下，高增长经济体也是如此。比如，数据表明，过去五年里，６０％的发
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长期失业发生率 （失业时间超过１２个月的人口占
比）均出现上升。

●　此外，很多工作者都开始变得沮丧，不再主动寻找工作。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间，所分析的国家中的一大半的劳动参与率都出现下降。在劳动参与

率下降１个或多个百分点的国家中，平均有１／４的下降情况源于周期性
影响，而余下３／４的下降情况则源于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如果那些造成
劳动参与率出现周期性下降的人口目前有工作但却被视为失业，那么失

业率就会远远超过现有水平。

●　上述这些趋势已在发达经济体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欧、南亚
和阿拉伯地区，引发了社会紧张，而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部分亚洲

地区的动荡风险已经趋缓。第二至五章将探讨政策不作为的后果，并检

查可实现更均衡复苏的政策手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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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五年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五年后，全球就业形势依然不均衡。目

前已有可喜的复苏信号，该信号显示一些国家在２０１０年就已开始复苏，但
全球劳动力市场指标依然没有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复苏———有些国家的复苏速度非常快。然而，就是这

些国家也依然面临挑战，必须确保创造足够多的体面工作以应对快速增加

的劳动适龄人口。

在发达经济体中，失业期日趋延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感到沮丧并退

出劳动力市场。这不仅对个人及其家庭造成不利影响，还会让原本稳定的

社会陷入动荡之中，因为找到体面工作，改善生活水平的机会已变得遥不

可及。

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各种预测也加重了各界对未来的担忧。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已经调低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测。? 比如，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测，２０１３年发达经济体的 ＧＤＰ增长估计为
１１％，比２０１２年６月所预测的低０７个百分点。该机构指出，新兴和发展
中国家的增长也纷纷放缓，只是跌幅较小。近期经济前景暗淡，欧元区国

家尤为如此。２０１２年，欧元区的 ＧＤＰ增长降低了０６％，而近期的预测显
示，２０１３年欧元区的 ＧＤＰ增长将进一步下跌０３％，而不是之前所预测的
上升０１％。?

本章分别从全球和地区着手，简要介绍了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对就

业形势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第一节介绍就业与失

业趋势并进行预测。第二节分析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第三节则根据

社会动荡指数，在上述变化的基础上展望社会前景。第四节介绍了本报告

其余部分的结构。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表现与预测

从全球范围来看，就业率尚未恢复至危机前水平，但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的表现截然不同。

　　全球仍需要创造超过３０００万个就业岗位才能使就业率恢复至危机前
的水平。全球就业率?在２０１２年第四季度达到５５７％?，比２００７年第四
季度 （即危机爆发前）低 ０９个百分点，相比危机前的就业率，全球就
业岗位减少了１４００万个。此外，还需为青年创造１６７０万个就业岗位，这

２

?

?

?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３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２０１３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３ｂ）。
就业率指拥有工作的１５岁及以上人口在同龄人中的占比。
全球就业率指根据现有数据得出的２０１２年第四季度全球６５个国家的平均就业率。
因此，这些数字并不能与以下的预测完全匹配，以下的预测根据一份９４个国家的
样本得出，详见第３页脚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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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青年在２０１３年将达到工作年龄，所以今年的全球就业岗位缺口为３０７０
万个。

与全球相比，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形势更为乐观。现有信息表

明，２０１２年，２８个国家中有１３个国家的就业率超过了危机前水平。在这些
国家中，只有４个发展中经济体 （牙买加、约旦、摩洛哥和斯里兰卡）的

就业率自危机爆发以来一直在下降。在其余１１个国家中，就业率出现了某
种程度的恢复，但依然未达到危机前水平。

２０１１年以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水平就一直高于危机前的水
平 （见图１１，第一组）。总体而言，这些经济体的就业情况受危机的影响
较小，但也受到了就业增长放缓的影响。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这些国家的年
均就业率增速为０９％，同比危机前下降了０６个百分点。这一增长水平还
不足以满足急剧飙升的劳动适龄人口的需求———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全球劳
动适龄人口每年平均以１４％的速度增长，而且预计２０１３年全年的增速也
是如此。由此看来，所预计的２０１３年５７６％的就业率?要比２００７年时的水
平下跌整整１个百分点。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劳动适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预计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间将跌至１２％，同一时期的就业年平均增长预计将增至２１％。因此，
就业率预计将于２０１５年恢复至危机前水平。此外，根据目前的增速估算，
到２０１８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率将比现有水平高出 ２３个百
分点。

在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元区，就业形势更不乐观。在可以获得２０１２
年数据的３７个发达经济体中，只有 ６个经济体 （德国、匈牙利、以色

列、卢森堡、马耳他和瑞士）的就业率超过了危机前水平。这些经济体

中３５％的就业率已经上升，但仍未达到危机前水平，而在所分析的发达
经济体中，近５０％的就业率自危机爆发以来一直在下降。仅在过去两年
内，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就业率就下降了至少 ３个百
分点。

根据当前的增长预测，发达经济体的就业水平预计将于 ２０１４年恢
复至危机前水平 （图 １１，第二组）。然而，若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
纳入考量，就业率要到２０１８年才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２０１７年的就业
率将达到５６５％，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仍低 ０１个百分点。未来五年
内，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率年均增速将达到 １３％，而其劳动适龄人口预
计将以每年０５％的速度增长。因此，发达经济体面临着双重挑战，既
要弥合现有的就业赤字，还要给将在未来五年内达到就业年龄的 ２０００
多万名青年提供就业机会。

３

?

?
参见附录Ａ列出的所分析的国家及其收入群体。
本节所做预测根据估算的就业—产出弹性得出，而就业—产出弹性则通过对危机期

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进行的经济计量分析得出。样本对９４个国家进行了分析，
其中３８个国家为发达经济体，５６个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 （２０１３年）也曾采用相同的方法；参见附录Ｂ，了解方法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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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全球劳动适龄人口、总就业和就业率预测

注：就业率指有工作的１５岁及以上人口在同龄人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根据欧洲统计局、国际劳工组织统计部、各国数据、联合国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 （２０１１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３ａ）的估算。

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中，可以根据劳动力市场形势划分出三大类

别 （图１２）：

●　２０１２年就业率高于危机前水平的国家：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在 ６５个
公布季度信息的国家中，? 有 ３０％的国家的就业率在第四季度出现
了上升? （图 １２，第一组）。在这些国家中，多数 （１９个中有 １３
个）都是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到 ２０１２年第四季度，这些国家的
就业率平均比危机前提高了 ２１个百分点。在这类国家中，智利和
哥伦比亚等国的就业率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能够提高至少５个百分点
（专栏１１）。

４

?

?

这些样本国家与进行预测的国家不同，因为只有可以获得最新季度数据的国家

才会被纳入考量，而预测则包括了公布年度数据的所有国家。

该组国家包括阿根廷、亚美尼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

德国、匈牙利、以色列、哈萨克斯坦、卢森堡、马耳他、秘鲁、罗马尼亚、俄

罗斯联邦、瑞士、泰国、土耳其和乌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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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２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第四季度就业率 （百分比）

注：就业率指有工作的１５岁及以上人口在同龄人中的占比。巴巴多斯、毛里求斯、俄罗斯联

邦、南非和乌克兰的数据为第三季度数据，斯里兰卡和瑞士的数据为第二季度数据，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的数据为第一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根据欧洲统计局、国际劳工组织统计部以及各国数据的估算。

５



专栏１１　智利和哥伦比亚：就业形势好于全球表现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智利和哥伦比亚第四季度的年均就业率增长达３５％。ａ此外，两国的非经济活
动率同期分别下跌３９个和５４个百分点，而且失业率下降逾１个百分点。智利的青年失业率在危机
后一直稳定下降，从２００９年的最高点２５１％下降到２０１２年９月的１５８％。在哥伦比亚，失业率则
从２３７％下降到了２１３％。

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可以归功于强劲的经济增长：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１年，智利和哥伦比亚的平均增
长率分别为３８％和４５％；２０１２年，两国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５５％和４％。然而，两国的就业表现
并不能完全归功于经济的扩张，还取决于与就业相关的财政举措。

危机应对

强硬的财政政策：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由于铜价高企，再加上反周期波动的财政政策，智利得

以创建社会和经济稳定基金。２００８年经济开始放缓时，智利政府利用该基金推出了４０亿美元的刺激
计划，占２００９年ＧＤＰ的２３％ （Ｍｅｙｅｒｓ，２０１２），其中包括７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支出以及全球最大铜
出口商智利国有企业Ｃｏｄｅｌｃｏ的１０亿美元。

金融危机期间，哥伦比亚同样采取了各项措施来加强财政政策。尽管该国有着结构均衡的预算

准则，即赤字不能超过ＧＤＰ的１％，但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整合了各项条款，以增强灵活性。他们制
定了 “免责条款”，即遇到经济严重放缓或极度衰退时，可以打破均衡的预算准则。根据该条款，哥

伦比亚的财政赤字最多可以增加到ＧＤＰ的１６％，还可采取反周期波动举措。
社会保护政策：危机期间，两国均采取了非常积极的举措来保护弱势群体。哥伦比亚政府与银

行合作提供低余额存款账户，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存款。政府将该举措与社会保护计划相结合。社会

保护计划旨在为贫困人口有条件地提供现金转账服务。如此，他们既为这些原本无法获得金融机构

支持的人口争取到了银行支持，还让其在银行开设了２００多万个账户 （社会发展中心等，２０１２年）。
智利在２００８年实施了养老金系统重大改革，旨在扩大整体覆盖范围：从２００８年６月实施改革开

始到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养老金覆盖范围扩大了３８个百分点。智利还实施了其他改革，以为年老和残障
人士提供补充性措施，并为妇女提供 “母亲津贴”，即每孕育一个孩子即可获得一份 “母亲津贴”

（Ｒｏｂｌｅｓ，２０１２年）。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智利失业率超过１０％时，政府启用了一笔应急基金，推出紧急就业计

划。这是一项短期计划，如果失业率低于１０％，则该计划不启动。青年工作者是一个特殊的目标群
体，雇佣１８—２４岁员工的企业将获得一份政府补贴。

哥伦比亚也推出了针对青年的计划。 “２５万人计划”让青年得以接受高需求行业的职业培训。
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些计划增加了收益和正规性 （世界银行，２０１３年）。哥伦比亚还实施了就
业计划，旨在帮助其他一些弱势群体，比如无技能的失业工作者。Ｊóｖｅｎｅｓ计划提供了增加参与者受
聘率的各种工具，比如就业辅助、在职培训和工资／培训津贴 （世界银行，２０１３年）。

展望未来

通过快速的财政干预、社会政策和就业计划，智利和哥伦比亚在危机期间成功降低了失业率和

非经济活动率。尽管就业人数大幅增加，但就业质量方面的挑战依然存在。

在哥伦比亚，虽然劳动力市场得到了改善，但是就业质量却在不断恶化 （见第二节，图１５）。
事实上，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０年，哥伦比亚的非正规就业率从５７９％增至５９６％，增加了１７个百
分点。

采矿业的健康与安全问题令人担忧，急需解决。２０１０年，智利发生了一起十分严重的采矿事故，
而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监管且不合规。事故发生时，只有１８位检查员负责监管智利的８０００座矿
井，但是到２０１１年，检查员的人数增至４５位。２０１１年，智利政府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的 《职业安

全与健康公约》（第１８７号），该公约呼吁采取一致且系统的方法解决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尽管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上述做法是朝正确方向采取的正确举措。

ａ　请注意，智利在 “２００９年劳动力调查”中改变了调查方法，这可能会使就业数据的偏差增大。基于旧的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及新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国家就业调查数据的估算，实际就业增长可能达到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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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率已开始恢复，但仍未达到危机前水平或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就业
率上升而在２０１０年后下降的国家：３７％的经济体? （６５个经济体中有
２４个）：① 就业率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上升，但幅度较小，不足以恢复
至危机前水平；②就业率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上升而在２０１０年后下降
（图１２，第二组）。这组国家的组成比较复杂，既有发达经济体 （１３
个），又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１１个）。

●　危机后就业率不断下降的国家：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在剩下的国家中，有
３３％的国家 （６５个国家中有 ２２个）的就业率在第四季度稳步下降?

（图１２，第三组）。这组国家主要由发达经济体 （１８个）组成，其中
欧元区国家占到半数以上。总体而言，这类国家在２０１２年第四季度的
就业率比２００７年第四季度平均低２８个百分点。在这组国家中，欧洲
国家近两年的就业率就下降了至少３个百分点，尤其是塞浦路斯、希
腊、葡萄牙和西班牙。

全球失业率持续上升

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２０１２年，全球失业率达到５９％，比危机前的
５４％多０５个百分点。此外，２０１１年年末，全球失业率再次开始上升，
２０１２年失业人口增加３００多万，达到１９５４亿 （表１１）。据预测，今年失
业率将增至６％，到２０１４年，失业人口将达到约２０５亿。求职者人数将继
续膨胀，预计到２０１８年达到２１４亿。

据预测，未来两年，发达经济体、中欧和东南欧 （非欧盟）及独联

体的失业率将出现下降。随着经济活动的放缓，亚洲的劳动力市场预计

将继续疲软。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总失业人
口预计将增长 ３３％，而南亚的总失业人口则将增长 ５６％。在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到２０１５年，失业人口预计将小幅增至２０２０万，这主
要由于该地区增长疲软和劳动参与率持续上升所致。由于非洲多数地区

的增长预计都会放缓，到 ２０１５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失业人口预
计将增长５４％，北非地区则将增长 ４３％，而在中东地区，失业人口
预计将增长５４％。

７

?

?

这组国家包括奥地利、巴巴多斯、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冰

岛、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前南马其顿、毛里求斯、墨西哥、菲律宾、波兰、

摩尔多瓦共和国、南非、瑞典、中国台湾、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英国、美

国和委内瑞拉。

这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克罗地亚、塞浦路斯、丹麦、芬兰、法国、希腊、

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摩洛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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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按地区划分的失业情况 （百万）

地区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全球 １６９７ １９５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７８

发达经济体 ２９１ ４４０ ４５５ ４５３

中欧和东南欧 （非欧盟）及独联体 １４３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４９

东亚 ３１６ ３８４ ３９５ ４０８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１６４ １４０ １４３ １４８

南亚 ２５１ ２４８ ２５７ ２７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１８３ １７９ １８９ ２０２

中东 ６４ ８０ ８３ ８８

北非 ６２ ７４ ７６ ８０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２２２ ２５９ ２６６ ２８０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趋势计量经济模型》，２０１３年４月。

第二节　结构性问题：长期失业、
对就业质量的担忧、社会影响

　　从上述发展可以看出，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不均衡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恶
化，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会增大。本节主要审视当前形势下的几个结

构性问题，特别是长期失业、就业质量和社会氛围。

一些国家的长期失业问题正日益恶化……

在表现最好的劳动力市场中，失业率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不断下降，降
幅平均达到１６个百分点，而在表现中等和最差的劳动力市场中，失业率平
均上升了２４个和３９个百分点 （表１２）。如果没有员工流出，后两类国
家的失业率会更高———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表现中等和最差的劳动力市场的
非经济活动率分别平均上升了０３个百分点和０１个百分点。从金融危机爆
发至２０１２年第四季度，有半数国家的非经济活动率一直在上升。此外，在
失业率下降的国家中，有逾４０％的国家的非经济活动率都出现上升。在这
类国家中，立陶宛、冰岛和美国是最好的例证。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这三个
国家的第四季度失业率均大幅下降，降幅分别为４１个、２６个和１６个百
分点，而这三个国家的非经济活动率均回升，增幅超过１个百分点。

此外，在可以获得数据的国家中，有 ７５％的国家的怯志工作者增加
（图１３）。怯志工作者是指没有工作，但希望找到工作的人 （图 １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间，怯志工作者人数在不活跃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平均上升了
０７个百分点。非经济活动率上升表示，危机爆发之后，劳动力参与率下
降，这可能源于长期人口趋势的变化，或劳动力市场周期疲弱导致的变化

（专栏１２）。

８ ? 上述数据来自２８个国家，其中包括２３个发达经济体和５个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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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按就业复苏情况划分的失业率、长期失业发生率和非经济活动率的变化 （百分点）

时间

高于危机前水

平的国家 （如

智利、哥伦比

亚、德国、以

色列和土耳其）

就业形势好转，但

仍未恢复至危机前

水平的国家 （如冰

岛、韩国、南非、

美国和英国）

就业形势持续

恶化的国家 （如

希腊、爱尔兰、

日本、西班牙和

葡萄牙）

失业率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 －１６ ２４ ３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１１ －１１ １３

长期失业

发生率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 －８２ １３７ ８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２６ －０９ ３０

非经济活动率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 －１５ １５ ０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０８ ０３ ０１

　　注：长期失业发生率指失业时间超过１２个月的人口在所有失业人口中的占比。
国家分类如图１２所示。国家群组平均数与基于２０１０年购买力平价 （ＰＰＰ）ＧＤＰ权重计算的加权平均数相对应。

总体而言，文中数据与第四季度数据相对应。但是，巴巴多斯、毛里求斯、俄罗斯联邦、南非和乌克兰对应第

三季度数据，斯里兰卡和瑞士则对应第二季度数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对应第一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欧洲统计局、国际劳工组织统计部以及各国数据的估算。

　　比如，非经济活动率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与长期失业人口在总失业人
口中的占比上升有关。在６０％的所分析的国家中，失业时间达到或超过１２
个月的人口比例自２００７年第四季度起有增无减。? 在表现中等及最差的国
家中，该比例在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间的增长特别明显，分别为１３７个和８２
个百分点 （表１２）。在爱尔兰和西班牙等一些表现最差的劳动力市场，长
期失业率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至少上升了２０个百分点。此外，波罗的海国家
（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长期失业人口比例也急剧上升。

图１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怯志工作者在非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百分点）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数据和国际劳工组织统计部数据的

估算。

９
? 该数据对应可以获得数据的４２个国家，其中包括３１个发达经济体以及１１个新兴或
发展中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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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１２　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周期变化的敏感性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在所分析的国家中，半数以上的国家的劳动参与率 （即活跃在劳动力市场的劳

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包括在职和求职人口）都出现下降。这可能应归咎于两种效应：（１）劳动适龄人

口数量的变化 （即结构效应）；（２）个人针对劳动力市场形势所做出的决策变化 （即周期效应）。

大量研究都将重点放在因老龄化等结构性因素而下降的劳动参与率上。多数实证研究显示，人口年

龄分布正逐步上移，趋向年龄更大的人口，这对整体劳动力参与率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Ｂｏｒｓｃｈ－

Ｓｕｐａｎ，２００３年；Ｂｕｒｎｉａｕｘ等人，２００３年）。可以通过假设人口年龄分布维持２００７年的水平，推断整体

劳动参与率，从而将该效应独立出来。这样，实际劳动参与率与估算的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差异就可以衡

量因结构因素导致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ａ根据 ＶａｎＺａｎｄｗｅｇｈｅ（２０１２）的理论，某个特定年份 ｔ的劳动

参与率应为：

ＬＦＰＲｔ＝Ｓｔ
１５－２４×ＬＦＰＲｔ

１５－２４＋Ｓｔ
２５－５４×ＬＦＰＲｔ

２５－５４＋Ｓｔ
５５＋×ＬＦＰＲｔ

５５＋

ＬＦＰＲｔ
１５－２４、ＬＦＰＲｔ

２５－５４和ＬＦＰＲｔ
５５＋分别代表１５—２４岁、２５—５４岁和５５岁及以上的劳动参与率。权

重Ｓｔ
１５－２４、Ｓｔ

２５－５４和Ｓｔ
５５＋分别是三个年龄群在人口中的比例。如果人口年龄分布保持２００７年的水平，那

么参与率应为：

ＬＦＰＲｔ，０７＝Ｓｔ，０７
１５－２４×ＬＦＰＲｔ，０７

１５－２４＋Ｓｔ，０７
２５－５４×ＬＦＰＲｔ，０７

２５－５４＋Ｓｔ，０７
５５＋×ＬＦＰＲｔ，０７

５５＋

Ｓｔ，０７
１５－２４、Ｓｔ，０７

１５－２４和Ｓｔ，０７
５５＋分别代表２００７年三个年龄群在人口中的占比。ＬＦＰＲｔ和ＬＦＰＲｔ，０７的差异衡

量因结构变化而出现的参与率的变化。

将上述方法应用在部分国家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　在劳动参与率下降最严重的国家中 （降幅为１个百分点，甚至更多），平均而言，１／４的下降是周

期效应所致，３／４的下降是人口结构变化 （即老龄化）所致。整体而言，如果没有周期效应，劳动

参与率将上升０３个百分点 （图１４，第一组）。

●　尽管如此，周期分量效应在一些国家中要严重得多。在丹麦和美国，周期分量在劳动参与率变化
中的占比分别超过５０％和４０％。此外，如果造成劳动参与率出现周期性下降的人口是劳动人口，

但没有工作，那么失业率将大幅上升。事实上，２０１２年，部分国家的整体失业率应为７４％，而非

６９％ （图１４，第二组）。

就政策选择而言，将周期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在解释参与率下降方面的作用隔离开来至关重要。比

如，如果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由结构性因素所致，那么提供就业机会并不能让劳动人口进入劳动力市

场。这表明，针对最有可能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制定政策会产生重大效果。通过进一步改革，比如向

　　

……很多国家都存在就业质量问题。

对许多国家而言，全球危机带来的是就业质量的恶化。《２０１２年世界劳
工报告》显示，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在所分析的发达经济体中，非自愿临时
性就业和兼职就业率上升８０％和８５％。?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很多国家的非自
愿临时性就业和兼职就业人口均出现了上升，而这些国家的就业形势已经

　　

０１ ?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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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员工提供额外的工作激励举措、提高青年边工作边学习的意识等等或许可以减少这些人口效应

（Ｂｕｒｎｉａｕｘ等人，２００３年）。然而，如果参与率下降主要由周期性因素所致———即劳动力因缺乏就业机

会而失业———那么可以预计，工作机会重新出现时，这些劳动力会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目前急

需出台政策促使高质量岗位的创造，以吸纳失业人口以及等待就业形势好转，准备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的人。

受危机影响，劳动参与率将继续出现变化。Ｄｕｖａｌ等人 （２０１１年）指出，严重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

将在周期性峰值出现后五年内达到最大，而极严重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则需要５—８年才能达到最大。

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在早前因危机而失业的人口中，有多少人会重新开始工

作。即使经济回暖，长期失业的劳动力会因求职难度增大而变成永久失业人口。其中一些人可能会申请

伤残津贴或提早退休 （ＶａｎＺａｎｄｗｅｇｈｅ，２０１２年）。

图１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受／不受周期效应影响的劳动人口 （２００７年指数＝１００）与失业率 （百

分比）

注：分析针对的是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劳动参与率至少下降１个百分点的国家，即克罗地亚、丹麦、芬兰、意大利、

日本、韩国、挪威、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美国。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数据和国际劳工组织统计部的数据的估算。

ａ　劳动参与率的结构变化指因人口年龄分布变化所引起的变化，因此不包括技术变革和职业转变等经济结构变

化对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

好转，出现就业增长迹象。? 非自愿临时性就业和兼职就业在整体就业率最

佳的劳动力市场的占比分别增长了１／３和１／２。比如，在德国，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间就业率上升了１５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自愿临时性就业率上升了整
整１个百分点。? 在匈牙利，伴随就业率的上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间上升了
０５个百分点）的是非自愿兼职就业的比例上升了４２个百分点。

１１

?

?

就此而言，就业不足 （即愿意加班的工作者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已成为当

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案例请见Ｂｅｌｌ和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２０１３年）。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间临时性就业向永久性就业转换的比率从３９％
增至５６％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３ａ）。



２０１３年世界劳工报告：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比例依然高企，在可以获得数据的

国家中，有２／３的国家的这一比例超过４０％。?

为了给就业质量表现编制一个单一的指标，本次研究运用了主成分

分析法 （ＰＣＡ）?。对于发达经济体，采用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临时工比
例的变化?、社会福利性支出在总公共支出中占比的变化以及平均小时

工资的增长指标；而对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采用了实际平均工

资的增加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危机前和危机期间非正规就业率的变化等
指标。

在发达经济体，就业质量指标与平均小时收入和社会支出在公共福利

中的比例正相关，而与临时员工的比例负相关。?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就业质量指标与实际工资的增长正相关，与非正规就业率的变化负相

关。? 因此，该指标得分高的国家的就业质量也比较高。同样，发达经济

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由三项劳动力市场指标决

定，即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的就业率年均增长以及同期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
的变化。该劳动力市场表现综合指标?与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正相

关，与失业率的变化负相关。因此，该指标得分越高，劳动力市场表现就

越佳。

图１５显示，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和发展
中经济体，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变化均与就业质量的变化负相关。事实上，

在危机期间，劳动力市场表现上佳的很多国家的就业质量指标都呈负值。

比如，德国、以色列和卢森堡等在危机期间劳动力市场表现有所改善的国

家都发现其就业质量进一步恶化。以色列的平均小时工资减少了２５％；德
国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的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了１％。希腊等国的局势变化特

２１

?

?

?

?

?

?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２年）。
主成分分析是一个数学过程，旨在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变量转换成数目更少的、

互不相关的变量，这些变量称为主成分，每一个主成分都是源变量的线性加权

组合。

就业质量的第一个方面考虑了合同地位和就业稳定性，即发达经济体的标准就

业和非标准就业，或者发展中经济体的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临时性就业是

一种非标准就业。尽管如此，如果临时性就业是自愿的，那么较高的临时性就

业率并没有问题。就业质量的第二个方面考察了临时工继续留任工作岗位的意

愿，即非自愿临时性就业。根据定义，非自愿临时性工作是指工人因无法找到

永久性就业岗位而不得不从事此类形式的工作。然而，由于只能获取欧洲国家

的非自愿临时性就业的数据，本次分析仅将临时性员工的比例纳入了考量。

用以创建综合指标的权重是主成分分析的第一个成分上的因素负荷。第一个成分

解释了不同指标间５５％的公共方差。在第一个成分中，三个变量 （平均小时工

资、社会福利的公共支出以及临时员工的比例）的成分负荷分别为０６５、０４８和
－０６０。
用以创建综合指标的权重是主成分分析的第一个成分上的因素负荷。第一个成分

解释了不同指标间７５％的公共方差。在第一个成分中，两个变量 （平均实际工

资、非正规就业在总非农就业中的占比）的成分负荷分别为０７１和－０７０。
用以获得劳动力市场表现指标的权重是主成分分析的第一个成分上的因素负荷。

第一个成分分别解释了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同指标间 ７０％和
６０％的公共方差。在发达经济体中，第一个成分中的三个变量 （就业率、失业率

和劳动参与率）的成分负荷分别为０６７、－０６０和０４３；而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则分别为０６８、－０３６和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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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变化与估算的 “就业质量”的变化之

间的关系 （百分点）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欧洲统计局、国际劳工组织统计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

数据、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２年）和经济学人智库 （ＥＩＵ）的数据的估算。

别大，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在危机期间进一步恶化，同时就业质量也出

现下降。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希腊临时性就业率上升 （增幅为 ０７个百分
点），平均小时工资也骤降 （降幅达８９％）。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劳动力市
场表现恶化，指标显示就业质量得到改善，这主要是临时性岗位的减少所

致，详情可参考 《２０１２年世界劳工报告》?。西班牙流失了１３０万个工程领
域的岗位，其中多为临时性岗位，而且临时性就业率也从２００７年的３４４％
下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５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印度、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众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劳动力市场形势并未好转，就业质量也出现恶化；但还有一些国家，

虽然其就业质量恶化，但劳动力市场表现却得到了改善，例如哥伦比亚和

巴基斯坦。

３１?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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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福祉与社会动荡的最新趋势

各国社会动荡风险上升，尤其是欧洲。

全球危机在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中引发了一定程

度的社会动荡。然而，目前还没有一个可靠的、能够反映出当前全球局势

的全球社会健康指标。? 本节主要介绍一个综合指标———社会动荡指数———

的研究成果。它反映了全球社会健康水平 （见专栏１３）。
为了在社会动荡指数和实际经济指标之间建立联系，本报告进行了一

次实证评估。? 所创建的指数在经济增长 （ＧＤＰ）、通货膨胀、收入水平
（人均ＧＤＰ）、失业、债务在ＧＤＰ中的占比和收入不平等 （基尼指数）的基

础上回归。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有望减少社会动荡风险，而债务、失

业、通货膨胀和不平等则可能会加剧社会动荡风险。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失业率是社会动荡最重要的两个决

定因素。比如，失业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就会将社会动荡推高０３９个标
准差，而ＧＤＰ增长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就会将社会动荡拉低０１９个标准
差。? 青年失业率与总失业率一样，都会加剧社会动荡?，但是总失业率的

影响要比青年失业率的影响更为严重。

与危机爆发前相比，多数经济体的社会动荡都已加剧。更确切地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间，在７１个可以获得数据的经济体中，有４６个经济体的社
会动荡加剧。? 欧盟２７国的社会动荡风险最高———从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的３４％
升至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的４６％ （图１６），增幅达到１２个百分点。在可以获得
２０１２年数据的２４个欧盟成员国中，有１７个国家的社会动荡风险加剧 （增

至７０％）。
欧盟成员国社会动荡风险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应对当前主权债务危机的

政策及其对民生和幸福感的影响。自２０１１年第三季度以来，欧元区的经济
一直深陷衰退泥潭，近期的失业率创下１２％的历史新高，而青年失业率也
高达２３９％。一些欧元区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情况进一步恶化 （见第二

章）。在如此惨淡的经济形势下，社会氛围也十分低迷，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日益减少，而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也日益渺茫。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斯洛文尼亚

４１

?

?

?

?

?

比如，尽管国际劳工组织的罢工和停工数据对衡量工作动荡非常有用，但这些数据

却是自行报告的，因此往往不能充分表明没有很强民主传统的国家的实际情况。其

他指标也可以衡量社会动荡，比如经济学人智库的社会动荡指数，但是这些指标对

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和政治弱点的权重过高。如欲了解其他社会动荡衡量指标，参见

Ｋｈａｔｉｗａｄａ（２０１３年）。
本分析中使用了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详见附录Ｃ。
一般来讲，所有系数对数据统计而言都非常重要。结果请见附录Ｃ。
由于总失业率与青年失业率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这两个变量通过不同的方程式得

到回归。

由于没有拉丁美洲和与加勒比地区２０１２年的数据，样本规模小于前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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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１３　创建社会动荡指数

社会动荡分析中所用的数据源自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华盛顿特区。之所以选

择盖洛普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动荡指数的数据来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广泛的

数据：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数据涵盖众多国家，不同国家的数据都具可比性，而

且还囊括了历年的数据。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调研了１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代

表全球成年人口 （１５岁及以上）的９８％以上。他们随机抽取能代表国家的样本，一

般从每个国家中挑选１０００个人。针对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联邦，

抽样人数可能达到２０００个。调查所涵盖的地区涉及整个国家，包括农村地区，但那

些调研人员的安全受到威胁、人口稀少、位置偏远、交通工具无法到达的地区除外。

抽样对象是整个国家的非机构化的成年民众。

指数中应用了五个变量：

●　对政府的信心：这一变量衡量公众对政府表现的满意度，包含了公众对政府是
否致力于改善公民生活的观点。在财富分配相对均匀的社会，公众往往对政府

表现的评价较为积极。

●　生活水平：该变量衡量公众的家庭生活是否日渐提高，包含了失业和／或就业不
足对家庭的影响。该指数包括了认为在特定年份一国生活水平下降的受访者的

比例。

●　本地就业市场：该变量衡量公众如何看待劳动力市场。具体而言，该指数包括
了认为目前不是在当地找工作的好时机的一国受访者的比例。

●　生活自由度：该变量衡量公众对选择生活方式 （或者说如何生活）的权利的观

点，及其对能否通过民主渠道向政府反映不满的看法。

●　互联网连接：该变量衡量公众对是否存在能在短时间内召集大量人员的现代通
信渠道的看法。虽然该指标显示的百分比越高，风险也越高，但这是所有指数

中唯一的一个公众评为 “正”的指标。ａ

指数中各个变量的权重各不相同，其中，互联网连接占５％，对政府的信心占

３５％。该指数的基本设置如下：

ＳＵＩｎｄｅｘｉ，ｔ＝∑
５

ｎ＝１
αｎｘｉ，ｔ；０≤ＳＵＩｎｄｅｘｉ，ｔ≤１

ｉ国在ｔ期间的社会动荡指数相当于ｉ国在ｔ期间的ｘ变量的加权总和。指数得分

从０—１不等 （０表示动荡风险最低，１表示动荡风险最高）。

ａ　目前有大量有关互联网与社会及政治活动关系的研究，而且这类研究将越来越多；示例

详见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和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９年）的文章。然而，即使互联网连接不被纳入考量，整体结果

也不会变化。

和西班牙的社会动荡风险的加剧最为严重，而比利时、德国、芬兰、斯洛

伐克共和国和瑞典的社会动荡风险却得以减轻。

非欧盟发达经济体的社会动荡风险也已加剧，从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的３３％
增至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的３６％。中欧和东南欧 （非欧盟）及独联体的社会动荡

风险从３２％升至３７％，而同期南亚的动荡风险则从２５％升至３０％。
通过强大的民主渠道 （法治、公民社会、联盟及其他民主机构）让公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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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６　社会动荡指数变化：危机前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与危机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注：该指数的衡量范围从０到１００％ （或者是０—１），１００％表示社会动荡风险最高。该图表示

动荡风险上升或下降的百分点。图中柱状表示各个地区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２０１３年）数据的计算。

众表达他们的担忧与不满往往会降低社会动荡风险，这一点非常重要。在

一些没有很强民主传统的国家，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可能高于该指数所

衡量出的结果。

中东和北非的社会动荡风险相比危机前有小幅上升，在２００８年达到峰
值之后一直居高不下。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荡风险上升
了１４个百分点。这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即政治自由度有限和就业市场
疲软，这两个因素共占社会动荡指数变化量的４０％。尽管阿拉伯之春以来
该地区的增长前景已得到改善，但很多国家依然深陷政治斗争之中。可从

公众对生活自由度的观点中看出这一点。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同期社会动荡风险降低的地区之一 （见图１６）。该
地区的经济表现颇好———比如，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该地区 ＧＤＰ增长略高
于５％。?

在危机前至危机后的这段时间内，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以及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社会动荡指数风险都出现下降。?

６１
?

?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３ｂ）。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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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报告的结构

本章所介绍的劳动力市场挑战不仅反映了当前存在经济危机的事实，

还反映出这是一场受到社会政策影响的危机。有些问题是由金融危机所引

发的周期性问题，还有一些则是结构性问题，与人口变化、就业结构变化

有关。

接下来的几章将探讨这些趋势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政策如

何加强就业市场回暖、帮助失业率高企或正在攀升的经济体走出危机。第

二章重在探讨财富与劳动收入再次出现不均的问题，并将其与中等收入群

体的规模联系起来。在很多有数据可循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中

等收入群体十分脆弱；而在可以获得数据的发达经济体中，中等收入群体

的规模正在萎缩。第三章重在探讨最低工资的作用，最低工资既可以用作

促进低技能工作者获得体面工资的工具，又可以提升总需求，进而有助于

促进增长，并使增长再次达到平衡。该章回顾了最低工资、家庭消费和家

庭需求之间的联系，探讨了有效的执行机制的作用。该章的分析重点是政

策设计的作用，旨在确保这样的工资水平不会起反作用，并达到高水平的

合规性。

由于投资模式与劳动力市场结果密切相关，第四章探讨投资在刺激经

济和就业增长方面的作用。该章比较了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减速与投资在发

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的重要作用。该章还分析了危机之后的投资模

式和公司现金持有量及行政补偿之间的关系。本章建议，推出加强金融业

与实体经济联系的各项政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最后一章 （即第五章）提出了一个政策框架，其重点是同时促进经济

与就业的增长，以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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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家群组

８１



第一章　就业趋势概览与预测

９１



２０１３年世界劳工报告：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附录Ｂ
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实证分析

本章第一节预测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的就业情况。这些预测的基础是产
出—就业弹性。产出—就业弹性是根据既往的危机期间产出与就业增长之

间的短期关系进行计量经济分析估算得出的。１

奥肯 （１９６２年）记录了劳动力市场结果和产出之间的短期关系，被称
为奥肯法则。实证研究肯定了多数经济体中就业率与 ＧＤＰ之间的确存在一
种相对稳定的关系 （Ｂａｌｌ等人，２０１３年）。就业—产出弹性的概念是一种总
结经济增长的就业强度的简便方法，而且研究发现这个概念对确定增长门

槛非常有用，在这一门槛上，创造就业机会变得至关重要 （Ｉｓｌａｍ和Ｎａｚａｒａ，
２０００年）。

该项分析在三组１００个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家的基础上，采用了横断面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模式，这些国家既往曾遭受过危机，而且可以获得大量

的历史时间序列数据。２就业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的 《劳动力市场关键

　　　
１　之所以仅估算危机期间的产出—就业弹性，目的是将这一过去的关系与当前危机期
间劳动力市场结果与产出的短期关系尽可能联系起来。这个关系就是估算的就业弹

性，旨在衡量就业—ＧＤＰ曲线的倾斜度。重要的是，出现结构性变化时，曲线的倾
斜度和截面都会变化，所以必须估算具有相似宏观经济特征的特定时间的就业弹性

（Ｉｓｌａｍ和Ｎａｚａｒａ，２０００年）。尽管如此，本分析还是估算了１９８０—２０１１年的长期就
业弹性。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估算的长期弹性要比危机期间估算的弹性

低１０％，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则要高近１４％。
２　危机次数是在Ｌａｅｖｅｎ和Ｖａｌｅｎｃｉａ的文章 （２０１２年）的基础上得以确认的。［ｔ，ｔ＋３］
期间的就业数据和ＧＤＰ数据是通过收集得到的，ｔ代表危机的起始年份。本分析将下
述国家和危机纳入了考量：

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奥地利，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巴哈马，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巴林，１９９３—１９９６
年；巴巴多斯，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比
利时，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加拿大，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克罗地亚，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塞浦路斯，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捷克共和国，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丹麦，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爱沙尼亚，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芬兰，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法国，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德国，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希腊，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中国香港，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匈牙利，１９９１—
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冰岛，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爱尔兰，１９８２—
１９８５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以色列，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意大利，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日本，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韩国，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卢森堡，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马耳他，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荷兰，
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新西兰，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和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年；挪威，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波兰，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９—１９９２
年；葡萄牙，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圣马
力诺，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沙特阿拉伯，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新加坡，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斯洛伐克，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斯洛文尼亚，１９９２—
１９９５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西班牙，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瑞典，１９９１—
１９９４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瑞士，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中国台湾，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英国，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美国，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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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经济体：阿尔及利亚，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安提瓜和巴布达，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阿根廷，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阿塞拜疆，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白俄罗斯，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波黑，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巴
西，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保加利亚，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智利，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中国，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哥伦比
亚，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和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哥斯达黎加，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多米尼加共和国，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厄瓜多尔，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牙买加，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哈萨克斯坦，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拉脱维亚，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和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立陶宛，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前南马其顿，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马来西亚，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墨西哥，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巴拿马，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罗马尼亚，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俄罗斯
联邦，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南非，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苏里南，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
泰国，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突尼斯，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土耳
其，１９８２—１９８５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乌拉圭，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和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年；委内瑞拉，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发展中经济体：亚美尼亚，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伯利兹，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玻利维亚，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和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埃及，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萨尔瓦多，
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格鲁吉亚，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圭亚那，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
洪都拉斯，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印度，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印度尼西亚，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吉尔吉斯共和国，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和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摩尔多瓦共和国，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蒙古，２００８年；摩洛哥，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尼加拉瓜，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巴拉圭，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菲
律宾，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和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萨摩亚，１９８０—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０
年和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叙利亚，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塔吉克斯坦，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乌干达，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
乌克兰，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乌兹别克斯坦，１９９３—１９９６
年；越南，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

指标》数据库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１年），而实际 ＧＤＰ数据则来源于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１３ａ）。
ＧＤＰ数据采用定值本地货币单位表示。

就业—产出弹性是根据 Ｅｓｃｕｄｅｒｏ（２００９年）为三个国家群组开发的方
法估算出来的，这三个群组分别是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

体。以下是为每一个国家群组进行独立估算所用的方程式：

ｌｎｅｉｔ＝α＋βｉｔｌｎｙｉｔ＋εｉｔ

（ｅｉｔ）表示ｔ时间内的就业水平，而ｙｉｔ表示ｔ时间内的实际ＧＤＰ。
分析结果见表１Ｂ１。这个模型是在奥斯曼检验结果得出之后使用具有

随机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估算而来的，奥斯曼检验结果支持广义最小

二乘估计量。广义最小二乘估计还有一个优势，因为这可以让估计量根据

组间异方差调整———组间异方差通过修正的沃尔德检验测试得出。如表

１Ｂ１所示，这些检验开始之后，所有系数均维系在明显的较高水平。此外，
在估算系数绝对值不变的前提下，利用不同估算方法和稳健性检验重新进

行回归计算，从而给出了估计结果的置信区间。

估算的就业—产出弹性与实证研究的结果一致。平均而言，新兴经济

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就业与产出的关系弱于发达经济体。事实上，实证研

究表明，就业弹性与经济的结构性特征 （例如非正规性和产品市场灵活度）

负相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１２年），这削弱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就
业—产出的关系。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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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Ｂ１　回归结果

在就业中的占比

发达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

在实际ＧＤＰ中的占比 ０５５２６

（０００８）
０３３２９

（００２１）
０２７８３

（０００８）

恒定值
４８９

（００４３）
６５５

（００９９）
６６７

（００３０）

观察值 ３６０ ２０２ １５０

国家数目 ４３ ３２ ２５

危机数量 ９２ ５４ ４７

　　注：标准误差用括号表示。显著程度：５％，１％
有关每个国家群组中的国家，请详见附录Ａ。

就业预测是通过从国家层面将每个国家群组的就业弹性应用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１３ａ）中提出的 ＧＤＰ
增长预测得出的 （２０１２年以后的预测数据）。就业率是在联合国人口司 （联

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２０１１年）对劳动适龄人口预测的基础上得出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业率最先按国家计算，然后又按收入群体再次计算。

附录Ｃ
社会动荡的决定因素

本章的分析重在探讨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间社会动荡的决定因素。为此，该
分析采用了面板数据，信息涵盖１００个国家。社会动荡指标 （即本模式的

因变量）利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五个变量计算得出 （见表１Ｃ１）。所
构建的社会动荡指数在经济增长 （ＧＤＰ）、通货膨胀、收入水平 （人均

ＧＤＰ）、失业率、债务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以及收入不平等 （基尼指数）的基础

上回归。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有望降低社会动荡风险，而债务、失业

率、通货膨胀和不平等则可能会加剧社会动荡的风险。

由于总失业率与青年失业率之间存在共线性问题，这两个变量分别利

用下述的特规方程式进行估算：

ＳＵｉｔ＝αｉ＋λｔ＋β１ＵＴｉ，ｔ＋β２ＧＤＰｉ，ｔ＋β３ＧＤＰｐｃｉ，ｔ＋β４ＧＩＮＩｉ，ｔ＋β５Ｄｅｂｔｉ，ｔ＋β６Ｉｎｆｌｉ，ｔ＋εｉｔ （１）
ＳＵｉｔ＝αｉ＋λｔ＋β１ＹＵＴｉ，ｔ＋β２ＧＤＰｉ，ｔ＋β３ＧＤＰｐｃｉ，ｔ＋β４ＧＩＮＩｉ，ｔ＋β５Ｄｅｂｔｉ，ｔ＋β６Ｉｎｆｌｉ，ｔ＋εｉｔ（２）

其中，ｉ和ｔ是横截面和时间后缀；ＳＵ是社会动荡得分；ＵＴ代表总失
业率，ＹＵＴ是青年失业率；ＧＤＰ是实际 ＧＤＰ增长率；ＧＩＮＩ是基尼系数；
Ｄｅｂｔ是公共债务在ＧＤＰ中的占比；Ｉｎｆｌ代表通货膨胀；αｉ和λ代表国家和时
间固定效应；εｉｔ代表正常分布的误差项。

结果表格中的所有回归数据包括了时间固定效应，以便解释在同一时

期让所有经济体震惊的全球事件；尤其是为了涵盖２００８年爆发的金融危机。
此外，方程式１和２中包括了地区虚拟变量，这是为了解释因文化不同引起
的部分地区的社会动荡风险更高这个事实。在方程式３至方程式６（在表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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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Ｃ１　社会动荡计分中各个变量的权重

变量 问与答 权重

对政府的信心
在这个国家中，您对下述各种情况都有信心吗？

对该国的政府呢？答：没有。
０３５

生活水平
您认为您目前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

答：下降。
０２

生活自由度
您对在这个国家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度感到满意

还是不满意？答：不满意。
０２

本地就业市场
鉴于当地目前的就业形势，您认为现在是在当地

找工作的好时机还是不利时机？答：不是好时机。
０２

互联网连接 您家能连接互联网吗？答：能。 ００５

表１Ｃ２　变量与资料来源

变量 定义 资料来源

社会动荡 见专栏１３和表１Ｃ１ 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盖洛

普世界民意调查的数据

增长
以美元计的不变价格所衡量的 ＧＤＰ增
长率

《世界发展指标》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消费物价 （年百分比） 《世界发展指标》

人均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以２０００年定值美元计） 《世界发展指标》

失业

失业率 （百分比）。失业率指没有工

作、正在找工作并且随时可以工作的

劳动力的比例

国际劳工组织 《劳动力市

场关键指标》数据库

青年失业
青年失业率 （百分比）针对１５—２４岁
的青年

《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一个基于洛伦兹曲线得出的

不平等指标。具体而言，数值为０的基
尼系数表示完全平等，而数值为１００则
表示完全不平等。本分析中使用了在五

年窗口期内该变量的移动平均数。

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 《世

界发展指标》的计算

债务 公共债务在ＧＤＰ中的占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

界经济展望》

１Ｃ３和表１Ｃ４中用列数表示）中，分析期间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的国家特
征 （比如宗教、文化和发展等）都通过国家固定效应得以控制。最后，方

程式５和６利用标准系数 （即贝塔系数）得出结果，以评价不同社会动荡

决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相对重要性。

由于基尼系数指标存在很大的数据限制，通过将该变量单列出来，对

该模型进行估算 （见表１Ｃ４）。由于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间，多数国家只有１
年或２年的不平等数据，因此使用了基尼系数指标五年的移动平均数 （这

增加了观察值的数量）。数据源自欧洲统计局、国际劳工研究所 （以盖洛普

数据为基础）、国际劳工组织 《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见表１Ｃ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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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Ｃ３　社会动荡的决定因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贝塔系数

总失业 青年失业 总失业 青年失业 总失业 青年失业

通货膨胀 （ｔ－１）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３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００］

人均ＧＤＰ（ｔ－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
［０６９１７］

－０４
［０６８９６］

ＧＤＰ增长 （ｔ－１）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４］
－０１９０１

［００６６２］
－０２３３８

［００５７６］
政府债务总额 （占 ＧＤＰ的百分比）
（ｔ－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１７０＃
［００７３１］

００９１２

［００４１４］

失业 （ｔ－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３８７６

［００９６９］

青年失业 （ｔ－１）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１１］
０３９０９

［００９４２］

中欧和东南欧及独联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５］

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０２３３９

［００１８４］
－０２１１１

［００２０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００７５６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７２７

［００１６９］

中东和北非
－０１４７６

［００２９０］
－０１３９３

［００２９６］

南亚
－００８７４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２９５］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０１０６２

［００２２１］
－００９９２

［００２４７］

恒定值
０４９４０

［００２５０］
０４３１０

［００２２１］
０３１１９

［００８２９］
０３５５３

［００９５８］
－０２２３０

［００８４０］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９４］

观察值 ４２８ ３５３ ４２８ ３５３ ４２８ ３５３

决定系数 ０４８２ ０４８７ ０２６８ ０３５７ ０２６８ ０３５７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国家代号 １００ ８８ １００ ８８

　　稳健标准误差用括号表示。
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ｐ＜０１５

结论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失业率是决定社会动荡的两个最重要

的因素。比如，失业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就会将社会动荡推高０３９个标
准差，而ＧＤＰ增长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就会将社会动荡拉低０１９个标准差
（表１Ｃ３）。同时，青年失业率与总失业率一样，都会加剧社会动荡 （０３９
个标准差）。公共债务 （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越高，社会动荡风险就越高，
但是这一效应不及失业率与ＧＤＰ增长对社会动荡的影响严重 （表１Ｃ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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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Ｃ４　社会动荡的决定因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 基尼指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贝塔系数

总失业 青年失业 总失业 青年失业 总失业 青年失业

基尼指数 （ｔ－１）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３］

均等净收入中位数 （ｔ－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通货膨胀 （ｔ－１）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３０］

ＧＤＰ增长 （ｔ－１）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２３］
政府负债总额 （占 ＧＤＰ的百分比）
（ｔ－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９］

失业 （ｔ－１）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３３］

青年失业 （ｔ－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１４］

中欧和东南欧及独联体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７１］

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０２０６３

［００３０１］
－０１６４４

［００３２３］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４６］

中东和北非
－０１３３０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４４３］

南亚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５２］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２３］

恒定值
０５５９２

［００４２６］
０５７５３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９１
［０１７９３］

０１９４
［０２５２２］

００８３
［０２３２１］

０１５９
［０２３５６］

观察值 ２５１ １８４ ２５１ １８４ １４９ １４９

决定系数 ０５３４ ０５６１ ０２４８ ０３ ０６４５ ０６４１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国家代号 ６１ ５１ ３２ ３２

　　稳健标准误差用括号表示。
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ｐ＜０１５

实证分析涵盖了各个地区，以解释因地缘政治的差别引起的某些地区

的社会动荡风险更高这个事实。事实上，即使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人均

ＧＤＰ、债务和失业率都被纳入考量，不同地区的社会动荡情况也各不相同。
本分析中作为参考地区的发达经济体的平均社会动荡指数最高。在发达经

济体中，相较于北美及其他非欧盟发达经济体，欧洲面临社会动荡的风险

更高。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是最不可能出现社会动荡的２４个地区之
一 （见表１Ｃ３的方程式１和２）。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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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

和中等收入群体

主要研究成果

●　大部分存在可用数据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得到了
改善。随着贫困率的降低，上述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有所扩大。与此同

时，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所谓的 “改善”并不牢靠———众多家庭的收入

水平仅高于该国制定或国际公认的贫困线水平，并且始终存在重新陷

入贫困的可能。从这一点上看，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面临的政策挑

战在于巩固早期收益，主要方式包括推动本国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

扩大精心设计的最低工资范围，同时建立适当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体系。

●　而对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而言，过去两年间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所加剧，令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趋势有所恢复。诚然，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大多数
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呈缓解态势，然而自２０１０年起，收入不平等
趋势加剧。证据还显示，在危机期间，经历了短暂的停顿后，工资差距

不断增大。此外，有证据显示，工资收入两极化的趋势正在加剧，表明

工资分配出现了 “两头大，中间逐渐被挖空”的现象。此外，如第四

章所示，在大多数可获得数据的发达经济体中，最高收入近期恢复了上

升势头。

●　结果表明，过去２０年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有所
缩减。对于可获得数据的国家而言，上述趋势在金融危机期间似乎得以

延续。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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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收入不平等现象 （包括此种不平等在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可能发挥的

作用）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 此外，收入分配的中间地带也引起

了相关部门的关注。从经济角度来讲，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分析具有重

要意义———上述群体通过更高的需求和对人力资本更高的投入而极大地推

动了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人们关注中等收入群体亦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

因———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 此外，观察还显示，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关注并不排斥对贫困群体的关注，相反，此种关注使

得人们扩大了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 通过制定中等收入群体在政治上所

拥护的并且最终令低收入家庭受益的各种制度 （包括法律、医疗、教育、

社会保险），决策者出台的支持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系列政策同样也对低收

入群体有着积极影响。

本章第一节对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和工资不平等的近期趋势进行了

概括。第二节重点介绍近几十年来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

体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缩减和未来前景。第三节讲述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观

察到的对比趋势，并对变化程度及其可持续性进行了评估。第四节是关于

政策影响的结论。

第一节　收入和工资不平等趋势

对于大多数存在可用数据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总收入分配

不平等尽管有所缓解，但依然严峻……

　　发达经济体的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平均为３０（美国除外）；大
多数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平均超过４０；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
非洲国家，其基尼系数甚至升至５０以上 （图２１）。近几年来，大多数新兴
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继续得到缓解，尽管总体而言这种不平等状

况依然较为严峻。

８２

?

?

?

?

?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０８年）。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和 Ｐａｒｅｎｔ（２０１１年）；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０９年）；Ｇｉｇｌｉａｒａｎｏ和 Ｍｏｓｌｅｒ（２００９
年）。

参见，例如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０９年）；Ｐｒｅｓｓｍａｎ（２００７年）。
Ｂｉｒｄｓａｌｌ（２０１０年）。
基尼系数是应用最广泛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该系数由０到１，０代表完全平
等，１代表完全不平等。该项研究依照文献定义所采用的基尼系数变动范围为０—
１００。基尼系数的计算是基于可支配收入，与取自不同来源 （如劳动力和资本），扣

除了相关费用的家庭税后总收入相对应。除非另有注释，文中所有收入数据均指发

达国家平等的家庭收入。对于发展中国家，基于可用性的原因，文中大多采用消费

支出数据，而非收入。该数据对于衡量劳动力收入不平等同样有效，劳动力收入也

是可支配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Ｈｏｅｌｌｅｒ等人，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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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呈现出相反的态势。

２０１２年的 《世界劳工报告》着重论及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大多数发达经济
体依照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得到缓解的状况。这种缓解来自资本收

入增长所引发的强烈的负面影响，大部分增长由处于更高收入阶层的个人

所持有。? ２０１０年后，伴随着利润恢复，收入不平等呈现出相反态势 （图

２１）———具体描述见第四章，此种趋势主要令最高收入群体受益。?

与收入不平等类似，在金融危机最严峻期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大多数
发达经济体工资收入不平等 （按照收入最高的１０％群体与收入最低的１０％
群体的收入比率来衡量）有所缓解。? 尽管如此，对于相当数量的发达经济

体而言，工资不平等状况的缓解更多是低收入者失业的表现，而非真正意

义上的缓解。举例而言，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业率持续走低的一些国家

（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收入最低者占到失业群体

的大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失业最终表现为工资不平等状况的缓解，

但这并不代表该状况有整体的改观。

尽管采用最高和最低十分位收入比率的方法常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状

况，但此法并不能充分反映收入分布其他部分的变化情况，原因是此方法

及其他专注于某个社会整体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方法都基于这样的原理，即

收入由富裕群体向贫困群体的转移能有效地改善收入不平等 （庇古－多尔顿
原理）。但是，此处忽略了一点：当这种转移发生在处于收入分布中位数同

一侧的两个个体之间时，例如，收入由处于收入分布中间位的某人向处在

分布底端的某人转移时，整体的收入不平等并不会发生改变。相反，采用

极化指数能够发现收入由收入分布中间位向尾部的移动。? 这或许也能反映

某个社会存在的社会压力的来源，即便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测量并未反映任

何显著变化。?

本章中，作者通过比较处在收入分布中位与最高和最低端群体的收入

状况来衡量收入两极分化的情况。中等收入群体与占收入最低的１０％群体
的收入比率被称作Ｄ５／Ｄ１比率；收入最高的１０％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收
入比率被称作Ｄ９／Ｄ５比率。图２２显示了在可获得数据的２５个国家中，有
２０个国家的Ｄ５／Ｄ１比率在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要么有所下降，要么
相对恒定。总体而言，上述期间内，Ｄ５／Ｄ１比率与 Ｄ９／Ｄ１比率遵循相同的
模式 （图中未显示），这同样反映了收入的极端不平等。

９２

?

?

?

?

?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２年）。
例如：在美国，经济复苏头两年间占总人口７％的最富有阶层的平均净值有所增长
（从２００９年占家庭总财富的５６％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６３％）；与此同时，余下的９３％的
人口的平均净值反而有所下降 （皮尤研究中心，２０１３年），这部分可归结为顶级公
司首席执行官收入的再度增长 （参见第四章）。

一个典型的例外是德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德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与此同
时工资不平等有所加剧。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增益下降以及人均社会支出及其占 ＧＤＰ
比重的增加，这两个因素可能会导致收入分配底端的非工资性收入增长。

参见Ｅｓｔｅｂａｎ和 Ｒａｙ（１９９４年）；Ｗｏｌｆｓｏｎ（１９９４年）；Ｚｈａｎｇ和 Ｋａｎｂｕｒ（２００１年）；
Ｓｅｓｈａｎｎａ和Ｄｅｃｏｒｎｅｚ（２００３年）。进一步讨论请参见Ｍａｃｃｕｌｉ（２００９年）。
参见Ｅｓｔｅｂａｎ和Ｒａｙ（１９９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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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２００７年及近期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图２２显示了在２５个国家中，有１１个国家收入最高的１０％群体和中等
收入群体的收入比率有所增长 （图中表示为 Ｄ９／Ｄ５）。一个不断下降或相对
稳定的Ｄ５／Ｄ１与Ｄ９／Ｄ５的增长表明，与高／低收入群体相比，处在收入分
布中间段的工薪族的状况不断恶化。２５个国家中有７个国家呈现上述趋势，
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希腊、匈牙利、瑞士和美国。其中，

希腊的工资不平等有所缓解，但图中却表明该国存在较为明显的工资收入

两极化趋势———中等收入者的收入相对高／低收入者有所减少，导致该状况
的原因是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公共部门工资的削减，与此同时，该国

最高收入者的相对收入有所增加。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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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发达经济体的工资两极化状况

注：图中显示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如２００７年无可用数据，则起始年份为２００６年）中等收入者与

低收入者的收入比率 （Ｄ５／Ｄ１）的变化以及最高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比率 （Ｄ９／Ｄ５）的

变化。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经合组织数据库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有关捷克共和国的

计算。

第二节　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收入群体

对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而言，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正在不断缩

减……

　　过去数年间，无论文献还是大众媒体，关于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收入群
体缩减的内容都在增加。? 例如，研究人员发现，美国在过去３０年间其中
等收入群体无论规模还是收入都有所降低 （有关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和衡

量标准参见专栏２１）。美国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的成人比例 （占全国中等

水平收入６７％至２００％之间的群体）由１９７０年的６１％跌至２０１０年的５１％，
与此同时，其收入中位数下滑了５％?。

尽管过去２０年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收入人口占比有所下降
（图２３），但统计结果并不一致，公共政策和各项制度是造成所观察到的中
等收入群体规模变化不一的部分原因 （关于金融危机后的趋势，参见专栏

２２）。

１３

?

?

参见，例如 Ｂｏｕｓｈｅｙ与 Ｈｅｒｓｈ（２０１２年）；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１２年）；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２０１３年）。
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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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１　定义并衡量中等收入群体

　　对中等收入群体下定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使用相对

间隔还是绝对间隔 （衡量贫困状况时，也需要先确定这一点）。文献对上述问题没有

一致的答案，不过相对尺度 （收入水平位于中位线一定百分比上下的收入者所占比

例）更加适用于发达国家，而绝对尺度 （每天收入高于或低于一定金额的收入者所占

比例）更适合发展中经济体。利用图表演示的方法，将发展中国家的 “贫困”定义

为无法取得一定数量必备食物和非食物商品的状况是比较合理的；对于发达国家而

言，倘若一定数量商品只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则此种状况通常不被当做衡量贫困的

一个有效指标。

当需要确定采用哪种间隔时，相关文献中可以找到不同的数值：

 若采用相对尺度，则最为常用的间隔处于中位线家庭 （消费单位或个人）收入

（或支出）７５％与１２５％之间 （Ｐｒｅｓｓｍａｎ，２００７年；Ｔｈｕｒｏｗ，１９８７年）或位于收入

中位数的７０％和１５０％之间 （Ｂｉｇｏｔ等人，２０１１年；Ｆｒｉｃｋ和Ｋｒｅｌｌ，２０１０年）。下限

的选择与贫困线相关，通常定位于发达国家收入中位数的６０％。而当边界线调低

至收入中位数的７０％或７５％时，根据定义，那些刚刚超过贫困线的群体就不再属

于中等收入群体。而对于上限的选择则显得更为随意：位于收入中位数１２５％的界

线与低于及高于收入中位数一定百分比的界线构成了对称。然而，若要将富裕群

体与上中等收入的群体区分开来，则需采用高于人均收入１２５％的收入水平。尽管

有些时候人们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精确定义不会影响所观察到的变化 （皮尤研究

中心，２０１２年）（这似乎就是１２５％—１５０％边界所面临的状况），但依然有观点认

为随着上限的增长 （如最高达收入中位数的 ３００％），可能会发现不同的趋势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和Ｂｒａｎｄｏｌｉｎｉ，２０１１年）。

 采用绝对尺度的情形下，类似于每天收入在２美元至２０美元或２美元至１３美元

（每天收入１３美元是美国所定义的贫困线）的间隔是最常用到的。然而，不同的

上下限可能会产生极其不同的结果。此外，采用绝对尺度衡量的中等收入群体的

下限 （每天收入２美元）———也就是国际上用以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上限，

由世界银行定义———远远低于某些国家设定的贫困率。采用此类 “门槛”可能会

高估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并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反映一国的收入分配状况 （经合

组织，２０１０年）。与此同时，还能从文献中找到用来与发达经济体进行比较的更高

的门槛。例如，Ｋｈａｒａｓ和Ｇｅｒｔｚ于２０１０年将每天收入１０美元定义为下限 （葡萄牙

和意大利的贫困线），将每天收入１００美元定义为上限 （卢森堡收入中位数的两

倍），目的是获得所有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普遍定义。

本章采用相对尺度对发达经济体的收入进行衡量；对于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则

依据其收入水平采用不同的绝对尺度予以衡量。

……原因除了工作机会的两极分化，还有公共政策和制度方面的

因素。

　　相关文献通过若干不同因素对发达经济体收入分布中间段的 “空心化”

进行了解释。文献首先指出，过去数十年间，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工作

机会的两极分化都十分明显，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

有所缩减。工作机会两极化是指处于职业分布两端 （最高技能与最低技能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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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至２００９年，部分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收入群体 （收入

为人均收入中位数的７０％—１５０％）占总人口的比例

图中，挪威所用的是２００８年的数据，而非２００９年；由于不兼容的原因，无法获取各国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其中中国台湾用的是２００５年的数据，加拿大和瑞士为２００４年，澳大利亚为２００３年 （参

见Ｂｉｇｏｔ等人，２０１１年）；韩国所用的是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而非２００９年。

注：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为收入占收入中位数７０％—１５０％的人构成的群体 （除美国以外）；在美

国，“中等收入群体”指占收入中位数６７％—２００％的劳动力构成的群体 （皮尤研究中心，２０１２

年）。韩国的这一比例是５０％—１５０％。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 Ｂｉｇｏｔ等人 （２０１１年）、挪威统计局、皮尤研究所 （２０１２年）

和Ｃｈｏｉ等人 （２０１３年）的计算。

工作）的就业增长的同时，中等技能工作的就业相对减少。? 研究发现，该

现象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有关。同时，有证据表明，部分工作机会两极化

趋势发生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期间。?

虽然如此，其他一些作者认为工作机会的两极化不足以解释过去２０年
所观察到的工资收入两极化以及工资不平等状况的加剧 （尤其是最高收入

的急剧增长）。? 这部分作者认为，政策和机构设置不仅直接影响收入分配，

同时也通过劳动力市场立法和财政、税收、贸易和教育政策对技术进步和

全球化产生影响。的确，研究者观察到，许多发达国家开始放松上述政策，

特别是与就业保护立法和税制累进性相关的政策。?

３３

?

?

?

?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参见 Ａｂｅｌ和 Ｄｅｉｔｚ（２０１２年）；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 Ａｕｔｏｒ（２０１１年）；
Ｇｏｏｓ和Ｍ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７年）。
参见Ｊａｉｍｏｖｉｃｈ和Ｓｉｕ（２０１２年）。
参见Ｍｉｓｈｅｌ等人 （２０１３年）与Ｋｏｓｋｅ等人 （２０１２年）。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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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２２　危机后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ａ

过去数十年间，挪威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略有缩减。根据研究人员的观察，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间挪

威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由６９３％升至７０３％ （图２４）。尽管这期间挪威的就业情况表现

不佳，但社会支出的增加推动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在上述期间，由于出台了新的立法，

（通常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底端的）年长者的收入有了比较明显的增加；同时，２００７年享有更多社会

福利的新的养老金领取者被纳入到该体系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２００９年）。此外，２００８年该国

最低养老金标准有了显著的提升。与上述改变相关联的是社会支出由２００７年占 ＧＤＰ的２０５％升至

２０１０年的２３％。但最新数据表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间挪威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略有下降 （由７０３％

降至６９８％）。此间，中低收入的工作岗位数量有所降低 （其中以中等收入工作岗位数量降低更为

明显），而高收入工作岗位数量有所增加。ｂ

西班牙的国家数据表明，金融危机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幅下降，从２００７年年底占总人口的

５０％降至２０１０年年底的４６％。此外，一项对于各十分位的收入流动性的分析表明，中等收入群体

内部的人员流动量呈净下降迹象。ｃ危机伊始，西班牙实施了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随后于２０１０年５

月推出了一项宏大的财政调整计划。公共部门工作者的收入被削减了５％，同时西班牙政府对包括

教育、住房、医疗保健在内的多项支出进行了削减 （此种削减对中等收入群体有负面影响）。ｄ就业

率大幅降低———２０１０年，西班牙就业率相对危机前水平陡降７个百分点 （如第一章所示）。这对于

中等收入工作岗位 （超过１２０万个）的影响尤为强烈；与此同时，从事高收入职业的劳动者数量持

续增加 （增加约２０万人）。

在美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２００７年占总人口的５２５％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５１％，使得过去３０年间

观察到的趋势继续延续。尽管工作机会两极化对这种下降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和 Ａｕｔｏｒ，

２０１１年），但这期间也发生了重要的制度变革。本已处于低水平的工会密度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２９％降至

２０１１年的１１３％；与此同时，工会覆盖率由２００２年的１４５％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３１％。由于中等收入

者相对其他群体更可能是工会成员，工会影响力的逐步降低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等收入群体

规模的缩减 （Ｃａｒｄ等人，２００３年）。同时，最高个人税率由２０００年的３９６％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３５％，

使得税后收入分配更多地向高收入者倾斜。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尽管过去十年间美国就业保护立法

指数ｅ保持相对稳定 （０２１），但与其他发达国家比，依然处于最低水平之列。

图２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变化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ａ　表中的计算是基于国家数据，因此相关收入水平并不总是与图２３中数据具备可比性。
ｂ　国际劳工研究所的计算基于欧盟统计局相关数据。高工资职业包括管理者和教授；中等工资职业包括技

术人员和副教授、文职人员、手工艺和相关行业人员；低收入职业包括服务业从业者和销售人员，具备一定技能

的农业、林业和渔业工作者、厂房工作人员和机器操作员、组装人员以及非技术工人。

ｃ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按十分位数来分析收入的转移。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缩减可能
来自更多人从相对较高的收入群体滑落至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而不是相反方向。

ｄ　欲了解更多政策变化，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１ｂ）。
ｅ　经合组织就业保护立法指数的计算是基于临时劳动和长期劳动合同法。该项指标的变动范围是由０至６，

数值越高代表监管越严格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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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中等收入群体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有所扩大……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对于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而言，研究者更多使用绝
对收入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文献中设定了许多不同的间隔 （专栏

２１）。在这项研究中，每天收入４—１３美元被低收入经济体用来界定中等收入
群体，每天收入６—２０美元则为下中等收入经济体所采用。? 而上中等收入经
济体则采用每天收入１０—５０美元的间隔。? 以上间隔不包括每组经济体中
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弱势群体 （所谓的 “浮动群体”）。尽管目前尚未跌至

贫困线以下，但该群体成员陷入贫困的风险很大。相关结果参见图２５。

　　图２５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同收入群体的规模

５３

?

?

基于世界银行对其成员经济体的分类 （２０１２年７月）；所有数据依照２００５年购买力
平价计算。

根据Ｆｅｒｒｅｉｒａ等人 （２０１３年）的方法论，在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贫困被定义为每天
收入少于４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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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展仍很脆弱，同时贫困和弱势群体依然占总人口的大

部分。

　　预计２０１０年世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约为６９４１亿人，相较１９９９年的
２６３２亿人有所增长，? 其中超过２／３的人生活在上中等收入国家。? 尽管
如此，弱势的 “浮动群体”（即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人群）占发展中国家总

人口的比例甚至更高。

●　浮动群体的规模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近三倍，其人口由１９９９年的１１１７
亿上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９２５亿，其中大部分 （５４％）位于低收入经济体
以及下中等收入经济体。

●　对于下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浮动群体规模的扩大反映了贫困人口数量
的减少以及摆脱贫困方面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尽管他们依然随时面临陷

入贫困的风险。

●　对低收入经济体而言，其贫困人口数量实际有所增加 （但在大多数国

家，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减少）。其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的增长，

同时也表明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比较脆弱。

●　对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其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浮动群体
的增长速度。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间，这些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增加了一倍
多，从１９９９年的１７５亿人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４８４亿人；与此同时，浮动群
体数量增长了８０％，由１９９９年的４９７亿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８８８８亿。虽然如
此，对于大部分经济体而言，贫困和弱势群体依然占到总人口的大部分

（图２６，第三组）。此外，如 《２０１３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所显示的，危
机延缓了脱贫的速度，有可能对新兴中产阶层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按照区域进行划分，研究人员或许还能够观察到中等收入

群体变化趋势的某些重要区别：相对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体中等收入群

体规模的显著扩大，非洲经济体中等收入人口数量的增长则表现得更加不

均匀。? 这种区别部分是由于不同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表现所造成的，但社会

政策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以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为目标的社会政

策的影响尤为重要———研究表明，需要大力推动收入不平等状况较为严重

的地区的经济增长，以缓解贫困。?

６３

?

?

?

?

?

来自 《２０１３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的最近数据显示，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中产阶级就
业 （定义为４—１３美元）以相同规模增长，即约４０１亿的中产阶级工作者，此外超
过每天１３美元标准线的工作者还增加了１８６亿。有关定义和预测中产阶级就业的
方法论，见Ｋａｐｓｏｓ和Ｂｏｕｒｍｐｏｕｌａ（２０１３年）。
在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大多数中等收入人群的每天收入为１０—２０美元，２０１０年
时约有３５１亿人，而当时的中等收入群体总数为４８４亿。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３年）。
所有收入群体 （贫困、浮动及中等收入群体）基于文中相应国家收入水平对应的收

入范围进行计算。

许多研究指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会减少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效果，从而延缓脱贫的

速度：Ｂｅｒｇ和Ｏｓｔｒｙ（２０１１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事务部 （２０１０年）；联合国社会
发展研究所 （２０１０年）；Ｆｏｓｕ（２００９年）；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２００４年）；Ａｍｅｓ等人
（２００１年）；Ｃｈｅｎ和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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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６　２０１０年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同收入群体的规模 （百分比）

注：图中显示了各国三类收入群体在其总人口中的占比情况。欲了解每个收入群体中的全部经

济体以及收入门槛的界定，参见附件Ａ。大多数国家的相关数据来自消费调查。２０１０年中东和北非

以及１９９９年南亚的调查覆盖率小于５０％。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世界银行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数据的计算。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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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亚洲而言，过去十年间所有可获得数据的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规
模均有所增长。中国是此种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过去十年间约有１０７亿中
国人加入进中等收入群体；同期，印度有１５００万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的
一员。在中国 （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有着清晰的

记录。? 该国过去十年间贫困人口 （每天收入低于４美元）所占份额减少了
至少３０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浮动群体的占比扩大了２３个百分点，２０１０年
中国浮动群体占总人口的３３％ （图２６，第三组）。收入不平等已相当严
重，且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 （基尼系数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间从 ３９２增加
４２１）或许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扩大。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间，印度 （下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贫困群体 （每天收入

低于２美元）所占比例也同样出现了大幅下滑 （从７９％降至６９％）；与此
同时，浮动群体大幅增长，其增长幅度与贫困群体的下滑幅度近乎相同

（１０个百分点）。而这期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扩大了 １个百分点。如图
２６第二组所示，贫困和弱势群体占总人口的９７％。重要的是，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间印度的收入差距扩大了４个百分点 （基尼系数由２９升至３４）。

在拉丁美洲，经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停滞，大多数可获得数据的国家的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过去十年间显著扩大。尽管如此，应当指出的是，浮

动群体仍占大多数经济体人口的大部分，而这部分人面临随时陷入贫困的

风险。

在拉丁美洲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巴西的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尤为明显

（在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间增加了１６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贫困率也大幅下降，
浮动群体规模略微增长。巴西的经济增长同样强劲，按照基尼系数衡量的

收入不平等状况得以显著缓解 （下降了５个百分点）。该国也实施了宏伟的
劳动力和社会政策，如增加最低工资 （参见第三章），扩大社会保护范围，

实施有助于提升就业质量的政策 （如相关职业更加正规化），实施公共就业

计划以及增加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尽管上述计划中的大部分以降

低贫困为核心目标，但这种重新分配的举措依然起到了缓解收入不平等以

及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期间，洪都拉斯 （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规

模扩大了４６％，由１３０万人增加到１９０万人。在此期间，洪都拉斯的 ＧＤＰ
平均增长率为６％，收入不平等状况也得以缓解。但是从２００８年起，收入
不平等状况又开始加剧，且２００９年出现了 ＧＤＰ负增长，使得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期间其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降低至 １０５％，由 １９０万人增至 ２１０
万人。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过去十年间大多数可获得数据的国家的贫困率有

所降低，与此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有所扩大。然而，大多数经济体的

浮动群体在其总人口中的占比最大。该地区情况得以改善部分归因于经济

改革，改革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状况在摩洛哥等国家尤为明显。

尽管如此，总体形势依然不稳固，其主要原因是政府作为主要的工作机会

创造者在维持中等收入群体总规模方面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８３ ? 参见，例如亚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０年）；Ｃｈｕｎ（２０１０年）；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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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下中等收入国家中，过去十年间摩洛哥的中等收入

群体扩大尤为显著，增长了一倍多，从１９９９年的４００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
９００万人。该国贫困人口下降了６１％，浮动群体人数增加了１８％。尽管如
此，２０１０年该国贫困和弱势群体依然占到总人口的７０％。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上中等收入国家中，约旦和突尼斯的贫困率降低尤

为显著。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间约旦的贫困人口下降了３３％，与此同时浮动群体
人数增加了７３％，由１９０万增加到３４０万，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加了一
倍多，从４０万增加到１１０万。突尼斯的贫困人口数量下降了３９％，浮动群
体数量增加了４３％，中等收入群体人口翻番，从 １９９９年的 １１０万增加到
２０１０年的２２０万。?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小。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

贫困和弱势群体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大。尽管如此，一些国家由于强劲的

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缓解，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

在低收入经济体中，２０１０年乌干达和多哥的中等收入群体分别占到总
人口的１０％和１３％，而１９９９年两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仅为
４％和７％。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间，两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显著下降：多
哥下降１２个百分点 （从１９９９年的６７％降至５５％），乌干达下降２２个百分
点 （从８３％降至６１％）。过去十年间，两国浮动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
增长幅度相当于同期贫困人口缩减幅度的一半；２０１０年两国贫困和弱势群
体总人数约占两国总人口的９０％。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期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

家中，南非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增加，由１２％增至１８％，
加蓬由６３％升至２２％，佛得角则由１２％升至２５％。与此同时，加蓬和佛
得角的贫困率显著下降，其中佛得角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低了约２０
个百分点 （由１９９９年的４５％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２４％），同期加蓬贫困人口比例
下降了３４个百分点 （由６２％降至２８％）。两国浮动群体规模有所增长，佛
得角浮动群体增长了约７个百分点，低于该国贫困率降幅的一半。加蓬的浮
动群体规模增长了１８个百分点。上述群体规模的显著增长对推动经济发展
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实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的目标。尤为引人注

目的是佛得角，作为非洲大陆经济体成员之一，佛得角即将于２０１５年实现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共八个目标）。

第四节　政策挑战

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对于实

现收入分配更加均衡都起着重要作用。如第四、第五章所探讨的，实现更

为平衡的收入分配有赖于推动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多生产性投资和精

９３

? 应当注意的是，突尼斯的贫困数据在２０１１年１月革命运动后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
数据相对修订前有所提高。更新后的数据参见突尼斯国家统计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ｎｓｎａｔｔｎ，关于突尼斯贫困和社会保障状况的详细讨论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１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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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设计的就业方案。此外，还应出台有助于推动贫困、弱势群体收入增长

的公共政策 （如第三章中所探讨的最低工资政策），建立包括失业救助、养

老金和社会转移及精心设计的税收政策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大的政策挑战在于巩固降低贫困率和缓解收

入不平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时为那些收入仅仅略高于贫困线的浮动群

体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以降低其陷入贫困的风险。考虑到弱势群体大多服

务于非正规部门，因此将劳动法和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延伸至非正规企

业是政策挑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为公民提供更好的健康保障和教育

机会都能够大力推动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增长。? 致力于创造更多体面工作

机会和缓解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公共政策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非货币政

策）有助于弱势群体通过合法劳动提升其地位，并利用政策所创造的机会

实现收入增长。

上述公共政策有助于增加和巩固中等收入群体，与此同时，中等收入

家庭对于推动内需增长所起的作用亦不容低估。在上述因素带动下，国民

经济步入可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０４
?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２０１０年）。
参见，例如亚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０年）和非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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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家群组

低收入经济体 （英文缩写） 下中等收入经济体 （英文缩写） 上中等收入经济体 （英文缩写）

孟加拉国 （ＢＧＤ） 阿尔巴尼亚 （ＡＬＢ） 阿尔及利亚 （ＤＺＡ）
贝宁 （ＢＥＮ） 亚美尼亚 （ＡＲＭ） 安哥拉 （ＡＧＯ）
布基纳法索 （ＢＦＡ） 伯利兹 （ＢＬＺ） 阿根廷 （ＡＲＧ）
布隆迪 （ＢＤＩ） 不丹 （ＢＴＮ） 阿塞拜疆 （ＡＺＥ）
柬埔寨 （ＫＨＭ） 玻利维亚 （ＢＯＬ） 白俄罗斯 （ＢＬＲ）
中非共和国 （ＣＡＦ） 喀麦隆 （ＣＭＲ） 波黑 （ＢＩＨ）
乍得 （ＴＣＤ） 佛得角 （ＣＰＶ） 博茨瓦纳 （ＢＷＡ）
科摩罗 （ＣＯＭ） 刚果共和国 （ＣＯＧ） 巴西 （ＢＲＡ）
刚果民主共和国 （ＺＡＲ） 科特迪瓦 （ＣＩＶ） 保加利亚 （ＢＧＲ）
埃塞俄比亚 （ＥＴＨ） 吉布提 （ＤＪＩ） 智利 （ＣＨＬ）
冈比亚 （ＧＭＢ） 埃及 （ＥＧＹ） 中国 （ＣＨＮ）
几内亚 （ＧＩＮ） 萨尔瓦多 （ＳＬＶ） 哥伦比亚 （ＣＯＬ）
几内亚比绍 （ＧＮＢ） 斐济 （ＦＪＩ） 哥斯达黎加 （ＣＲＩ）
海地 （ＨＴＩ） 格鲁吉亚 （ＧＥＯ） 多米尼加共和国 （ＤＯＭ）
肯尼亚 （ＫＥＮ） 加纳 （ＧＨＡ） 厄瓜多尔 （ＥＣＵ）
吉尔吉斯共和国 （ＫＧＺ） 危地马拉 （ＧＴＭ） 加蓬 （ＧＡＢ）
利比里亚 （ＬＢＲ） 圭亚那 （ＧＵＹ） 伊朗 （ＩＲＮ）
马达加斯加 （ＭＤＧ） 洪都拉斯 （ＨＮＤ） 牙买加 （ＪＡＭ）
马拉维 （ＭＷＩ） 印度 （ＩＮＤ） 约旦 （ＪＯＲ）
马里 （ＭＬＩ） 印度尼西亚 （ＩＤＮ） 哈萨克斯坦 （ＫＡＺ）
毛里塔尼亚 （ＭＲＴ） 伊拉克 （ＩＲＱ） 拉脱维亚 （ＬＶＡ）
莫桑比克 （ＭＯＺ） 老挝 （ＬＡＯ） 立陶宛 （ＬＴＵ）
尼泊尔 （ＮＰＬ） 莱索托 （ＬＳＯ） 前南马其顿 （ＭＫＤ）
尼日尔 （ＮＥＲ） 密克罗尼西亚 （ＦＳＭ） 马来西亚 （ＭＹＳ）
卢旺达 （ＲＷＡ） 摩尔多瓦 （ＭＤＡ） 马尔代夫 （ＭＤＶ）
塞拉利昂 （ＳＬＥ） 摩洛哥 （ＭＡＲ） 墨西哥 （ＭＥＸ）
塔吉克斯坦 （ＴＪＫ） 尼加拉瓜 （ＮＩＣ） 黑山 （ＭＮＥ）
坦桑尼亚 （ＴＺＡ） 尼日利亚 （ＮＧＡ） 纳米比亚 （ＮＡＭ）
多哥 （ＴＧＯ） 巴基斯坦 （ＰＡＫ） 巴拿马 （ＰＡＮ）
乌干达 （ＵＧＡ） 巴布亚新几内亚 （ＰＮＧ） 秘鲁 （ＰＥＲ）

巴拉圭 （ＰＲＹ） 罗马尼亚 （ＲＯＭ）
菲律宾 （ＰＨＬ） 俄罗斯联邦 （ＲＵＳ）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ＳＴＰ） 塞尔维亚 （ＳＲＢ）
塞内加尔 （ＳＥＮ） 塞舌尔 （ＳＹＣ）
斯里兰卡 （ＬＫＡ） 南非 （ＺＡＦ）
苏丹 （ＳＤＮ） 圣卢西亚 （ＬＣＡ）
斯威士兰 （ＳＷＺ） 苏里南 （ＳＵＲ）
叙利亚 （ＳＹＲ） 泰国 （ＴＨＡ）
东帝汶 （ＴＭＰ） 突尼斯 （ＴＵＮ）
乌克兰 （ＵＫＲ） 土耳其 （ＴＵＲ）
越南 （ＶＮＭ） 土库曼尼斯坦 （ＴＫＭ）
西岸和加沙 （ＷＢＧ） 乌拉圭 （ＵＲＹ）
也门 （ＹＥＭ） 委内瑞拉 （ＶＥＮ）
赞比亚 （ＺＭＢ）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各经济体依照２０１１年国民总收入进行分类。

注：低收入：１０２５美元或以下；下中等收入：１０２６—４０３５美元；上中等收入：４０３６—１２４７５美元。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所定义的收入分类采用 《世界银行图表集》进行计算 （ｈｔｔｐ：／／ｓ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

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ＬＡＳＳＸ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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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最低工资在恢复经济

平衡中的作用

主要研究成果

●　最低工资是一个有力工具，用以支持实现体面工作的目标，也可以是提
高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和扶贫工作的重要补充。这一工具的针对性日益凸

显，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很多都需要推动国内增长源，以抵消对发达经

济体出口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些发达经济体正深陷危机之中。即使

财政空间有限，提高最低工资也能使增长源恢复平衡。

●　本章指出，若要在当前危机期间获得上述好处，需要精心设计最低工资
制度。第一，最低工资制度的涵盖范围应该扩大。在可以获得数据的

１５１个国家中，约有半数国家缺乏全面的最低工资制度。涵盖范围窄降
低了最低工资这个需求管理工具的有效性，还有引发企业与部门进行不

公平竞争的风险。

●　第二，应该仔细考量最低工资水平。水平过低会降低最低工资的针对
性；过高会引发企业拒绝遵从最低工资法的风险。设定最低工资是一

件复杂的事情。本章提供了有关近期创新做法的有趣的看法，其中包

括哥斯达黎加和印度的做法。这些国家通过定期更新最低工资制度实

现了更高的合规率，还获得了社会合作伙伴的参与，并完善了执法

制度。

●　第三，完善的设计有助于实现提高非正规经济收入的目标，并缓解工资
不平等问题。本章发现，在多数国家中，最低工资与非正规经济中的收

入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可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合规程度高的国家能

够缓解工资不平等问题。

●　第四，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最低工资对就业水平的直接影响
往往很小或不甚明显。然而，如果精心设计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可 ５４



２０１３年世界劳工报告：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以对开发新市场和增加总需求产生重大的间接影响，从而带来新的投资

机会，并增加工作岗位 （见第四章）。

引言

近年来，各界越来越关注最低工资在改善低收入工作者的生活水平并

进而促进社会公平、恢复国家经济平衡方面的作用。在巴西，更为有力的

国家最低工资计划以及 “家庭补助计划”（即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是两

大最受赞誉的减贫举措，而减贫则拉动了巴西的经济增长动力。? 在中国，

各省相应增加最低工资已经成为缓解不平等、恢复经济平衡这个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出口需求下降和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下，

成功地刺激了国内消费。在英国，最低工资制度早在２０世纪初就已制定，
但在８０年代被废除，之后又在９０年代重新实施。一项政治专家的调研显
示，英国的全国最低工资制度是一项成功的政府政策。? 在美国，情况也同

样如此。很多人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是减少贫困、降低不平等的重要手段，

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还会对财政产生有利影响，其中包括降低脱贫计划成

本，提高税收收入。?

本章着重探讨最低工资政策对恢复国内经济平衡所具有的潜在作用。

首先，本章回顾了最低工资与总需求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有关最低工资

对不平等、贫困和就业的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

接着，本章就最低工资对总需求的影响审视了这一影响对最低工资制

度具体设计特征 （第二节）的依赖性。本章还分析了最低工资的作用，重

新估算部分国家有权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作者的占比，阐述各国最低工资制

度涵盖的不同范围。第二节强调制定合适的最低工资的重要性，它既满足

工作者及其家庭需求，又考虑了经济因素，以免对宏观经济和就业产生不

利影响。该节比较了不同国家群组中的最低工资水平，估算出一套文献中

常用的指标。该节还强调，最低工资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合规性和执法制

度。最后，第三节探讨了最低工资对总需求和就业产生的影响，并将第二

节所述的最低工资制度设计特征纳入考量。

６４

?

?

?

参见，例如 “Ａｓｐｅｃｒ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Ｂｒａｚｉｌ”， 《经济学人》，２００９
年１１月１４日，ｄｅＭｅｌｏ等人 （２０１２年）。
见 网 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ｕｋ／ｐｄｆｓ／ＰＳＡ＿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ｄｆ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ｕｈ／ｎｅｗｓ／ｕｋ－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１８９６９７１？ｐｒｉｎｔ＝ｔｒｕｅ。
“ＵＳｍｉｎｉｍｕｍｗａｇｅｒｉｓｅｍａｋｅｓｅｎｓｅ”，《金融时报》，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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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最低工资与就业：文献回顾

最低工资有助于恢复经济平衡……

正如第一章所述，全球危机对众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重大的不

利影响，且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第二章指出，在多数可以获得数据的发

达国家，不平等情况 （包括工资不平等）加剧，这一情况在发展中和新兴

经济体中也非常严重。这表明，复苏成果在各国分布不均。与此同时，众

多经济体的平均实际工资都未增长，甚至出现下降。? 最新的这些变化表明

目前存在两大长期趋势：第一，个人工资分布不均日益加剧；第二，在多

数可获得数据的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占比日渐下降。前几年的

《世界劳工报告》都指出了劳动收入占比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但其

在２００９年出现了暂时反弹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１年）。劳动收入占比，即
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

多数情况下，这些趋势造成国内总需求疲软，但在一些国家中，这些

效应被依靠债务融资的消费所削弱。在这些国家中，家庭债务取代工资增

加，成为消费需求的来源。美国就是这一情况的例证。尽管危机爆发前美

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工资已停止增长，但消费却快速增加，而旺盛的个人消

费则伴随着贸易赤字和资金流入。中国、德国、日本等其他国家在面对停

滞的国内需求时，采取了出口拉动增长的战略和经常账户盈余的做法。从

本质而言，这两大模式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一些国家的债务驱动型增长模

式是促进其他国家出口拉动型增长的因素。? 然而，当前的危机表明，国内

和全球不平衡的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为支持可持续的复苏，出口顺差

的国家必须将外部需求来源转换成内部需求来源，以使经济恢复平衡，而

出口逆差且依赖于家庭负债的国家则需要将复苏建立在收入拉动型消费和

投资的基础上，而非债务拉动型消费和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最低工资制度得以有效制定和实施，其可在渡过

危机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因为它可以缓解不平等状况，并通过将资源转移

至低收入工作者来支持总需求的增长。这种再次分配的做法可以对需求产

生有利影响，因为利用工资进行边际消费的倾向高于利用利润进行边际投

资的倾向。? 工资上涨也可以促进投资，因为企业只有在预测消费者需求充

足的情况下才进行投资 （见第四章）。提高下中等收入群体的最低工资会促

成消费与投资双双增加的良性循环，还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然而，必须谨记的是，这一积极状况并不是唯一可能出现的结果。最

低工资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如何影响消费与投资，更取决

于其如何影响竞争力，是否影响净出口以及影响的程度。因此，最低工资

７４

?

?

?

?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２年）。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１年）。
Ｈｅｉｎ和Ｍｕｎｄｔ（２０１２年）。
Ｈｅｒｒ等人 （２００９年）；Ｌａｖｏｉｅ（２００９年）；Ｓｔｏｃｋｈａｍｍｅｒ（２０１２年）；Ｓｔｏｃｋｈａｍｍｅｒ等
人 （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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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效应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在主要依靠海外市场拉动需求且对外开

放的小型发展中经济体，如果出口对价格非常敏感，换言之，如果它们主

要依靠价格而非质量在竞争中取胜，那么对其而言，制定增加最低工资的

战略可能更具挑战性。在其他一些国家中，如果国内需求是拉动经济的主

要来源或者出口行业正在提升其在增值链上的地位，那么对这些国家而言，

它们在制定最低工资时享有的自由度可能更高。

拉丁美洲经济体的案例可用来阐释最低工资在危机期间推动国内消费

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些经济体中，有许多经济体已提高了最低工资，这不

仅可以支持消费，还可推动投资与增长。? 对这些经济体中的众多经济体而

言，提高最低工资也扩大了中产阶级的规模，从而创造了自主增长的空间，

并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拉丁美洲是为数不

多的社会动荡风险下降的地区之一 （第一章）。

……因为最低工资能够缓解不平等状况……

最新的研究对最低工资推动需求的渠道进行了跟踪。首先，最低工资

会对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工作者产生再分配效应。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

最低工资已被证明可以缓解收入分布底端尾部 （５０分位与１０分位的比值）
的工资不平等状况。? 比如，在英国，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的最低工资提高与一年
一度的底端工资不平等的系统性下降息息相关 （Ｄｏｌｔｏｎ等人，２０１０年），而
在美国，最低工资的下降则加剧了收入分布底端尾部的不平等 （Ａｕｔｏｒ等
人，２０１０年）。

研究还证明最低工资可以缓解发展中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这个假设是

成立的。? 在印度尼西亚，最低工资减少了工资分布底端的工资不平等状

况，而在哥伦比亚，最低工资让位于家庭收入分布中２５％分位数和８０％分
位数的家庭受益。在巴西，最低工资的提高更多地让中等收入群体受益，

而非低收入群体。这些研究大多显示，从最低工资制度中受益更多的是低

收入、低技能和女性群体。最低工资还会对平均工资产生一定影响。以拉

丁美洲为例，最低工资每提高 １０％，平均工资就会增加 １％—６％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２００７年）。在尼加拉瓜，最低工资每提高１％，贫困发生率
就会下降０１２个百分点 （Ａｌａｎｉｚ等人，２０１１年），而在洪都拉斯，下降比
例为０２２个百分点 （Ｇｉｎｄｌｉｎｇ和Ｔｅｒｒｅｌｌ，２０１０年）。

……而不影响就业。

最低工资制度的一大潜在风险是：如果最低工资设置过高，就业就会

受到影响。最新研究———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研究———显示，多数情况下，

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很小，或者说没有负面影响。这一说法在最近进行

８４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
比如，可参见 Ｌｅｅ（１９９９年）的文章了解美国的情况；参见 Ｂｕｔｃｈｅｒ等人 （２０１２
年），Ｄｉｃｋｅｎｓ和Ｍ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０４年）以及Ｄｏｌｔｏｎ等人 （２０１０年）的文章了解英国的
情况；以及Ｖａｕｇｈａｎ－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２０１１年）的文章了解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
这段文章基于下述实证研究：Ｃｈｕｎ和Ｋｈｏｒ（２０１０年）进行的有关印度尼西亚的研
究；Ａｒａｎｇｏ和Ｐａｃｈóｎ（２００４年）进行的有关哥伦比亚的研究；以及Ｌｅｍｏｓ（２００７年
和２００９年）开展的有关巴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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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次实证研究中得到肯定。一次针对的是关于最低工资在美国的影响的

６４项研究，这次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最低工资很少或者说不会对就业产生
不利影响 （Ｄｏｕｃｏｕｌｉａｇｏｓ和Ｓｔａｎｌｅｙ，２００９年）。另一次针对的是在１５个工业
国家进行的５５项研究，研究发现不同国家最低工资的影响各不相同，但都
很小 （Ｂｏｏｃｋｍａｎｎ，２０１０年）。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最低工资对就
业的影响非常小 （Ｃｈｉｐｍａｎ，２００６年）。英国低薪委员会曾委任一家大型研
究机构研究新的国家最低工资制度推行１０年以来的影响，获得了相同的结
论 （低薪委员会，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爆发四年后的今天，最新研究依然发
现，最低工资很少会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有一些研究也发现，最低工资

会减少青少年和低技能工作者的就业率 （Ｎｅｕｍａｒｋ和Ｗａｓｈｅｒ，２００８年）。但
就连这些研究也经常发现，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甚微，这表明最低工资会

普遍增加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占比。?

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最低工资对发展中经济体就业情

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形势、最低工资

水平、执法力度以及每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和主要制度 （Ｌｅｍｏｓ，２００４
年）。Ｎｉ等人 （２０１１年）通过研究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的数据发现，最低工
资对整体就业没有重大影响，因为有一个地区的最低工资阻碍了就业，两

个地区的最低工资促进了就业。同样地，在研究巴西１９８２—２００４年的数据
过程中，Ｌｅｍｏｓ（２００７年）发现，无论是从工作岗位数量，还是工作时间而
言，最低工资对就业都没影响。Ｒａｍａ（２００１年）在研究中发现，如果最低
工资翻倍，就会阻碍就业，不过结果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如果企业员工

少于２０人，最低工资就会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但如果是中等和大型企业，
最低工资就会促进就业。Ｓｕｒｙａｈａｄｉ等人 （２００１年）证实，最低工资每提高
１０％，就业机会就会减少１２％。还有很多最新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印度尼
西亚最低工资的提高与总就业 （正规和非正规）人口的增加相关：非正规

就业机会的增加将大大弥补正规就业中相应工作岗位的流失 （Ｃｈｕｎ和
Ｋｈｏｒ，２０１０年；Ｃｏｍｏｌａ和ｄｅＭｅｌｌｏ，２００９年）。

第二节　最低工资制度的主要设计特征

最低工资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法定涵盖范围……

　　最低工资将资源转移至低收入工作者及其对私人消费的刺激程度取决
于诸多关键因素。本章首先探讨最低工资的法定范围。“法定范围”指被纳

入最低工资法并有权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作者。法定范围的大小在很大程度

９４

?

?
低薪委员会报告 （２０１２年），第５６页；以及Ｄｏｌｔｏｎ等人 （２０１０年）。
Ｄｏｌｔｏｎ等人 （２０１０年）发现，实证研究之所以会获得不同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估算参数或方法、不同类型的数据、不同的指标、不同年

龄段的群体以及不同的宏观指标。这不仅加大了比较难度，还加大了明确最低工资

对就业的实际影响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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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１　全球最低工资制度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工作条件法报告》。

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即最低工资制度

是否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工资水平各不相同的工作者 （可能有些人例外），还

是仅对部分行业或职业实行较为复杂的最低工资制度，且适用范围有限。

国际劳工组织的 《工作条件法报告》指出，在所评审的１５１个国家和地区
中有半数左右在全国范围或某些地区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其余的则实行各

种不同的最低工资制度，具体实施情况取决于行业和／或职业 （见图

３１）。? 不同国家实行一种或多种最低工资制度这个事实往往由历史原因所
决定 （见专栏３１）。

就可领取最低工资的工薪阶层的比例而言，采取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

标准的国家优于采取按行业划分的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为了解释这一点，

我们对未提供相关信息的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法定涵盖范围?进行了估算，

这些经济体包括巴西、哥斯达黎加、印度、印度尼西亚、马里、墨西哥、

秘鲁、菲律宾、南非、土耳其和越南。? 为了识别涵盖范围，我们将最低工

资法所涵盖的工作者类别与调研中收集到的就业数据进行了匹配。比如，

如果最低工资法适用于除家政工作者之外的所有工薪阶层，就通过利用家

庭调研数据，计算有偿就业率 （不含家政行业）与总有偿就业率之间的比

例来估算最低工资制度的涵盖范围。该法可轻松应用于采用统一的最低工

资制度的国家，但是如果最低工资法将不同类别的工作者纳入考量，估算

起来就比较困难。本次分析考量了两个时间段，即２１世纪中期和２１世纪末
期，以便探讨最低工资法的涵盖范围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参见附录

Ａ，以了解有关估算法定范围所使用的数据来源的详细解释，并参见附录Ｂ，

０５

?

?

?

这些最低工资最后要么由政府独自制定，要么由社会合作伙伴或根据专业机构的建

议而确定下来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０年）。
本章的法律信息主要用于最新劳动力法规的分析，其中包括劳动法、工资法令等

等。本章并未审视或分析司法判决 （法理），因为司法判决可能会影响对立法的解

读，并不同程度地扩大或缩减最低工资的法定涵盖范围。

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是因为其代表了不同的最低工资制度、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

的体制环境以及不同比例的工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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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３１　国际劳工组织 《最低工资公约》：历史回顾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于１９世纪末期最先引入最低工资制度，英国于１９０９年引入该

制度，但当时的最低工资制度仅涵盖几个类别的工作者。这些国家制定最低工资制

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未签署集体合同的工作者以及低收入工作者。所以，最低工资

的概念就是一种选择性干预，工资决定权最好由社会合作伙伴控制，而政府仅在特

殊情况下才进行干预。根据这一概念，选择性的最低工资有时被视为 “次优”选择，

即集体谈判制度一旦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就被摒弃。因此，以英国为例，英国的劳

资协商会被当时的劳动部部长称为 “业内一个临时的、权宜性的促进组织，导致雇

员或雇主将来无需遵从法律法规” （Ｓｔａｒｒ引证，１９８１年，第２０页）。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最低工资制度的涵盖范围才得以扩大，国家最低工资制度也才开始出现

在众多国家中。比如，法国于 １９５０年推出了国家最低工资制度 （ｓａｉａｉｒｅ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ｅｌｇａｒａｎｔｉ－ＳＭＩＧ）。在美国，１９３８年推出的 《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将最

低工资的涵盖范围从初始的劳动人口的２０％扩大到了１９７０年的近８０％ （Ｎｅｕｍａｒｋ和

Ｗａｓｃｈｅｒ，２００８年）。

最低工资制度的历史演变从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也可见一斑。国际劳工组织于

１９２８年制定了 《最低工资机构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第２６号公约），此前，英国政

府曾提出了一项议案，旨在保护工作条件最恶劣的工作者，比如家庭雇工和其他一

些工作者，这些工作者的收入极低，集体谈判也无济于事。尽管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经

济大萧条对实施劳动标准提出了大挑战，但是该公约很快就获得了一些国家的批准，

其中包括德国 （１９２９年）、英国 （１９２９年）、西班牙 （１９３０年）、中国 （１９３０年）、

法国 （１９３０年）、爱尔兰 （１９３０年）、意大利 （１９３０年）、澳大利亚 （１９３１年）、智

利 （１９３３年）、哥伦比亚 （１９３３年）和墨西哥 （１９３４年）。之后，在 ２０世纪下半

叶，更多的国家批准了这份公约，其中包括阿根廷 （１９５０年）、印度 （１９５５年）、巴

西 （１９５７年）和一大批于６０年代及之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因此，这份公约最终被

１０８个国家所通过，是国际劳工组织中批准国家最多的公约之一。公约的通过本身就

起到了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传播最低工资策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也成为推动印度及其他几个国家建立最低工资制度的一个关键因素 （Ｓａｎｋａｒａｎ，

１９９７年）。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第２６号公约仅适用于制造业和商业，不适用于农

业，而农业人口在劳动人口中占比很大，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此外，最低工资

制度的演变也超越了公约的框架。为弥补第一个差异，国际劳工组织于１９５１年制定

了 《（农业）确定最低工资办法公约》（即第９９号公约），这份公约是第２６号公约的

重要补充。然而，更重大的进展是１９７０年推出的 《第１３１号确定最低工资公约》，

这份公约将最低工资视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即 “脱贫战略的一系列举措之一”（详

情请参见国际劳工组织，１９６７年）。虽然第１３１号公约在推出的第一个十年内就快速

被许多国家批准，但是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国际油价飙升、８０年代影响发展中国家的

债务危机，及８０、９０年代的结构调整政策实施之后，形势已发生了改变。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低工资制度又一次吸引了政策制定者和经济

专家的注意，获得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可以作为恢复经济平

衡的一大工具。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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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２　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最低工资法的法定涵盖范围

注：本图是对不同国家最低工资法中涉及的依附性就业的占比的估算。该估算囊括了所有国家

公共部门中的雇员。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法律信息以及家庭和劳动力调查数据的估算。

以了解所分析国家的最低工资法详情）。?

在所分析的国家中，几乎有半数的国家采用全民覆盖的最低工资制度。

巴西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单一的全国最低工资制度如何确保全民覆盖。? 巴西

的联邦最低工资制度适用于所有工薪阶层，而集体合同只能提供等于或高

于联邦最低工资的工资下限。? 图３２显示了这样的法规可以提供全民覆
盖，这意味着所有工薪阶层都有权申请联邦最低工资。越南自２０１０年开始
提供覆盖全民的最低工资。２００６年之前，越南某些地区一直采用仅适用于
外企的最低工资制度。２００７年，越南开始扩大最低工资制度的法定涵盖范
围，首先将该制度扩大到大城市的国内公司，然后在２０１０年扩大至所有的
工薪阶层。印度尼西亚、秘鲁和菲律宾已经实现了几乎覆盖到全民 （约

９５％）的最低工资制度，因为该制度适用于除了家政工作者之外的所有
员工。

在印度和南非，最低工资只适用于特定工作者。印度中央政府为农业、

采矿业、炼油业及国营公司的不同岗位共设置了４５个最低工资率。邦／省政
府负责为法定行业中的１６７９个职位类别设定最低工资率。这一做法导致了
多种最低工资率的出现，但却未能实现全民覆盖：印度的最低工资法规定，

２／３的工薪阶层 （不包括公共部门工作者）有权领取最低工资。在南非，劳

动部负责为未包含在集体合同中的行业的弱势工作者设定最低工资，即所

谓的 “行业决定”，为半数以上的雇员提供法律保护 （图３２）。

２５

?

?

?

附录Ａ列明了不同的国家、分析发生的时间以及分析中所使用的家庭和劳动力调
研。附录Ｂ指出最低工资法规所涵盖的工作者范围，及无权获取国家最低工资的工
作者。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还提供了越南的最低工资比率。最后，我们还提供了

有关家庭调研数据中如何将最低工资分配至工作者的信息。

尽管公共部门工作者的最低工资由单独的行政程序所设定，但是我们将所分析的所

有国家的所有公共部门工作者都纳入了考量，并假定这些雇员的工资都高于最低工

资。

这条法律同时也指出，对于计件工而言，每件产品的工资应按照不低于一般日最低

工资的标准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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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　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中依附性有偿就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家庭和劳动力调查数据的估算。

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用这种简单的做法，也有采用混合制度的，

土耳其就是其中一例。土耳其的最低工资制度并未实现全民覆盖，因为该

制度仅适用于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注册的雇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雇员在社会

保障体系中注册，最低工资的法定覆盖范围从２００５年的７１％增至２０１１年的
７５％。哥斯达黎加采用了一个复杂的行业与职业最低工资制度。尽管如此，
由于该国还推出了国家最低工资标准 （即所谓的ｍｉｎｉｍｏｍｉｎｉｍｏｒｕｍ）作为这
项制度的补充，因此该制度实现了全民覆盖。秘鲁的最低工资制度几乎实

现了全民覆盖 （除了家政工作者），但是这个制度非常复杂，是一种按照职

业划分的制度。墨西哥既推出了一般的最低工资制度，又采用了十分复杂

的针对具有地区差异的８０多种职业的最低工资制度。
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最低工资法并未涵盖经济中的所有行业，

比如非正规就业或未设工会的企业。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在本

章所分析的国家中，有一些国家的最低工资法专门针对无技能／低收入的工
作者或非正规就业的工作者设定了条款。比如，印度 “就业方案”中的最

低工资条款专门针对无技能工作者而设———这些无技能工作者多数从事非

正规工作。南非为未参加工会的工作者设定了行业最低工资制度。同样，

众多拉丁美洲国家，比如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秘鲁也都设定了最

低工资法，这些立法针对的是所有工作者，不管其从事哪个行业，其所在

公司处于什么地位。

如果最低工资制度未实现全民覆盖，则最低工资针对所有低收入群体

所发挥资源再分配的潜能就会被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自雇和无偿家政现象

也会进一步破坏最低工资在资源再分配方面的作用，而相较于发达经济体，

发展中经济体的自雇和无偿家政现象更普遍。在所分析的１１个国家中，平
均有５２％的工作者是有偿雇员 （一般称为 “依附性有偿就业”）。各个地区

的比例不尽相同，马里为 １０％—２０％，而南非为 ８０％以上 （图 ３３）。因
此，无论是全民覆盖还是不完全覆盖，最低工资制度覆盖的工作者数目要

低于预期。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必须将最低工资制度与社会保护政策相结

合，以最大限度地凸显两种政策在减贫、缓解不平等以及增加总需求方面

的积极作用。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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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设定最低工资水平……

最低工资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所设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如果最低工

资水平设定过低，可能无法确保工作者及其家庭获得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

更不可能在困难时期自动稳定总需求。另一方面，尽管严谨的最低工资政

策可以鼓励消费、减少低收入、缓解不平等和弥合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

但过去的经验也表明，管理不善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最低

工资水平设定过高或意外提高，就会引发价格通胀、破坏就业和／或导致大
规模违规。因此，需要开发一个均衡模式 （Ｂｅｌｓｅｒ和Ｓｏｂｅｃｋ，２０１２年）。

国际劳工组织１９７０年推出的 《确定最低工资公约》（即第１３１号公约）
提出了这一均衡模式。《公约》称，最低工资的设定有赖于社会合作伙伴和

独立专家的辅助，并需考量： （１）工作者及其家人的需求，国内一般的
工资水平、生活成本、社会保障福利，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相对生活水平；

（２）各种经济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需求、生产力水平以及实现并维持
高就业率的意愿。应定期调整最低工资，以将生活成本及其他经济形势的

波动纳入考量范围。

最低工资的一个评估方法是考察最低工资与中等工资之间的比例。英

国低薪委员会展开了全国性调查，并将分析对象锁定在全职工作者中。根

据这些调查，该委员会估计，２０１０年１３个发达经济体的最低工资水平不
同，从日本的中等工资的３７％到法国的约６０％，而英国的比例则位于这两
国之间，为４６％ （图３４）。

本章对所分析的１１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最低工资水平与中等工资及与平
均工资之比进行了估算。对于有多项最低工资率的国家，即工资率按地区、

行业、职业或企业规模划分的国家，本章估算了其各自的最低工资率加权

平均值，然后将之与有偿雇员的中等工资和平均工资进行对比 （按照最低

工资法，这些有偿雇员都有权领取最低工资）。?

分析结果请见图３５。在这些国家中，半数左右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
之比为４０％左右 （图３５，第一组）。该比例非常接近一些发达经济体的比
例。根据７５个国家的数据，国际劳工组织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全球工资报告》
中指出 “各个国家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大相径庭，但４０％这个比例
出现得较为频繁”（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０８年）。而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
秘鲁、菲律宾、南非和土耳其的比例则更高。

发展中国家的最低工资与中等工资之比相对较高 （图３５，第二组）。
这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大量工作者都属于低工资

群体。实际上，这意味着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对更多工作者产生影响，进而

也影响贫困、不平等和需求等问题的解决。虽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南

非的最低工资高于中等工资，但这些国家可能会面临执行不力的问题，我

们将在下一节对此进行探讨。

４５
? 两个比例均针对属于最低工资制度的法定范围之内且年龄介于１５—６４岁之间的工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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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　部分发达经济体的最低工资在全职中等工资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低薪委员会报告 （２０１２年）。

图３５　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及与中等工资之比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家庭和劳动力调查数据的估算。

……再次，能够确保不违反最低工资规定。

最低工资政策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最低工资的覆盖范围和水平，还取

决于合规程度。事实上，“仅简单地设立最低工资法是不够的” （Ｍｕｒｇａｉ和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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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０５年，第２页）。在发达经济体中，工资低于国家最低工资水
平的工作者所占的比重通常很小 （劳工统计局，２００９年；Ｍｅｔｃａｌｆ，２００８
年）。发展中经济体在确保不违规方面面临更多的问题，而不违规则反映在

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作者比例上。比如，Ｌｅｍｏｓ（２００４年）估计，２０００年工
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巴西私人部门从业者比例为１３７％，而该国公共部门的
比例则为４６％。即使在这个不完全合规的水平上，多数低收入工薪阶层还
是能从最低工资制度中受益。

合规程度首先取决于制度的复杂性。相较于设定多个最低工资率的制

度而言，一个统一的制度通常更为简单，也更易于实施。对雇主和雇员明

确阐明最低工资水平或提供明确的指导，并明确指出违规后可能采取的制

裁措施抑或会提高合规程度。第二，如果最低工资设定过高，可能会引发

某些行业或职业逃避执行最低工资的风险。第三，若要实现高度合规，需

要在提供充分信息、实施有效劳动检查和执行违规制裁的基础上制定统一

的战略。在发展中经济体，包括劳动检查在内的监管结构常常缺乏资源和

人才，而惩罚措施也过于宽松，无法迫使违规者遵从最低工资规定

（Ｇｈｏｓｈｅｈ，２０１３年）。
合规程度的衡量方法多种多样：首先，基于司法体系工作者提出的投

诉；其次，基于劳动检查员对工作场所的检查；第三，通过计算工作者收

入?与法定最低工资的差额 （附录Ｃ列出了另一种衡量合规的统计方法，这
种方法得出的结果与上述方法相似）。? 在本章所涉及的方法中，第三种方

法通过为每一位工作者设定具体的最低工资，以充分反映最低工资制度的

复杂性。? 采用该衡量方法计算得出的合规率在各国不尽相同：越南的合规

率为９５％，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合规率为４９％ （图３６，第一组）。巴
西、马里、墨西哥和越南的合规率相对较高，而其他国家的合规率则大多

在６０％左右徘徊。巴西之所以能实现高合规率，一部分原因是该国采用了
单一的国家最低工资制度，这个制度易于实施，也易于管理，不仅确保了

高合规率，也改善了工资分布状况，因为大量的低收入工作者都有权领取

最低工资 （Ｌｅｍｏｓ，２００９年）。
合规率也取决于最低工资水平 （Ｌｅｅ，２０１２年）。如果最低工资水平低，

则合规程度相对较高，马里、墨西哥和越南就是例证。相反，工资水平越

高，则合规率越低，比如哥斯达黎加、印度、印度尼西亚、秘鲁、菲律宾、

南非和土耳其。? 秘鲁２００５年的合规率是６０％，而当时最低工资是中等工
资的９２％；２０１０年，该国最低工资在中等工资中的占比下降，其合规率则
几乎成比例地增加。

６５

?

?

?

?

工薪阶层的收入根据同等全职岗位的工资调整，这一估算工资被用以与法定的最低

工资相对比。

在多种最低工资制度下，法定的最低工资是所涵盖劳动人口的工资的加权平均值。

事实上，多数分析就业效应及合规情况的研究都忽略了最低工资的复杂性，仅考虑

需要分析的最低工资。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是例外，比如哥斯达黎加 （Ｇｉｎｄｌｉｎｇ和
Ｔｒｅｊｏｓ，２０１０年；Ｇｉｎｄｌｉｎｇ和Ｔｅｒｒｅｌｌ，２００４年）和南非 （Ｂｈｏｒａｔ等人，２０１２年）。这
两个国家在分析中考虑了最低工资的复杂性。

估算的哥斯达黎加和南非的合规率与 Ｇｉｎｄｌｉｎｇ和 Ｔｒｅｊｏｓ（２０１０年）以及 Ｂｈｏｒａｔ等人
（２０１２年）的研究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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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６　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合规情况与最低工资水平

注：第一组显示的是根据文中提到的一个方法估算出的最低工资法合规率。第二组显示的是上

一节估算出的最低工资与中等工资之比 （横轴）以及第一组所示的合规率 （竖轴）。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家庭和劳动力调查数据的估算。

图３６的第二组显示了最低工资水平与合规率之间的关系。概率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ｍｏｄｅｌｓ）也对此予以了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２１世纪末期，拟
合线较平坦，说明这种联系出现了弱化，工资水平对合规程度的影响减弱。

这表明虽然合规程度与最低工资水平相关，但也与整体的制度环境有

关。比如，虽然哥斯达黎加和印度采用了复杂的最低工资制度，而且最低

工资水平很高，但这两个国家的合规率也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执

行机制得到了完善。哥斯达黎加的最低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但该国还是

成功地提高了合规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检查员人数增加，进而

提高了接受定期检查的企业的比例，定期检查常以多次拜访的形式进行。

如果违规多次 （被投诉超过２次），案子将提交给劳资争议法庭，并最终对
违规者处以罚金 （Ｇｉｎｄｌｉｎｇ和Ｔｒｅｊｏｓ，２０１０年）。此外，在２０１０年８月，哥
斯达黎加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最低工资活动 （Ｃａｍｐａｎａ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ａｌａｒｉｏｓ
Ｍｉｎｉｍｏｓ），目的是提高合规率。这场活动鼓励工作者指责雇主，指责他们支

７５? 如有要求，作者可以提供概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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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该活动还提出了其他措施，比如增强呼叫中心处

理投诉的能力，该措施实施后的第一年里，呼叫中心处理了７７８１６次呼叫。
该措施也增加了与社会保障署联合进行检查的频率。

一些作者提议，若要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有效的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法

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应该承诺扮演 “最终的雇主”这个角色 （Ｍｕｒｇａｉ和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２００５年）。这能确保所有无技能工作者能按照法定的最低工资率找到
工作。按照这个理念，印度制定了 《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该法规

定，所有农村家庭每年可以获得１００天的最低工资就业机会。该法的实施也有赖
于法定知情权的行使和社会责任审核的实现，这两者让公民社会有机会确保该

计划得以有效实施。这不仅让贫困家庭能靠多天的工作领取最低工资，还让该

计划覆盖的印度农村地区遵守最低工资的比例得以提高 （详情请见 Ｒａｎｉ和
Ｂｅｌｓｅｒ，２０１２年）。最低工资计划也让大量的女性工作者受益良多，而且该策略
也使资源分配得到有效调整，让低收入工作者能够获得资源。

第三节　结语：最低工资对总分配与就业的影响

上述分析显示，如果最低工资设置合理并得以有效实施，那么低收入

工薪阶层将从中受益。资源向低收入工作者转移可能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

家庭消费、总需求以及产出。这一点在危机期间尤为重要。

拉丁美洲经济体在危机期间显示出的活力就是一大例证。设计相对严

谨的最低工资制度、有效的社会保护措施以及日益提高的最低工资水平是

防止这些经济体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陷入衰退的一大因素，因为国内需求

可以维持增长过程 （ｄｅＭｅｌｏ等人，２０１２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
会，２０１２年）。同样，通过农村就业计划 （ＭＧＮＲＥＧＡ）的扩张，印度成功
地促进了消费 （Ｒａｖｉ和Ｅｎｇｌｅｒ，２０１３年）并刺激了对土地及非农业项目的
生产性投资，从而推动了生产性就业 （Ｓａｒａｓｗａｔ，２０１１年）。

最低工资水平和／或最低工资法合规性的有效性得到提高的同时，
非正规经济就业者的收入有较大提高……

　　非正规经济中最低工资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带来总需求的增加。? 在所
分析的多数国家中，非正规经济就业者的平均收入都得到了提高，增幅因

国家而异，总体介于每年０３３％和１８％之间 （图３７）。在合规程度最高的
国家中 （印度和秘鲁），非正规经济就业者的平均实际收入均大幅提高。这

或许可反映出最低工资的溢出效应或宏观经济条件的改善 （尽管本报告涉

及的时间段包括金融危机时期）。然而，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菲律宾的非

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都出现了下降。

８５

?

?

这被认为是信号 （灯塔）效应的例证。该效应假定最低工资是工资谈判的一个信

号，因此是工资政策的协调因素 （Ｌｅｍｏｓ，２００９年）。
最低工资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和非工资收入产生的溢出效应已经在一些拉丁

美洲国家有所记载。具体内容请参见 Ｆａｊｎｚｙｌｂｅｒ（２００１年）、Ｃａｒｎｅｉｒｏ和 Ｈｅｎｌｅｙ
（２００１年）、Ｌｅｍｏｓ（２００９年）针对巴西所做的研究；Ｇｉｎｄｌｉｎｇ和 Ｔｅｒｒｅｌｌ（２００４年）
对哥斯达黎加所做的研究；Ｍａｌｏｎｅｙ和Ｎúｎｅｚ（２００１年）对哥伦比亚所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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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７　２１世纪中期至末期非正规经济中的实际收益年度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家庭和劳动力调查数据的估算。

……一些国家的工资不平等现象得到缓解……

有证据表明，最低工资水平和／或合规程度的提高往往会提高低收入者
的相对地位。尽管合规程度差强人意，但本分析表明最低工资会改善低收

入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这在印度、马里、菲律宾、南非、土耳其和

越南等国尤其明显 （表３１）。在巴西和秘鲁，最低工资的增加导致工资分
布中端的扩张，从而扩大了中等收入者的规模，具体参见第二章。

表３１　工资不平等指数，２１世纪中期至末期不平等现象的变化

国家 ５０％／１０％ ９０％／５０％ ７５％／２５％ 基尼指数

巴西 ０１５ －０３７ －０４８ －００２

哥斯达黎加 ０３４ ０４６ ０１１ ００３

印度 －０１３ ０２５ －００７ －００１

印度尼西亚 ０１５ ０７６ ０３４ ００６

马里 －２３７ １００ －２８３ ０１０

墨西哥 ０３４ －０２２ －００７ －００２

秘鲁 ０１１ －０２９ －０６６ －００４

菲律宾 －０１３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０３

南非 －０４５ －０９０ －０７０ ０００

土耳其 －０２２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０１

越南 －１７１ －０５３ －１２３ －０１５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家庭和劳动力调查数据的估算。

９５



２０１３年世界劳工报告：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不影响整体就业水平。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政策既可以实现分配目标，又

不会影响就业。事实上，因最低工资增加而产生的聚集效应可能已经超过

了个别企业的负替代效应和劳动力需求效应。

附录Ｄ是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就业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发现，对所分析
的多数国家而言，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从统计学上来讲是微不足道的

（见附录Ｄ，表３Ｄ１）。该研究肯定了之前的实证研究结果，即从统计学上
来讲，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不明显，抑或会产生较微弱的正面或负面

影响。?

总体而言，最低工资对收入分配和就业的影响程度在各国不尽相同，

这强调了：（１）最低工资制度的设计特点非常重要；（２）最低工资政策与
其他政策———特别是社会保护政策以及第四章将讲述的生产性投资———互

为补充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０６

? Ｌｅｍｏｓ（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９年）对巴西所做的研究；Ｃｈｕｎ和 Ｋｈｏｒ（２０１０年）、Ｃｏｍｏｌａ
和ｄｅＭｅｌｌｏ（２００９年）对印度尼西亚所作的研究以及 Ｎｉ等人 （２０１１年）对中国所
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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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最低工资涵盖范围的数据来源

国家 数据来源 年份

巴西
巴西统计局 （ＩＢＧＥ）开展的全国住户抽样调查

（ＰＮＡＤ）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哥斯达黎加

统计数据和人口调查局 （ＩＮＥＣ）２００５年开展的多目的性

家庭 民 意 调 查 （ＥｎｃｕｅｓｔａｄｅＨｏｇａｒｅｓｄ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ｏ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以及２０１０年开展的全国住户调查 （ＥＮＡＨＯ）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印度
印度政府委托全国抽样调查组织进行的就业与失业情

况调查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印度尼西亚
中央统计局 （ＢＰ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开展的国家劳动力抽样

调查 （ＳｕｒｖｅｉＡｎｇｋａｔａｎＫｅｒｊａＮａｓｉｏｎａｌ（ＳＡＫＥＲＮＡ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马里 家庭就业调查常设机构 （ＥＰＡＭ）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墨西哥
国家统计局 （ＩＮＥＧＩ）开展的国家职业和就业调查

（ＥＮＯＥ）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秘鲁 国家统计局 （ＩＮＥＩ）开展的全国住户调查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菲律宾 全国统计局进行的劳动力调查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南非
南非统计局２００７年展开的劳动力调查，及２０１１年进

行的劳动力动态调查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土耳其 土耳其统计局展开的家庭劳动力调查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越南 规划与投资部及国家统计局展开的劳动与就业调查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１６



２０１３年世界劳工报告：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附录Ｂ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最低工资制度详情

法定覆盖范围与合规

最低工资法的工薪阶层覆盖范围

巴西。巴西的法定最低工资划分为国家水平和各州水平。国家最低工

资适用于私人部门的所有工作者，包括农村工作者和家政工作者。尽管该

立法未将公共部门包括在内，但公职人员法规定，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酬均

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２０００年起，巴西推行联邦最低工资标准。里约热内卢和南里约格兰德
两个州都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法，分别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生效。在此之
后，巴拉那州、圣保罗和圣卡塔琳娜州也分别于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０
年推出了最低工资标准法。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按职业或行业划分，联邦层

面的职业类别各不相同。在联邦州中，法定范围内的职业或行业的数目也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比如，２００９年６月，里约热内卢对九个不同行
业提供最低工资，而在２００５年１月，这个数目只有六个。最低工资标准法
中规定的每个职业类别均符合 中

的四位数类别，以识别不同工作者。

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的法定最低工资结构十分复杂，它将所有的

工作者划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别是非专业工作者，第二类别是专业工作

者 （ｇｅｎｅｒｉｃｏｓ），第三类别是领取特殊最低工资的工作者。非专业工作者分
为无技能工作者、半技能工作者、技术工作者和特殊工作者，这些工作者

可分别领取四种不同的最低工资。技能的定义由劳动部规定的职业和行业

决定。可领取最低工资的专业工作者包括无技能工作者、半技能工作者、

技术工作者、有中等教育学历的技术工、特殊工作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技术工、拥有大学学历的工作者、拥有四年本科学位的工作者以及拥有五

年大学学位的工作者，这些工作者可分别领取不同的最低工资。咖啡采收

者、家政服务者、记者、装卸工、门卫、出租车司机、啤酒销售者和送报

员可领取特殊最低工资。薪酬法令中规定的每个职业类别均符合 《哥斯达

黎加职业分类２０００》中的四位数类别，以识别不同工作者。
印度。印度的最低工资制度十分复杂，因为最低工资的设定是为了促

进每个邦的 “就业计划”的实施，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工作者都有权领取最

低工资。印度为农业、采矿业、炼油业和中央政府所属企业的不同岗位设

定了４８种最低工资率，而邦政府负责为法定行业中的１１２３种岗位制定工资
率。每个邦的法定最低工资按职业或行业、性质———公共或私人，及企业

规模来划分。各邦最低工资法所涵盖的职业或行业数量千差万别。对于就

业计划中设定的职业和行业，其类别的设定与 《国家职业分类》吻合，比

如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的调查数据与１９６８年 《国家职业分类》相一致；２００９—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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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的职业分类与２００４年 《国家职业分类》一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的产业
分类与１９９８年 《国家产业分类》一致；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产业分类与２００４
年 《国家产业分类》一致。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最低工资按省划分，覆盖除家政工作者之

外的所有工作者，其中包括计件工作者和自由职业者。印度尼西亚的最低

工资还按区和街道划分，在省和区类别下，还有行业最低工资，行业最低

工资应至少比省或区最低工资高出５％。行业最低工资条款中划分的行业类
别与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四版）中的五位数类别一致，以识别不同工

作者。

马里。马里的最低工资由国家统一制定，覆盖所有工作者。家政工作

者的最低工资主要基于其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单独划分，共分为七个类别。

这七个类别分别为：第一类，缺乏具体职业资质、提供保洁或监督服务的

工作者；第二类，具有两年烹饪和园艺经验的家政工作者；第三类，家政

工作负责人并具有两年以上烹饪经验；第四类，家政工作者，服务包括烹

饪且具有烹饪资质，并能够编制菜单、制作甜点；第五类，具有第四类中

所说的有资质的厨师，同时负责家政工作；第六类，指导他人的厨师；第

七类，管家。

墨西哥。最低工资委员会负责为某些职业的工作者设定最低工资，最

低工资主要按照地域划分，共分为三类。２００５年的最低工资共涵盖８７个职
业、三个地区；２０１０年，最低工资的涵盖范围减为７３个职业。最低工资委
员会所设定的职业类别符合墨西哥 《职业分类》中的四位数类别，以识别

不同的工作者。

秘鲁。秘鲁的最低工资由国家统一制定，覆盖除了家政工作者之外的

所有工作者。法定的最低工资主要涵盖六大类别：第一类是一般最低工资，

适用于所有不属于其他五类的工作者；第二类适用于从事农业的工作者；

第三类适用于从事采矿业的工作者；第四类适用于记者；第五类适用于

４５—６５岁的失业者，要求这些失业者正参加一项上岗活动，以重新进入劳
动力市场；第六类适用于两类学徒工，一类是为完成中等教育必须进行实

习的实习生，另一类是接受职业培训的实习生。第二类至第六类的最低工

资基于一般最低工资计算得出。比如，采矿业工作者的最低工资比一般最

低工资高出２５％，而注册记者的薪水是一般最低工资的三倍。本次分析未
包括后两类职业 （即第五类和第六类工作者），因为在调查中我们很难识别

这两类工作者。最低工资条款中规定的行业分类与第四版 《国际标准产业

分类》的四位数类别吻合，以识别不同工作者。

菲律宾。菲律宾的最低工资制度相对复杂，因为其设定了多种最低工

资，这些工资因地区和行业不同而不同。小企业还享受各种例外，进而使

这一制度变得更为复杂。所有私人部门的工作者均可领取最低工资，而且

法律规定公共部门工作者的薪水不得低于最低工资。菲律宾共分为１６个行
政单元或地区，在不同地区，最低工资又因行业不同而不同。比如，在首

都地区，最低工资分为五个类别，包括：非农行业；农业 （种植与非种

植）；可最多容纳１００张床位的私营医院；雇员人数不超过１５名的零售／服
务业企业；雇员人数不超过１０名的制造业企业。其他地区的分类与此分类
大体类似，但也存在差异。比如，六号地区不分 “制造业企业”，但划分了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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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舍、手工艺和制糖业。２００３年，工资法令中规定的行业类别符合１９９４年
菲律宾 《标准分类》的两位数类别以及２００９年的四位数类别，以识别不同
工作者。

南非。南非按照行业来划分最低工资，共划分了１１个行业：零售批发
业、家政业、林业、农场、私人警卫业、出租车业、土木工程业、酒店业、

保洁承包服务以及从事广告、艺术和文化演出的初学者和儿童。保洁承包

服务业率先于１９９９年被纳入最低工资制度范围之内，而最后一个行业 （即

酒店业）则于２００７年被纳入其中。不同行业的最低工资根据区域、职业、
企业规模和每周的工作时间来划分。由于在劳动力调查中，很难从职业分

类中识别从事广告、艺术和文化演出的初学者和儿童，因此这些人并未被

纳入此次分析范围之内。

对私人警卫业、土木工程业和零售／批发业等行业而言，最低工资的划
分还有赖于一系列的子行业。私人警卫业主要分为：技工、文职助理、文

员、通信中心控制操作员、库存控制员、轻型／重型车辆驾驶员、一般工作
者和零活工，安保官员进一步划分为Ａ—Ｅ五个级别。相似地，在土木工程
业，２００７年最低工资的结构变得非常复杂，工作者被划分为九个任务等级，
每个任务等级又分为多个子类别。任务等级１包括一般工作者；任务等级２
包括技工助理、建筑工 （第４等级）、操作员 （第５等级）、审核员与司链
员；任务等级３包括建筑工 （第３等级）、操作员 （第４等级）和现场支持
（初级文员）；任务等级４包括建筑工 （第２等级）、操作员 （第３等级）、
驾驶员 （第２等级）和现场支持 （材料测试员）；任务等级５包括建筑工
（第１等级）、操作员 （第２等级）、驾驶员 （第１等级）和现场支持 （调研

助理）；任务等级６包括操作员 （第１等级）；任务等级７包括总监 （第２
等级）；任务等级８包括总监 （第１等级）和任务等级９包括技工。行业工
资规定中对每个子行业的设定都符合南非 《国家职业分类》的四位数类别，

以识别不同工作者。

土耳其。《劳动法》第３９条规定，最低工资确定委员会至少每两年确
定针对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者的最低工资率，但这与其是否被纳入劳动法

无关。土耳其对成年工作者设定了全国统一的月度最低工资率，而这与他

们所处的行业或职业无关，未满１６岁的工作者可以领取较低的月度最低工
资。土耳其的家庭劳动力调查并未对工作者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进行调查。

因此，为了开展本次分析，我们考虑了工作者签订社会保障合同的情况。

所有未签订社会保障合同的工作者都被排除在此次分析之外。

越南。越南的最低工资涵盖两大类工作者，而且最低工资因地区不同

而不同。第一类工作者是指越南外资公司、外国机构和组织、国际组织的

雇员以及外籍人士。第二类工作者包括越南国内公司、企业、合作社、合

作集团、农场、家庭和个人及其他雇主所雇员工。２００７年，最低工资适用
于三大地区第一类别的所有工作者，而在第二类别中，最低工资只适用于

大城市的工作者。因此，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工作者实际上被排除在最低

工资法之外。然而，在２０１１年，最低工资法的涵盖范围扩大到两大类别的
所有工作者，且地域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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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低工资法所涵盖的工作者确定最低工资

为了给所分析的每一位工作者确定对应的法定最低工资，我们参考了

工资法令、行业工资决议或各国官方法令中规定的官方最低工资。如果数

据集中的每一位工作者所从事的职业或所处的行业已经涵盖在其所在国的

官方法令之中，那么这些工作者就会获得法定最低工资。如果一个国家设

定了多种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法会阐明不同级别的最低工资信息，然后就

可以根据家庭或劳动力调查中使用的职业分类和最低工资法定的职业类别

的比较结果，来确定工作者的法定最低工资。多数情况下，比较两类职业

分类并不困难，因为有详细的信息可以参考。

然而，有的时候由于缺乏调查信息，比较很难进行。比如，在菲律宾，

最低工资法允许员工人数低于１０名的零售／服务企业的工作者与雇员以及微
型企业 （根据总资产规模划分）的工作者不遵从 《工资合理化法案》。企业

类型根据总资产来限定。由于劳动力调查中未获得有关企业及其资产规模

的信息，因此很难将这些工作者排除在最低工资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将范围之内的所有工作者都纳入考量，其中包括小微企业的工作者。

比如，在哥斯达黎加，为了给所分析的每一位工作者确定法定最低工

资，我们采纳了官方法令所规定的法定最低工资。由于哥斯达黎加的最低

工资制度主要按职业和技能划分，十分复杂，数据集中的每一位工作者都

会按照自身所从事的职业、技能水平和教育水平获得最低工资。要想为工

作者确定法定最低工资，需要对家庭调查中所使用的技能、教育和职业分

类与最低工资法中规定的具体的技能、职业和行业类别进行比较。虽然家

庭调查和最低工资法都对这些类别进行了详细的界定，但是有些定义还是

有所差异。根据比较结果，我们会为每一位工作者确定法定最低工资。

虽然我们十分认真地比较了家庭与劳动力调查和最低工资法对类别的

界定，但是在比较过程中，我们可能也犯了某些错误。

最低工资

为了方便解释，我们在此提供了２０１１年越南的各项最低工资。分析中
涉及的地区涵盖范围与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７／２０１０／ＮＤ－ＣＰ和第１０８／２０１０／ＮＤ－ＣＰ
号法令中的范围一致。

表３Ｂ１　２０１１年越南的月度最低工资

适用于越南外资企业、国外机构

与组织、国际组织中的越南工作

者，及外籍人士的最低工资

适用于越南国内公司、企业、

合作社、合作集团中的工作

者、家庭、个人及其他组织中

的工作者的最低工资

地区Ｉ １５５００００越南盾 １３５００００越南盾

地区ＩＩ １３５００００越南盾 １２０００００越南盾

地区ＩＩＩ １１７００００越南盾 １０５００００越南盾

地区ＩＶ １１０００００越南盾 ８３００００越南盾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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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Ｃ
最低工资附近的工资分布

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估算法定最低工资如何影响采用核密度估计得出的

工资分布。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研究最低工资层面上或接近最低工资的工

资分布突出点，以推断与法案的合规程度及影响程度。所分析的国家中，

由于有一些国家设有多种法定最低工资，核密度估计仅仅是每一位工作者

的实际工资对数与最低工资对数之差? （具体结果可见图３Ｃ１），该图针对
的是本次分析的两个阶段。这个方法可以审视复杂的最低工资结构是如何

影响工资分布。图中的 “零”线工作者的工资与法定最低工资相同，而零

线以上 （以下）的值表明工作者的工资高于 （低于）法定最低工资。

在发展中国家，最低工资水平上的收入分布突出点各不相同。巴西、

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南非的最低工资水平的突出点非常明

显，而马里、墨西哥、秘鲁或越南的突出点则不明确。最低工资水平附近

的陡峭部分显示了最低工资对工资分布的影响。按照时间的推移进行分布

对比时，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的分布突出点紧靠零线，这说明与第一年相比，

第二年的最低工资更具约束力。在巴西，工资等于最低工资的工作者占比?

从１８％提高到２３％，而在哥斯达黎加这一比例则从１８％增至２４％。由于执
法机制得到改善，哥斯达黎加的最低工资已更具约束力。在巴西，分布中

部有很明显的压缩效应，这说明 ２１世纪末期，巴西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
（第二章）。在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家，２１世纪末期最低工资的约束力减弱，
而工资水平接近最低工资的工作者占比下降，降幅超过４个百分点。

６６
?

?
其他研究也运用了该方法，具体参见Ｇｉｎｄｌｉｎｇ和Ｔｅｒｒｅｌｌ（２００４年）。
“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作者”包括工资为最低工资的９０％—１１０％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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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Ｃ１　工薪阶层的工资分布与法定最低工资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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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Ｄ
分析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就业的方法

本章第三节分析了最低工资增加或最低工资法扩大涵盖范围对就业产

生的影响。其中一个疑问是，雇主是否愿意通过裁员来应对相关执法行为。

从政策角度来看，要想测试这一点，就要分析最低工资水平或其他最低工

资指标发生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也要分析劳动力从已覆盖行业向未覆盖行

业的转移。本分析仅探讨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不探讨劳动力从已覆盖

行业向未覆盖行业的过渡。

由于很难找到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本分析利用伪面板概念，探讨

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情况，以了解最低工资上涨对政策产生的影响。

为建立伪面板，我们考量了合适的最小地理单元，在调查中，这些地

理单元被定义为两个时间段———２１世纪中期和末期。为控制最低工资对各
个地区的影响，具有固定效应的面板在这个总量集的基础上进行回归，该

模型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ＥＭＰｃｔ＝α０＋α１ｌｏｇ（ＭＷｃｔ）＋α２（ＬｏｗＥｄｕｃｔ）＋εｃｔ （１）

（ＥＭＰ）ｃｔ代表就业率，即在某个时间 ｔ某个特定地区群体 ｃ的就业人口
与总人口之间的比例，ＭＷｃｔ代表该群体的最低工资指标，即该群体的加权
平均最低工资。为细化该群体的个人特征，我们还纳入了 ＬｏｗＥｄｕ指标，即
每个群体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之所以纳入这个指标是因为不

同地区的受教育程度各不相同。

分析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就业时面临两大挑战，即能否有合适的地理单

元参与调查，最低工资指标在回归过程中显示的内生性。就前者而言，我

们在分析中仅考虑了拥有合适地理单元?的国家，同时为了确保在考虑该模

型的误差情况下对数 （ＭＷｃｔ）的正交性，我们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第一阶段是每个群体的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工具 （回

归）对数，第二阶段是最低工资法的合规程度，而因此得出的预测价值则

被用以估算公式 （１）。为估算工具回归，我们采用了下述模型：

ｌｏｇ（ＭＷｃｔ）＝β０＋β１（ＤＣｃｔ）＋ωｃｔ （２）

ＤＣｃｔ代表群体的合规程度；ωｃｔ代表误差项。表３Ｄ１给出了本分析的最
终结果，该结果与文献的主要内容一致，即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程度要

么不明显，要么接近于零。

本分析的分析对象为１５—６４岁的群体。我们利用不同地理位置中面板
对聚合数据的固定效应来估算各种模型。表３Ｄ２详细列出了每个国家的地
理单元、时间段和变量。本次分析中使用了不同地区的一些宏观变量。然

而，由于缺乏这些宏观变量的地区变量，其不能应用在模型中。为消除遗

漏变量偏误，我们假定面板结构以及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将不同地区的

宏观变量纳入考量。

８６
? 只有哥斯达黎加例外，对这个国家的分析一次性完成，因为我们获得了该国相关的

地区信息。该国今年的地理变量足以让我们借助ＯＬＳ完成本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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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Ｄ１　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 （工具变量回归）

因变量：就业率

巴西 哥斯达黎加 印度 墨西哥 秘鲁 越南

对数 （ＭＷ）
１７２０ １９８３ －０６２０ －１３５ １３８４ －０１４４

（２０２） （１１４） （０５８） （０５５） （０６４） （０１５３）

小学及以下教

育程度

５０４８ －１４６６ ３３２５ －２４４９ １２３５ １０５４

（４２７） （２７６） （１０６１） （２２１） （３２５） （２７９）

恒定值

５６１８ －１４６６ ３３２５ －２４９ １２３５ １０５４

（１０８５） （１０１４） （７３９） （１８７） （２７８） （０８６）

Ｒ２ ００１１ ０１５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７ ０２６１ ００３１

观测数目 ５４ ３５９ １４０ １９７１ １６８７ １２５

　　注：括号里注明了标准误差。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家庭和劳动力调查的数据的估算。

表３Ｄ２　分析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所涉及的时间段和变量

国家 模型特点

巴西
分析年份：２００５、２００９；衡量单元：联邦单元，每年都有２７个单

元；方法：具有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

哥斯达黎加
分析年份：２０１０；衡量单元：只有２０１０年的调查，该调查将 ３５９

个区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方法：ＯＬＳ（考虑地理变量）

印度
分析年份：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衡量单元：区，每年有 ７０

个区参与调查；方法：具有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

墨西哥
分析年份：２００５和２０１０；衡量单元：城市，２００５年有１０７０个城市，

２０１０年有１０６８个城市参与调查；方法：具有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

秘鲁
分析年份：２００５、２０１０；衡量单元：地区，２００５年有８７７个、２０１０

年有９７４个地区参与调查；方法：具有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

越南
分析年份：２００７、２０１１；衡量单元：省，２００７年有６４个、２０１１年

有６５个省参与调查；方法：具有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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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开展投资，促进就业

市场复苏

主要研究成果

●　从全球范围而言，投资占ＧＤＰ中的比重较危机前水平低约１个百分点。
２０１２年，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占全球投资总额近４７％ （仅中国一国的投

资额在总投资额中的占比就超过 １／４），而 ２０００年，这一比例仅为
２７％。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但仔细研究后发现，如果排
除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一组别的投资就基本陷于停滞。２０１２年，发
达经济体的投资额在全球总投资额中的占比稍高于１／３，而２０００年，这
一比例为６０％以上。值得一提的是，投资模式恰好反映出了第一章中
所提及的就业趋势。因此，发现促进投资停滞的发展中经济体加快投资

以及促进投资下降的发达经济体进行再投资的因素至关重要。

●　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企业的利润水平都接近正常水平，也有大型企业
和全球股票市场的利润接近危机前水平，甚至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提

高的利润却转变为现金持有量的增加：公开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从

２０００年的２３万亿美元增至２００８年的５２万亿美元，并在危机期间进
一步增加，于２０１１年达到６５万亿美元 （近期数据）。在这一点上，发

达经济体和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的趋势相似。

●　本章指出，首先，可从金融系统无法发挥在信贷分配方面的作用中发现
抑制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因素，对小企业而言，金融系统无法发挥在信贷

分配方面的作用是一个重大问题。本章还着重指出了一系列可提高金融

职能———特别是小企业金融职能———的政策和监管措施，这些措施采用

了更能刺激就业的方式来改善金融职能，其中包括信贷担保、指定融资

和信贷中介。

●　其次，面向特定行业的公共投资计划能够帮助规模不同的企业利用新技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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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并抓住新出现的机会实现增长。这可以通过一系列财政政策，例如免

税或加速折旧，或通过面向就业密集型的资本资产进行直接投资，或通

过满足其他目标 （比如对节能事业进行投资）来实现。

●　再次，为改善某些企业的管理实践而进行的各项工作，尤其是高管薪酬
设计，有助于改善企业的可持续绩效。在某些企业，薪酬组合并未与企

业绩效完全挂钩，或与整体经济的平均薪酬不一致。比如，２０１１年美
国最大的几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平均是一般美国工作者薪酬的

５０８倍。要实现改善可持续绩效这个目标有几种可能的选择，其中包括
增加长期激励，推出股东价值之外的补充性绩效措施，让股东享有合法

的 “薪酬话语权”。此外，增强董事会的管理职能有助于增进包括高管

工资等方面在内的企业政策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协调统一。

●　最后，本章指出了利用能够刺激总需求的宏观经济策略降低经济不确定
性、鼓励投资的重要性，因为目前需求及预计的未来需求是是否投资产

能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重要决定因素。刺激就业的宏观经济策略将在

第五章详细探讨。

引言

本章旨在评估抑制增加生产性投资的各种因素，及发掘可以克服这些

障碍的政策杠杆，以便解决第一章和第二章指出的就业问题与社会差距

问题。

本章第一节主要介绍当前的投资模式。为了更好地了解影响投资决策

的各项因素，第二节探讨了盈利能力的各种趋势。该节应用了各种衡量工

具：国民账户中的营业总盈余、公开上市公司 （无论规模大小）的利润率、

股票市场指标、公开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以及高管工资。第三节主要对

影响投资决策的各项因素进行定量评估，并介绍定量评估的主要研究成果，

其中包括总需求模式，经济不确定性以及财务紧张。最后，第四节探讨研

究成果对制定各项政策的意义。

第一节　全球投资模式与趋势

投资模式不均衡……

在危机爆发前，即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这一阶段，全球投资在ＧＤＰ中的占
比增长了２４个百分点 （图４１）。? 这一增长主要受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的增长所推动，在这些经济体中，投资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分别增长了４７个
和６７个百分点。在发达经济体中，投资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下降了 ０３个

４７
? 投资总额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投资）指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及一个业务单

元或行业的存货变化及所购物品减去出售的贵重物品。可参见图４１的注释。



第四章　开展投资，促进就业市场复苏

　　图４１　投资在ＧＤＰ中的占比变化 （百分点）

注：投资总额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见脚注）。投资平均数是在２０１１年

ＧＤＰ的基础上根据购买力平价进行加权所得 （见第一章附录Ａ中详细的国别列表和收入分组）。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的估算。

百分点。

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投资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各个地区的投资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纷纷下降。尽管投资已走出低谷，开始复苏，但是２０１２年的
全球投资额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低于２００７年的水平近１个百分点。只有新兴经
济体的投资减少是短期的；２０１２年，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
（３４３％）比２００７年高出２３个百分点。在发展中经济体，投资依然疲软；
尽管２０１１年曾出现适度反弹，但是仍比２００７年的水平低０６个百分点。在
发达经济体，投资减速加快，其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从２００７年的２１６％降至
２０１２年的１８５％。

……２０１２年，接近一半的投资都流向新兴经济体……

全球投资组成已经出现了大规模转移。２０００年，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额
在全球总投资额中的占比超过了６０％，其中美国和欧盟占据了全球投资额
的近半数 （表４１）。新兴经济体在总投资额中的占比低于１／３，发展中经
济体仅占据了１１％。然而，在经历了１２年的高速增长之后，２０１２年新兴经
济体的投资额在全球投资额中的占比已接近一半，而仅中国一个国家的投

资额就占据了投资总额的２８％ （２０１１年时为１１％），巴西、俄罗斯等其他
新兴经济体则占据了其余的５％。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间，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投
资额中的占比也得到了增长，从１１３％增至１６７％；然而，如果排除印度
和印度尼西亚的大幅增长，那么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投资额中的占比实际

上与１２年前的水平持平。

……这说明了危机期间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一般而言，投资是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因为资本货

物的生产与使用需要劳动力的参与并产生收入。投资增加一般会促进就业

增长，即使投资滞后也是如此 （图４２）。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间，新兴与发展中
经济体的就业率平均上升了约７个百分点，而２０１２年的投资额在ＧＤＰ中的
占比较五年前的水平高出１５个百分点。在发达经济体中，就业率仍比危机
前水平低１个百分点，其投资额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下降逾３个百分点。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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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按国别和主要经济体划分的全球投资分布

占ＧＤＰ的比重 占全球投资的份额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２年

发达经济体 ２１９ ２１６ １８５ ６０４ ４８０ ３６６

欧盟 ２１９ ２２２ １８３ ２３４ １９１ １３６

美国 ２０９ １９６ １６２ ２１６ １６３ １２１

日本 ２５１ ２２９ ２０３ ８５ ５８ ４５

新兴经济体 ２８３ ３１９ ３４３ ２７２ ３７２ ４６７

中国 ３５１ ４１７ ４７８ １１０ １８２ ２８１

俄罗斯联邦 １８７ ２５４ ２３５ ２２ ３２ ２８

巴西 １８３ １８３ ２０２ ２３ ２０ ２３

发展中经济体 ２３０ ２９６ ２９４ １１３ １４８ １６７

印度 ２４２ ３７４ ３６０ ４０ ６９ ８１

印度尼西亚 ２２２ ２４９ ３４９ １２ １２ ２０

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２２２ ２４６ ２３２ ６２ ６７ ６６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的估算。

图４２　投资与就业的关系，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及本报告第一章的估算。

然而，投资与就业的关系仍是高度动态的，因为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双

向的。比如，通过刺激就业，投资就能提升消费者收入，进而促进需求并

刺激更多投资 （见第三章和第五章）。增加投资活动与促进全部实际资本的

更新与转型同等重要，从而让企业能够利用新的机会，增加并雇佣新员工。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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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济体盈利能力与企业盈利能力概览

企业利润已普遍恢复或超过危机前水平……

过去十年间，在可获得近期数据的主要经济体中，营业盈余等常规的

利润衡量工具都出现增加。事实上，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在２０国集团的高收入
和中等收入成员国中，利润占比几乎一直在增加。? 在２０国集团的中等收
入成员国中，利润在总体经济中的占比从 ２０００年的约 ３７３％增至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年的４０７％，增幅达到３４个百分点。在２０国集团的高收入成员国
中，情况也十分相似，利润在总体经济中的占比在１１年间提高了２２个百
分点 （图４３）。但是，２０国集团中高收入成员国与中等收入成员国的利润
占比与就业关系的演变却截然不同：在高收入成员国中，投资实际下降了

３６个百分点，而在中等收入成员国中，投资增长超过７个百分点。
利润率的增加从全球股票指数中可见一斑，在一些案例中，全球股票

指数已接近或超过历史高点。２００９年年初探底之后，全球股票市场指数已
经上升一倍。这一趋势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美国，（跟

踪在美国股票市场进行公开交易的５００家领军企业的）标准普尔５００指数比
历史高点高出４％。（根据ＤＡＸ测量的）德国股票市场也同样创下新高。

图４３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间利润占比与总投资的变化 （百分点）

注：利润在总体经济及总投资中的份额都以其在ＧＤＰ中的占比衡量。数据是指每个国家可获得

的最新数据。澳大利亚、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韩国、俄罗斯联邦、南非和

英国对应的是２０１１年的数据，而加拿大对应的是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巴西和沙特阿拉伯对应的是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中国是２００８年的数据。由于缺乏利润占比数据，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并未包括在本次分

析之列。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未计入欧盟２７国，以避免重复计算。收入群体按照世界银行国

家分类中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计算。高收入国家是指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或超过１２４７６美元的国家。

所有数据均经过ＧＤＰ加权。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国民账户的估算。

７７
? 利润在总体经济中的占比指的是政府、金融和非金融机构、非盈利机构与家庭的营

业总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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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的盈利能力日益两极化，但对私营

企业账户的分析却肯定了上述事实。

　　为更好地了解利润、投资和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审视了上市
企业的企业级数据。? 尽管上市企业无法完全代表整个经济层面的进展，但

探讨企业级数据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分析推动投资与现金的关系的各项因

素，这可能会对探讨总模式有所启发。本章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间的数据进行
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上市企业投资与经济总投资的相关系数是０９７。
实际上，上市企业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导致全球金融危

机的企业所进行的投资在其总资产中的占比反映出前文所述的总投资趋

势。? 危机爆发以来所呈现的趋势与前一节所述的总投资模式十分相似：自

２００９年以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投资已大幅上升，但在发达国家，
企业复苏却陷入停滞。?

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与总投资情况密切相关。然而，小型企业与大型企

业的盈利能力日趋两极化，其中小型企业持续面临重重挑战。事实上，尽

管危机爆发时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的利润率均出现下降，但两者盈利能力

的复苏却并不均衡。实际上，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大型企业的利润率一直在上
升，除了２０１１年出现小幅下跌之外，这些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与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间的水平十分相似 （图４４）。而小型企业的复苏却更为缓慢，而且近期
增速放缓之后，利润率又一次出现大幅下降。因此，２０１１年小型企业的利
润率仅为１３％，比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的平均利润率下降了至少４０个百分点。

图４４　不同规模企业的利润率 （百分比）

注：不包括金融企业。平均利润率是指营业利润率中位数，企业规模由总资产价值决定。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ＦａｃｔＳ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ｔｅｍ公司的估算。

８７

?

?

?

该分析基于ＦａｃｔＳ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的数据，该公司致力于为企业提供详细的
财务报表 （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报表、现金流量表和就业等补充信息）。该公司

拥有金融市场上７２０００家上市公司和私营企业的历史数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间，上市企业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司的投资在其总资产中的占
比从４％上升至６％，这已接近这些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发达经济体中，该比例却从
４２％降至３７％，这与总投资趋势也非常接近。从企业层面的分析而言，将新兴和
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归为一类，这主要是由于后者的企业数目十分有限所致。

２０１１年，发达国家企业的投资在总资产中的占比维持在３％左右，而在新兴和发展
中经济体中，这一比例为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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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利润被当做现金持有，或用以支付股息和回购股份……

　　能够清晰衡量企业投资意愿的一个指标是现金在总资产中的占比。现
金持有量的增加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并在经济危机后进一步加速增
长。?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现金持有量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从
９５％增至１１８％，而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这一比例则从７９％增加
到９２％ （图４５）。尽管现金持有量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在危机爆发初期出
现短暂下降，企业很快就重新开始增加现金持有量：２０１１年，发达经济体
中的企业现金持有量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为１２４％，而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
体中，这个比例为１０８％。按绝对值计算，这两类经济体的企业现金持有
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３万亿美元增至２０１１年的６５万亿美元。

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而言，股息
和股份回购在总资产中的比例除了２００９年出现短暂下降之外，一直在上升
（图４６）。自２００９年短暂的大幅下降之后，２０１１年股息和股份回购在总资
产中的占比达到１６％ （接近危机前１８％的峰值），价值为１６万亿美元
（这是１２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事实上，增加现金持有量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支付股息等费用所需的现

金支出预计会增加。? 此外，股息支付模式一旦确立，由于负面的信号效

应，很难再还原到原来的模式。? 因此，预计未来的股息支出会限制今后的

生产性投资前景。? 尽管投资是提高中期股权收益的一大重要方式，但是企

业可能会利用现金和利润来支付股息，并减少因缺乏可行的投资机会而发

行的流通股的数量，进而奖励股东。?

图４５　上市企业的现金持有量 （在总资产中的占比）

注：不包括金融公司。此处指的是根据总资产进行加权的现金持有量中位数在总资产中的比

例，旨在估算国家群组数据。数据标签旁边的数字指的是现金持有量的金额。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ＦａｃｔＳ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ｔｅｍ的估算。

９７

?

?

?

?

?

参见 Ｓａｎｃｈｅｚ和 Ｙｕｒｄａｇｕｌ（２０１３年）、Ｅｎｎｉｓ和 Ｗｏｌｍａｎ（２０１２年）、Ｐｉｎｋｏｗｉｔｚ等人
（２０１２年）以及Ｃｈａｎｇ等人 （２０１１年）。
在这一阶段，股息在运营总盈余中的占比确实有所增加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１年）。
可参见，比如Ｍｉｌｌｅｒ和Ｒｏｃｋ（１９８５年）。
Ｓｅｒｖａｅｓ和Ｔｕｆａｎｏ（２００６年）。
可参见，比如ＤｅＡｎｇｅｌｏ等人 （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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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６　股息与股份回购 （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万亿美元）

注：图中的柱体表示金额在总资产中的占比，线条采用万亿美元为单位。金融公司不包括

在内。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ＦａｃｔＳ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ｔｅｍ的估算。

……增加高管收入。

同样，各国的高管薪酬已经恢复甚至超过衰退前的水平———至少在可

获得本章所需数据的国家是如此 （图４７，第一组）。?

德国和中国香港的高管薪酬增幅尤其明显。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德国和中
国香港的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增幅超过２５％。因此，德国的
首席执行官薪酬与平均薪酬之比从１５５增至１９０，而在中国香港，这一比例
从１３５跃至近１５０。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增
加了１０％，其２０１１年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薪酬的 ５０８倍。在荷兰和英
国，这一数字分别为６９和２２８，２０１１年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已经恢复至
２００７年的水平。瑞士是唯一一个首席执行官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之比大幅
下跌的国家，从１２９跌至８７；英国的这一比例也有小幅下降。在同一时期，
同一企业其他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之比则小很多，有些企业的这一比例也

出现上升 （图４７，第二组）。然而，在德国、中国香港和英国，高管与普通
员工的薪酬之比出现明显上升。在美国，普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之比出

现小幅下降，达到１６７，英国和德国的这一比例紧随其后，分别为１１３和８１。
就企业绩效而言，也有人担心高管的工资水平和工资结构可能会导致

企业追求短期利润，而不一定推动企业实现长期愿景。? 如果高管激励计划

将重点放在短期目标的实现上，上述风险就显得尤为突出。? 比如，在所研

究的大型企业中，注重短期目标的奖金平均占据总薪酬的１／３以上，而与

０８

?

?

?

本节的数据指的是市值最大的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及高管的平均工资，这些企业来

自德国、美国、英国以及中国香港、荷兰和瑞士的七家最大企业。阿根廷、巴西、

墨西哥和土耳其等一些国家仅提供了高管总薪酬的一般信息，因此无法分析首席执

行官的工资。而在南非等其他国家，企业并没有提供组成股票薪酬的股票数额，也

没有采用发散的方法来计算这一数额，因此企业间比较就变得十分困难。有鉴于

此，有必要确保统一各国报告标准，以保证透明度。

可参见，比如Ｅｃｃｌｅｓ等人 （２０１１年）。
可参见，比如 Ｆｒｙｄｍａｎ和 Ｊｅｎｔｅｒ（２０１０年）、ＥＲＣ（２０１０年）以及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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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首席执行官和高管薪酬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薪酬之比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企业年报的估算。

表４２　２０１１年首席执行官与高管的平均薪酬 （按类型划分，百分比）

基本工资 奖金 基于股票的 其他

首席

执行官

其他

高管

首席

执行官

其他

高管

首席

执行官

其他

高管

首席

执行官

其他

高管

德国 ２２７ ２３７ ５４８ ５３５ １６０ １５９ ６５ ６８

中国香港 ２３４ ３４９ ５９２ ４４０ １６５ ２００ ０９ １２

荷兰 ３２６ ３４９ ２８３ ４４０ ３７９ ２００ １３ １２

瑞士 ２２８ ３４９ ３６４ ４４０ ３８６ ２００ ２２ １２

英国 １４０ １７６ １９８ ２２８ ６３８ ５３５ ２３ ６１

美国 ５７ ９３ １８５ ２１８ ７４０ ６５１ １８ ３８

平均 ２０２ ２５９ ３６２ ３８４ ４１１ ３２４ ２５ ３４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企业年报的估算。

股票薪酬结合起来时，奖金就会占据总薪酬的２／３以上 （表４２）。
当然，股票薪酬是反映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股价的上涨可

能预示着股东价值的增加。然而，除非设计完善，否则这可能会鼓励高管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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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点放在提高短期内的股票价值上，从而遏制他们对长期投资的积极

性。? 由于很多企业都采用股票薪酬，这可能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比

如，Ｄｅｃｋｏｐ等人 （２００６年）发现，短期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表现存在负相
关关系，这可以用产品质量、员工关系和对环境的保护等指标衡量得出。

此外，这也引起了各界对收入分配的担忧，比如，２０１０年美国家庭平均实
际收入中的９３％流向人口中收入最高的１％群体，具体内容可参见第二章。

这一问题最近引发了对改革是否可取的讨论。瑞士目前正在开展一项

薪酬制度改革，旨在为企业股东以及其他人赋权，让其能够投票决定高管

的工资和奖金，投票结果具有约束力。? 而就丹麦的有限公司和金融公司以

及印度的金融公司而言，高管的浮动薪酬可能分别不会超过其固定薪资的

５０％和７０％。欧盟的一项有关金融企业奖金上限的提案有望在２０１４年年初
生效。这项提案规定，金融企业的奖金不得超过年薪的两倍。其他国家和

地区也推出了一系列较为温和的薪酬举措。比如，获得纾困金的西班牙银

行对其高管的薪酬规定了上限；美国规定股东可以对薪酬投票表决，但表

决结果不具约束力。法国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设定了绝对上限，? 而德国

则颁布了新的薪酬指南。澳大利亚和荷兰等国家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推出

“追回政策”（ｃｌａｗｂａｃｋｐｏｌｉｃｙ）。?

第三节　投资因素的实证研究?

高收入国家的高利润和低投资之间的脱钩现象已经引起广泛关注。总

需求不足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销售前景的不确定

让企业纷纷延迟新的投资。? 一些分析师认为，金融市场也在直接 （筹资）

或间接 （施压迫使企业通过采取股息等各种方式分配利润，而不是如上文

所述的对企业进行再投资）地影响企业的流动性投资关系。? 本节旨在指出

影响投资的各因素的权重。

经济不确定性和总需求是导致投资延迟的主要因素……

企业对未来以及总需求不确定性的预期是推动其做出投资决策的关键

２８

?

?

?

?

?

?

?

Ｓａｐｐｉｄｅｅｎ（２０１１年）。
关于瑞士法律的具体变更，参见专栏４２，若简要回顾各国金融业改革的变化，参
见附录Ｂ。
法国颁布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国有企业高管的最高年薪不得超过

４５万欧元。
也可参见Ｐｒｏｓｓｅｒ（２００９年）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２０１１年）。如果薪酬发错，或
者因某位高管的责任导致银行倒闭，这些追回政策能让企业收回已发放给高管的薪

酬。

本节总结了附录Ａ实证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２年世界劳工报告》的第四章，以了解有关不确定性和投资
等问题的详细探讨。

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 （２０１３年）发现，股息 （以及收入税）是美国现金持

有量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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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进行新的投资，从而延迟就业岗位

的创造。? 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而言，私人投资更易受改善企业和家庭前景

（经济、政治、社会）的政策所影响，而不是更具适应性的、影响本就处于

低水平的资本成本的政策。

影响总需求的因素包括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情况以及惨淡的就业前景

（参考第一、二章的讨论）。这些因素会造成恶性循环，使总需求降低，抑

制投资，进而导致就业岗位减少，甚至削弱需求。企业持有大量现金可能

也会是这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结果。

……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脱钩，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在发达经济体，金融系统一直深陷泥潭也是抑制投资的一大因素。众

多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依然面临信贷约束的问题。比如，在

２０１２年９月递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着重指出，金融危机期间，中小企
业的信贷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其 ２０１２年的信贷流远远低于危机前水平
（而大型企业的信贷流则与危机前水平持平）。? 同样，据报道，欧元区

１４％的中小企业纷纷指出银行在２０１３年１月收紧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标
准 （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的１１％基础上开始紧缩）。

重要的是，与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相比，财务紧张的企业的投资仅为

资产的一半，从而对就业岗位的创造产生不利影响。在危机爆发前两年，

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的就业平均增长４４％，而财务紧张的企业则仅为１％
（图４８）。尽管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这两类企业的就业增长均放缓，但在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而平均而
言，财务紧张的企业依然面临着就业增长减缓的问题。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金融系统依然脆弱，而金融系统在促进可提高

生产力的私人和公共投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金

融业的改革流程整体慢于所计划的速度 （见附录 Ｂ）。? 除此之外，我们还
能发现下述趋势：

●　资本充足率变化：根据从金融稳定理事会获得的信息，在３０个可获得
数据的国家中，有１９个国家没有按照预期实施改革。巴塞尔协议Ⅲ中
对流动资金的要求将于２０１９年生效，比原计划晚四年。

●　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一些国家已经设置了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或增
强了现有机构。比如，阿根廷、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赋予中央银

行更多的权利，让其处理系统性风险。澳大利亚、法国、瑞士和土耳其

设立了独立委员会来处理系统性风险。? 欧盟正在考虑设立 “单一监管

机制”，这一机制的设立能让欧洲央行直接监管欧元区国家的与系统性

相关的银行。然而，在所有被评估的国家中，有２／３的国家还没有对该

３８

?

?

?

?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２年）。
联邦储备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
关于金融业改革的一个小节以及附录Ｂ由ＫｒｉｓｔｉｎａＤｅｉｇｈａｎ编写，由ＳａｍｅｅｒＫｈａｔｉｗａｄａ
提供指导。

澳大利亚设立了澳大利亚审慎风险署；法国设立了金融业监管与系统性风险监督理

事会；瑞士成立了系统性风险监督委员会；土耳其设立了系统性风险协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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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８　财务紧张企业与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的就业增长 （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ＦａｃｔＳ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ｔｅｍ的估算 （参见附录Ａ）。

　　问题采取任何措施 （见附录Ｂ）。新设立的机构有时没有权利来实施实
质性的变化。比如，欧盟设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但是该委员

会所采取的行动或提出的建议在法律上不具约束力。

●　分离零售与其他金融业务：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英国设立了 “绝缘防

范”（“ｒｉｎｇｆｅｎｃｉｎｇ”）法律，根据这一法律，未将核心零售业务与其他
银行业务分离的机构将受到严惩。美国设定的沃尔克原则 （Ｖｏｌｃｋｅｒ
Ｒｕｌｅ）旨在分离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以便保护消费者，然而
这一规则并未全面实施。?

第四节　政策考量

采取直接举措刺激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投资的案例……

　　为了让企业能够利用正在改善的或新的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很多国家
都必须放开信贷流。从短期来看，可通过政策措施重建针对中小企业的信

贷流，这些政策措施可以快速实施，并且产生很少或不产生金融成本 （专

栏４１）。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坚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信贷
担保、加强信贷调节、指定流动资产用途都能恢复对中小企业的信贷。

尽管必须采取措施恢复授信额度，但这还不足以促使投资恢复增长。

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常常缺乏商业技能，因而无法应对能够促成

企业发展和增长的大规模投资。研究表明，在这些情况下，应该在信贷支

持的基础上辅以培训和咨询服务。在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微型企业都

从事非正规部门活动。而在非正规部门，如果将管理培训和宽松的信贷条

件结合在一起，向企业提供支持，就有助于加速投资和可持续增长。

４８
? 沃尔克原则禁止银行出于私利进行投资、赞助或持有对冲基金，以确保银行不拿储

户的资金进行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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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４１　恢复中小企业信贷流的措施

信贷担保。目前有三种信贷担保方案———公共担保、企业担保和互助担保 （最

为普遍）。互助担保方案利用公共资源为有实力的中小企业申请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支

持或担保。该方案可为所有或部分贷款提供担保，因而可提振借方的信心。研究表

明，这类方案可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其将政府出资与管理能力和银行的信贷风险评估

以及金融专业知识结合在一起 （Ｂｅｃｋ等人，２０１０年），比如：

　“加拿大小型企业融资计划”是政府和借方联合发起的一项计划。根据这项计

划，银行有权做出信贷决策；如果借款方违约，加拿大工业部会向借方赔偿其

净损失的８５％。研究表明，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间，计划通过提供７０００项贷款，创造

逾１８万个工作岗位，即平均每笔贷款创造２５个工作岗位。

　丹麦提供 “初创”贷款，其中包括向初创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和咨询服务。

信贷调节。信贷调节计划旨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这些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

因与企业实力无关的原因被金融机构完全拒绝或部分拒绝。为应对金融危机，一些

国家推出了这类方案。比如：

　法国将临时举措改为长期举措，以为在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上受挫的中小企业

提供支持。２０１１年的数据显示，法国信贷调节方案 （ＭéｄｉａｔｅｕｒｄｅＣｒéｄｉｔ）释放

了３５亿欧元的信贷，增强了 １４２９０家企业的实力，并留住了 ２４７１３９个工作

岗位。

　２０１０年，爱尔兰设立了信贷评审办公室，以为中小企业提供独立的风险评估并

为申请公共资助的企业提供支持。早期证据表明，信贷调节机制在满足中小企

业信贷需求方面十分有效。

直接财务支持。可通过贷款和部分权益头寸等形式直接资助小型企业，比如：

　为支持就业行动计划，爱尔兰政府于２０１２年第一季度设立了微型金融贷款基金。

该基金已经募集了９０００万欧元的微型企业额外贷款，并有望在十年内帮助５０００

家企业，创造７７００个工作岗位。

　直接资助可通过联合投资或财政激励等方式提供。比如，荷兰面向私人投资者

推出的税收抵消计划可让这些投资者对中小型研发企业进行投资。

指定流动资产用途。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间，美国最大的２２家获得政府纾困金的企业

对小型企业的贷款减少４３亿美元，或者说６２％。未来的银行纾困将包括下述条

件，比如公布提供给中小企业的贷款 （以及被拒绝的贷款申请所涉及的数值）数额

持平，指定一部分纾困金专门用于向中小企业 （尤其是创新型企业）提供贷款。

一些国家还采用了其他可刺激和鼓励投资的政策工具。具体而言，可

为投资实体经济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这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激励举措。这

些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加速折旧计划，从而令企业更快速、更高效地注销应

税收入中的资产成本———这可降低新设备的采购成本。另一个可行的措施

是在初期免去向某些投资征税，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取消免税优惠。免

税优惠可能适用于经济欠发达、失业率高的地区。更普遍、更公平、更简

单和更高效的整体税收结构也能为小型企业消除不利因素。

各国政府也可以针对某些行业推出相应的措施，比如提供联合融资等

直接支持，来帮助大小企业利用新技术和新兴增长行业的各项优势。为最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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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促进就业，这些措施可以专门针对就业密集行业或可满足节能性

投资等其他目标的行业。

……需采取更多措施，以进一步协调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使之

达到平衡……

　　金融系统对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尽管稳健的金融行业
必然会带来创新，但是最新的证据表明，如果缺乏完善的设计，再加上某

种程度的疏忽，这可能会带来负面的社会收益。? 正因如此，应花更大力气

协调金融业的活动，使之与实体经济的需求达成平衡。有鉴于此，可考虑

在下述方面进行改进：

●　提高金融中介的社会收益：为使金融业活动与社会收益达成平衡而采取
的措施包括与客户共担风险，提高内外部的透明度 （比如，减少洗钱和

金融欺诈的可能性），提高高层对风险所负的责任 （如下所述）。

●　协调金融监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避免监管套利已获得越来越多的
关注。虽然国际协调一向难以实现，但是各国政府可加大力度，加速推

出各种审慎监管措施，比如通过制定制度来协调银行业监管 （如巴塞尔

协议）与２０国集团之间的平衡。

●　针对金融创新推出更完善的治理框架：加强针对金融创新的治理框架，
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因金融产品或服务而导致的负面结果的可能性。可

考虑的机制包括，允许机构和监管人员检测金融产品，以便在部署这些

产品之前防止潜在的负面效应和外部效应 （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如出一

辙）。改善现有产品与服务的总体风险管理将会对未来金融产品的性质

产生溢出效应。

……并改善公司治理，其中包括协调高管薪酬，使之符合公平和

效率。

　　由于高管的薪酬计划主要用以表彰其短期绩效，这可能会令管理层在
中期内采取有损企业和股东的行为，并造成严重的负外部效应。现在的问

题是确保薪酬合理 （以缓解社会对公平性的担忧），并与企业的绩效挂钩

（以缓解各界对效率的担忧）。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可考虑在高管薪酬设计

和决定薪酬的流程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　用长期激励替代短期激励：应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制定３—５年的激励计
划上。支付短期奖金之后，可考虑加大对股票的利用，并在高管工作一

定年限之后才发放股票 （“递延奖金”） （２００９年２０国集团峰会上提
出），以遏制短期主义。还可考虑 “追溯”机制。? 根据该机制，如果

之后发现决策不当，或者因数据错报而做出不当决策，可向高管收回已

６８

?

?
参见Ａｒｃａｎｄ等人 （２０１１年）以及Ｂｅｃｋ等人 （２０１２年）。
在比利时，除了例外情况，最少有２５％的奖金必须建立在两年的绩效标准上，而其
余的２５％则建立在三年的绩效标准上。如果奖金数目并未超过整体薪酬的２５％，此
条规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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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的奖金。同样，可通过允许高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后，? 比如高管退

休后，出售或行使股票奖励或期权来改善股票薪酬的长期效应。?

●　引入补充性绩效措施：尽管股东价值至关重要，但是替代性或补充性绩
效措施也可作为衡量浮动薪酬的标准。比如，一些企业已开始将高管的

部分绩效薪酬与社会和环境目标相挂钩。比如，法国达能公司将１／３的
高管奖金与提高工作场所的安全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目标的实现相

挂钩。? 英国石油公司也将与安全和运营风险管理相关的各项标准同高

管１／３的奖金相挂钩。? ２００９年，荷兰阿克苏·诺贝尔公司把激励计划
所规定的股票奖励的一半与公司在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中的排名挂

钩———该指数根据经济、社会和环境指标来评估企业绩效。? 大众等公

司则利用与其战略文件所设定的与客户满意度相关的各项目标作为决定

发放长期浮动薪酬的一大标准。?

●　设定高管薪酬上限：还可考虑对薪酬总额或薪酬计划中的单一组成设定
上限，以缓解外界对公平性的担忧。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根据企业中其

他人的工资对高管的薪酬总额设定上限。这会激励高管努力提高其员工

的薪酬。比如，ＳｏｌａｒＷｏｒｌｄ公司根据股东决议规定，高管薪酬最高不得
超过普通员工的２０倍。? 同样，美国ＷｈｏｌｅＦｏｏｄｓＭａｒｋｅｔ也规定，高管
的现金薪酬不得超过普通员工工资的１９倍。? 这类政策可由股东指定，
也可被视为政府制定的更广范围的指导方针。

●　引入 “薪酬话语权”：公司股东可利用机会决定高管薪酬的组成。可考

虑采用有约束力的投票的方式做出决定，特别是针对股票激励的决定。

挪威和丹麦早已采用有约束力的股东投票的方法来确定股票薪酬和浮动

薪酬，而在日本、瑞典和荷兰，整个薪酬计划都由股东通过有约束力的

投票表决出来。?，瑏瑠 有约束力的股东表决也被收录在了瑞士最新推出的

“公民计划”之中，该计划于２０１３年年初获得批准 （专栏４２）。仅要
求合格的少数而非多数投票就可决定是否阻止所提议的薪酬计划———例

如澳大利亚瑏瑡———的做法也可以确保小股东的担忧不会亚于对大型机构

投资者的担忧，而大型机构投资者或与行政管理层有着其他业务关系。

７８

?

?

?

?

?

?

?

?

?

瑏瑠

瑏瑡

Ｐｏｓｎｅｒ（２００９年）；Ｂｅｂｃｈｕｋ和Ｆｒｉｅｄ（２０１０年）。
Ｂｈａｇａｔ和Ｒｏｍａｎｏ（２００９年）。
参见达能 （２０１１年）。
参见英国石油公司 （２０１３年）。
参见Ｅｕｒｏｓｉｆ（２０１０年）。
参见大众公司 （２０１１年）。
参见Ｓｏｌａｒ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１）。
参见ＷｈｏｌｅＦｏｏｄｓＭａｒｋｅｔ（２０１１）。
参见经合组织 （２０１１）。
在比利时，高于一定限度的遣散费必须得到股东大会的批准。

在澳大利亚，只要有２５％的股东投票反对，即可构成反对。尽管投票只有参考意
义，但是第二张反对票导致重新选举负责薪酬计划的董事会成员 （下议院，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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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４２　梳理高管薪酬：最新改革措施的例子

一些国家已经采纳或启动改革，以改善高管薪酬的匹配度。这些措施的内容和方法各不相同，

从限制薪酬金额到加强股东对薪酬的决定作用。

瑞士于今年３月针对高管薪酬批准了一项广受瞩目的综合性公民措施。该措施的对象是在瑞士

或海外证交所公开上市的瑞士公司。随着这项措施的启动，高管薪酬监管将发生巨大变化，全球最

先进的框架也会随之诞生 （Ｂｒｙｏｉｓ等人，２０１３年）。这项举措的要求如下所述：

　将强制规定股东对董事和高级经理的薪酬总额进行投票表决。

　禁止向企业管理层成员支付 “金色降落伞”（指按照聘用合同中公司控制权变动条款对高层管

理人员进行补偿的规定）和入职奖金。

　强制规定股东每年必须通过投票表决选出董事会主席和成员。

　若违反上述要求，则可能会面临刑法制裁，其中包括牢狱之灾。ａ

今年２月，即在欧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召开期间，欧盟就金融业高管薪酬新规达成共识，以免

执行董事冒过高的风险。根据该项提案，高管最高奖金将不超过其固定工资。只有获得股东的多数

合格投票，奖金才能上涨，上限为工资的两倍。ｂ一经采用，这些规定就会通过国家立法，对在欧盟

成员国中拥有席位的公司产生约束力。

ａ　如欲了解有关该措施的全文，请访问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ｂｕｓｉｖｅｓｃｈ／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

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ｂｕｓｉｖｅｓ／。
ｂ　参见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的新闻稿，“ＭＥＰｓｃａｐｂａｎｋｅｒｓｂｏｎｕｓｅｓａｎｄｓｅｔｕｐｂａｎｋ

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ｅｗｓ／ｄｅ／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３０２２５ＩＰＲ０６０４８／ｈｔｍｌ／ＭＥＰｓ－

ｃａｐ－ｂａｎｋｅｒｓ－ｂｏｎｕｓｅｓ－ａｎｄ－ｓｔｅｐ－ｕｐ－ｂａｎｋ－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改善企业董事会的管理职能也能让企业政策 （包括与高管工资相关的

政策）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在经济危机期间，一些股东 （比如员工和政

府）不得不承担调整成本。这一经历表明，现在有必要推出以股东为导向

的企业治理框架———该框架将继续保护股东利益，但会限制不当的管理政

策，也会照顾其他股东，尤其是负担外部成本的股东的有效利益。为此，

应该考虑：（１）将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主席分离；（２）确保独立董事和专
家成为董事会的重要成员；（３）鼓励企业将社会合作伙伴和员工代表吸收
进董事会，一些国家已经这么做了。?

８８
? 比如，最新研究表明，董事会吸纳的员工代表人数与高管薪酬及股票薪酬呈负相关

（参见Ｖｉｔｏｌｓ，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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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对企业流动性和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确定流动性 （现金持有量）增强和实际投资放缓之间的关系，将

其他因素纳入考量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我们在企业数据的基础上开发了

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该模型可通过一系列解释变量来诠释企业的现金持

有量。这些变量可分为以下几类： （１）财务紧张； （２）经济不确定性；
（３）投资延迟；（４）未来增长机会；（５）制度因素。

数据

企业数据样本是根据 ＦａｃｔＳｅｔ公司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的数据库构建的。该
数据库包括财务会计和有关１２２个国家上市企业的补充性数据。初始数据提
供了７６３５２９个观察值。由于持有现金的原因与非金融公司不同 （比如准备

金要求不同），金融公司的数据未包括在内。此外，根据 Ｂａｕｍ等人 （２００６
年）的研究，资产负债表中一些极端异常的数据也被清除出数据库。通常

情况下，只有在发生并购或原企业为了法定或税收的目的成立其他公司时，

才会导致这些异常数据的出现。

资产负债表在采样阶段发生重大变化的企业也未包括在样本内，而每

个国家总资产同比增长率的分布则被包括在内，但低于１％和高于９９％的企
业也未包括在内。此外，现金比 （现金占总资产的比重）观察值高于１的
也未包括在内，原因是这些观察值不太可信。只有在采样阶段最少拥有时

间上连续的４个观察值的企业才被计算在内。最后，如果一个企业的现金持
有量高于或低于其所在国的现金持有量中位数３个标准差以上，该企业也未
包括在样本之内。根据这一程序，样本中保留了５３５１７６个观察值。表４Ａ１
简要载列了所使用的主要变量，表４Ａ２总结了在整个时间段内几个参数的
分布情况。

参数构建

针对不同的公司，我们构建了一些企业变量来代表公司治理行为、投

资决策、增长潜力、财务紧张、商业风险敞口以及宏观经济稳定性的不同

方面。为了明确影响企业流动资金持有量的因素，我们运用了普通最小二

乘法 （ＯＬＳ）回归模型的不同版本。在所有情况下，业内多数企业的因变量
是企业流动资金，通过 “现金与现金等价物” （ＣＡＳＨＥＱ）这个变量来衡
量。这个变量和其他所有变量都用来表示其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以下

为解释变量：资本支出 （ＣＡＰＥＸ）指的是资本投资的比例；ＩＮＶ代表库存；
ＤＩＶ代表股息支付；ＲＯＡ代表利润；ＬＥＶ代表总负债；ＣＦ代表现金流；ＲＤ
代表研发支出。以下变量不代表总资产的一部分：ＥＭＰ代表员工数量 （单

位：千）；ＩＰＯｄ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 ＩＰＯｄ等于１，代表企业最早在五年
前发行ＩＰＯ；ＭＴＢ代表市值账面比；ｒｉｓｋ＿ｉｄｉｏ代表企业聚集效应的索洛余量
净值的标准差———索洛余量通过估算生产函数得出，而总劳动人口与总资

产则被作为输入量；ｒｉｓｋ－ｉｎｄｕｓｔｒｙ代表两位数增长行业非系统风险的年度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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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Ａ１　变量的定义与缩写

变量 定义 缩写

资本支出 投资 ＣＡＰＥＸ

现金与现金等价物 流动性 ＣＡＳＨＥＱ

现金流 总收入＋折旧 ＣＦ

债务股本比 负债 ＤＥＲ

股息 股息 ＤＩＶ

股息支付率 股息占净收入的比重 ＤＰＲ

股息率 股息支付与总市值之比 ＤＹ

有效利率 利息支出与负债之比 ＥＩＲ

总就业人口 （千） 每年平均雇员人数 ＥＭＰ

自首次公开募股以来的年份 公司年龄代理 ＩＰＯ

杠杆率 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 ＬＥＶ

总资产日志 公司规模代理 ＬＴＡ

市值账面比 公司市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ＭＴＢ

利润率 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ＯＰＭ

利润 净收入与股权之比 ＰＲ

研发支出 研究与开发支出 ＲＤ

资产收益率 净收入占总资产的比重 ＲＯＡ

股份回购 公司减少流通股数量 ＳＢＢ
变量代表总资产的一部分。

表４Ａ２　各地数据总结，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最小值 ２５％ ５０％ ７５％ 最大值

ＣＡＰＥＸ ３６８４２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４９

ＣＡＳＨＥＱ ３８０１１９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２５ １００

ＣＦ ３３００００ ０２５ －０４９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３４ １４８

ＤＥＲ ３４６９８４ ０７０ ０ ００２ ０３０ ０８５ １１４０

ＤＩＶ ３５３７７１ ００１ ０ ０ ０ ００１ ０１７

ＤＰＲ ３５１７６２ ０１８ －１１６ ０ ０ ０２５ ３５８

ＤＹ ３０２０９７ １６０ ０ ０ ０ ２４７ １５９３

ＥＩＲ ２９７１９６ １０２ ０ ３０５ ５７７ ９２３ ３００００

ＥＭＰ ２６９７６２ ４９３ ０ ０１３ ０５８ ２３３ ２２００００

ＩＰＯ ８１８６７ ３５０ 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１１００

ＬＥＶ ３７２４８８ ０２２ ０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３４ １５９

ＬＴＡ ３７７７５８ ４３３ －４７９ ２９５ ４４１ ５８４ １３４６

ＭＴＢ ２９９７０５ ２６０ ０１５ ０８０ １４３ ２７２ ５０４４

ＯＰＭ ３４０５５３ －０２３ －１５４９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９ １００

ＰＲ ３７３２１７ ００１ －６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６ ５０５

ＲＤ ２００４１５ ００４ ０ ０ ０ ００３ ０９６

ＲＯＡ ３７３２１７ －０１６ －１２７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３４

ＳＢＢ ２９４２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５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ＦａｃｔＳ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ｔｅｍ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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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ｒｉｓｋ＿ａｇｇ代表各国 ＧＤＰ增长率的标准差；ｓｔｄ－ＣＦ代表企业现金流
的标准差；ｆｉｎ＿ｃｓｔｒ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该变量等于１，则代表企业财务
紧张。

财务紧张

目前，有关公司流动性的多数研究都将未支付股息的企业视为财务紧

张的企业。? 这是因为，由于向外部融资受到局限，企业会从内部留存资金

中受益。因此，企业不支付股息。然而，未支付股息的企业并不一定都出

现财务紧张，因为高增长企业也往往会在有大量投资机会的时候不支付或

支付少量股息。因此，在本次分析中，如果股息 （ＤＩＶ）和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是负数，企业就被视为财务紧张。

这种定量衡量财务紧张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区分财务紧张和财务状况良

好的企业：变量ｆｉｎ＿ｃｓｔｒ与企业杠杆 （ＬＥＶ）和有效利率 （ＥＩＲ）之间存在
十分密切的关系。此外，普通最小二乘法的结果突出了财务状况良好与财

务紧张的企业之间的差别。财务紧张的企业在面对商业风险、现金流以及

库存变化时，会表现出更高的现金敏感度。这表明，这些因素可被视为现

金替代物。这可以作为对稳健性的重要检验，并增强对该指标能够体现财

务困境的信心。此外，杠杆率和有效利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数据显示，

高杠杆率一般会造成利息支出减少。只有杠杆率达到总资产９５％的时候，
利息率才会重新开始增长，这样银行就会认为高资产负债比会产生问题，

并因此认为违约可能性增加，从而要求支付更高的溢价。

经济风险

风险严重程度会影响企业对流动资产持有量的决策。具体而言，风险

越高，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测就越不精确，从而刺激企业提高预警流动性

水平。? 企业也会面临企业、行业和宏观经济方面的危险环境。企业方面的

风险可能包括无法预测的现金流和生产率水平的变化。在行业方面，企业

所处的行业可能正经历一次转型或重大变革，致使盈利能力的衡量指标出

现较大波动。最后，在宏观经济方面，消费者需求、ＧＤＰ增长和政治环境
可能会面临不确定性。

其他因素

除了经济不确定性和财务紧张之外，还发现其他三个主要因素，即

（１）未来的增长机会；（２）延迟投资；（３）制度因素。通过企业的市值账
面比和研发支出来衡量未来的增长机会。如果企业的市值账面比和研发支

出的数值都升高，这表明未来增长机会增多。延迟投资以资本支出的普通

最小二乘法系数来衡量 （因为资本支出越高，现金持有量就越低）。通过股

息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来衡量制度因素。

１９
?

?
参见，比如Ｂａｕｍ等人 （２００６年）。
参见，比如Ｂｌｏｏｍ等人 （２００７年）和Ｂｌｏｏｍ（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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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Ａ３　回归分析结果

全球 发达经济体
新兴和发展

中经济体

资本支出
－０３３２２ －０３８１２ －０２３８８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３８）

库存
－０２４０５ －０２５５９ －０１８４１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８８）

股息
０１１７６ －００１５４ ０３６７２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４７３）

资产收益率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５４７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１４５）

ｆｉｎ＿ｃｓｔｒ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１）

ｆｉｎ＿ｃｓｔｒ＿ｃ～ｓ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４１）

杠杆率
－０２８７９ －０３０８２ －０１９７８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６９）

现金流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９８）

ｓｔｄ＿ＣＦ
００９３４ ０１０６７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２６２）

市值账面比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ｒｉｓｋ＿ｉｄｉｏ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５６）

ｒｉｓｋ＿ｉｎｄｕｓ～ｙ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９６）

ｒｉｓｋ＿ａｇｇ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２）

研发支出２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７６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７）

研发支出３
０１３９２ ０１３２７ ０１５７２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０８）

研发支出４
０２４０５ ０２３３５ ０１６７８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２２６）

ＩＰＯｄ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６）

总就业人口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ＧＤＰ增长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恒定值
０１８３７ ０１８８５ ０２２９７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２１）

观察值 １４２６８４ １１１６２７ ３１０５７

Ｒ２ ０３７５１ ０３９０５ ０３２４１

　　注：标准误差显示在括号之中；显著性水平：代表５％；代表１％；代表０１％。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ＦａｃｔＳ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ｔｅｍ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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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计量模型

本次分析的方法涉及几大不同类型的面板模型。下述的结果探讨主要

针对基线设置 （混合最小二乘法）展开详细讨论。表４Ａ３显示了以流动资
金 （现金与现金等价物）为因变量得出的基线回归的结果。

结果探讨

该模型显示，观察到的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增加与实际投资的下降存在

直接的关联性。持有现金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的财务紧张。事实上，在现金

持有量的变化中，有４２％的原因是财务紧张 （图４Ａ１）。? 有鉴于此，流动
资金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受潜在的财务紧张所致，进而延缓投资。事实上，

与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相比，财务紧张的企业的投资量仅仅是资产的一

半。? 此外，财务紧张企业因债务所支付的利率 （７６％）远远高于财务状
况良好企业所支付的利率 （５３％），而且其所能承受的负债额度更低。研
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与财务状况是相互关联的：企业规模越小，越有可

能面临财务紧张。在解释发达经济体中的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变化时，财务

紧张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财务紧张还会减缓就业增长，尤其是近几年，这种情况愈加明显，具

体可参考第三节。相较于财务紧张的企业，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的就业平

均增长较高，尽管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财务紧张的企业的就业增长已大

幅复苏，而自经济危机以来，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的就业增长却一直维持

负值。

图４Ａ１　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决定因素 （百分比）

注：该柱状图显示了能够根据回归模型解释企业现金持有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ＦａｃｔＳ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ｔｅｍ的估算。

３９

?

?
如上文所述，财务紧张的企业是指一些未支付股息且资产收益率为负的企业。

根据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的杠杆比 （１９３％）高于财务紧张
的企业的杠杆比 （１３７％）。这可以作为对稳健性的重要检验，并增强了对该指标
能够体现财务困境的信心。此外，在这种情况下，杠杆率与有效利率之间存在非线

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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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企业将现金作为对不可预见的活动的缓冲。
从经济层面来讲，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会令未来企业收入流产生波动，

并因此可能导致现金囤积、投资活动迟缓以及雇佣新员工的意愿下降。在

这种情况下，导致现金持有量变化的原因中，经济不确定性占据近２２％。
此外，企业投资活动细化成风险分位数的情况表明，面对高不确定性的企

业会减少投资并囤积现金。

企业所面临的这种经济不确定性可能源于多种原因。第一，宏观经济

可能会出现波动，因此可能对一国的所有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诸如此类的

宏观经济风险包括目前和潜在总需求的下降、金融体系的缺陷或者货币崩

溃。第二，一些行业更容易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平均而言，与消

费品生产企业相比，采掘业企业一般会面临更严重的收入波动。第三，企

业层面也可能会出现不确定性，并表现为企业的运营风险?或企业特定的决

定因素。

该模型将上述三个层面的经济风险都纳入了考量之中。根据一国总需

求 （ＧＤＰ）的波动来识别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利用企业和行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的波动来分别衡量企业和行业的具体风险。?

４９

?

?

?

在本章中，“不确定性”和 “风险”经常交替出现，可将 “风险”看做不确定的事

件，并用概率分布来表示，以此来区分这两个术语。

参见巴塞尔协议ＩＩ的定义。
企业整体现金流的动荡衡量的是整体风险，没有进一步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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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金融改革的进展指标?

就金融行业改革而言，今年年初时的改革势头似乎开始高涨。然而，

在一些重要领域 （比如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要到２０１９年，即危机爆发
后的十年后，才会全面引入改革。除了第二节所探讨的改革领域之外，以

下各方面也值得关注 （见表４Ｂ１）：

●　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条款：在可获得数据的３０个国家中，只有１０个国
家制定了适用于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的条款。

●　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变化：多数国家 （３０个国家中有２４个国家）都
已引入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条款。但是有六个国家 （巴西、韩国、墨

西哥、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和南非）未能针对该领域做出任何

调整。

●　影子银行监管：在３０个国家中，只有印度执行了监管，并取得了实质
性的进展。印度在危机爆发后开始通过央行监管非银行金融机构。全球

领袖们却压制了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在欧盟，于２０１１年引入、目前
在欧盟成员国实施的 “另类投资基金经理指令”强制要求对冲基金经

理汇报自己的工作。在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赋予监管机构权力，
但并未明确阐明监管措施。

●　资本充足率规则的变化：３０个国家中有１９个并未实施改变资本充足率
要求的法律。阿根廷、巴西、欧盟、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联邦和

美国并未出台针对巴塞尔协议Ⅲ的最终规则，而这些国家本应该于今年
１月１日起实施这些规则。截至２０１３年４月，土耳其未出台任何立法
草案。

●　监管信用评级机构：３０个国家中只有三个 （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南

非）尚未制定法律来监管信用评级机构。虽然欧盟已经通过立法要求信

用评级机构注册、遵从行为准则并接受监督，而能真正减少对信用评级

机构依赖的提案 （《资本要求指令ＩＶ》）却一直饱受争论。

５９? 附录Ｂ由ＫｒｉｓｔｉｎａＤｅｉｇｈａｎ编写，由ＳａｍｅｅｒＫｈａｔｉｗａｄａ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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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Ｂ１　金融业改革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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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如何走上更为公平、

更能刺激就业的经济道路

主要研究成果

●　本章介绍了应对前几章中的各项挑战的方法，这些方法既可平衡宏观经
济和就业目标，又可将社会影响纳入考量。若要采用这种方法，需要关

注几大政策领域，其中涉及宏观经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政策。本

章着重指出了这些领域内的一系列最新举措。

●　首先，以就业为中心的方法要求各国推出财政与结构性政策，其中包括
财政调整举措以及尚待解决的金融业失衡问题 （第四章）。要想实现全

面复苏，就需要在就业与其他宏观目标之间建立平衡。本章探讨亚洲、

拉丁美洲以及几个发达经济体为实现这种平衡而采取的举措。

●　其次，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政策既可实现社会目标，又可刺激
总需求。近年来，这些政策领域已经历了重要的创新和试验，其经验教

训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　再次，各国需要就创造就业机会和可持续增长进一步达成共识，以便克
服政策转移 （在需要时）的各个障碍。这些障碍包括：缺乏对就业和

社会问题应是改革重点的认识；分配问题；根深蒂固地认为政府干预会

削弱竞争力，妨碍经济增长；国际合作不足，而国际合作在税收等领域

以及全球总需求疲弱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　本章将探讨国际劳工组织在应对上述问题上可以发挥的作用。专家建议
以及对刺激就业的政策的监督会让各国受益，并促进国际合作。此外，

动员和加强各国的社会对话有助于壮大支持改变的力量，并引导各国采

取更能刺激就业的方法。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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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第一、二章所述，很多国家都还未从因全球金融危机而造成的失业

及收入损失中恢复过来。甚至是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相对良好的国家中，就

业质量以及经济增长成果分配问题仍令人忧心忡忡。因此，对多数国家而

言，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收入分配问题仍是主要难题所在。

本章回顾了宏观经济策略在促进劳动力市场恢复方面发挥的作用，并

主张各国改变策略，采用更重视就业机会创造以及更公平增长的策略。

本章第一节最先探讨为进行财政调整在政策制定方面可采取的举措。

该节阐述了调整举措———尤其是欧洲的调整举措———的性质和范围，并简

短地回顾了这类举措对一国就业的影响以及已实施这些政策的国家对其他

国家产生溢出效应的风险。第二节审视了可以被纳入统一的宏观经济与就

业策略内的刺激就业的举措。最后，第三节指出了采取刺激就业策略可能

面临的障碍，同时还探讨了克服上述障碍的方法，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

可发挥的作用。

第一节　当前宏观经济状况带来的挑战

财政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是一些发达经济体应对当前危

机的首选……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很多发达经济体的政策重点已转移至削减财政赤字和
加强外部竞争力这两个方面。在经济衰退期间，发达国家的公共赤字都出

现上涨，并在２００９年达到峰值。在这段时间内，多数可获得信息的发达国
家?已从２０１１年第三季度开始采用财政调整举措。? 从支出来看，在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至２０１１年期间，政府支出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下降了１４个百分
点，这主要由于公共工资、公共投资以及社会支出下降所致 （图５１）。同
一时期，政府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上涨了１２个百分点，这表明税收收入
开始上涨，且主要以间接税收收入为主。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

财政调整举措，这主要由于社会福祉和公共部门工资下降，及间接税收增

加所致。

政策转移的另一个重点是一些政府已启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认

为放松劳动力市场监管将有助于创造就业岗位，且无须付出代价 （国际劳

工组织，２０１２年）。最新证据表明，各国更倾向于实施能够放松就业保护监
　　

００１

?

?

该研究结果来自对２８个发达经济体的分析，这些经济体拥有最新的季度国民账户数
据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２年）。
参见 《２０１２年世界劳工报告：更好的就业带来更好的经济》的第二章 （国际劳工组

织，２０１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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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间部分政府支出项目的变化 （占ＧＤＰ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财政监测》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的估算。

管和分散集体谈判的改革。? 现在各国希望的是，这些财政调整和结构性改

革举措———尽管会在短期内增加成本———能够帮助各国削减政府赤字，遏

制政府债务增加并提振商业信心，从而促进投资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Ａｌｅｓｉｎａ，２０１０年）。

……但其会在很多方面影响复苏步伐……

实际效果远远低于预期，特别是在就业方面 （第一章）。实际上，财政

调整常与劳动力市场恶化有关。同样，正如第四章所示，多数发达经济体

的生产性投资并未恢复———特别是将财政调整视为重中之重的经济体。

财政调整的直接目标是削减政府赤字和债务，但很多国家都没能实现

这个目标。比如，２０１２年年底，欧盟２７国的财政赤字中位数在ＧＤＰ中的比
例依然维持在４％的水平，而一些国家 （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赤字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依然在７％—１１％之间。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赤字中位数也依然
居高不下———２０１２年七国集团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中位数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为
６８％，经合组织地区的这一数字整体为５５％。在一些国家，财政调整并
未稳定公共债务 （比如，希腊需要１０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基础财政收支平
衡?，从而稳定债务，而日本则需要１２年）。

……并对全球经济以及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产生溢出效应。

鉴于很多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或经济缩水，一些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

１０１

?

?

比如，从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１个国家当中有４０个通过修改遣散费和公示期
的规章制度为正式员工变更了就业保护监管政策。在这些改革中，有６０％的改革放
松了面向正式员工的就业保护监管。这一现象在发达经济体中尤其明显，在发达经

济体中，有７６％的改革放松了面向正式员工的就业保护监管 （Ｃａｚｅｓ等人，２０１２
年）。

有助于稳定债务的基础财政收支平衡按如下方式计算得出：ｓｐ１＝ｄｉ－１×
ｒ－ｎ
ｎ＋１（Ｍａｒｔｎｅｒ

和Ｔｒｏｍｂｅｎ，２００４年）。可参见Ｅｓｃｕｄｅｒｏ和Ｌóｐｅｚ（２０１３年，即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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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推出可拉动内需的策略，以弥补暗淡的出口前景。阿根廷、巴西、中

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家均采取措施增加工资并增强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还

引入或完善了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和公共就业计划。地区整合也促

进了几个地区的增长。

尽管如此，即使是在这些国家中，实体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和生产性

投资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

预期都已被调低，而一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增长也未能与人口增长实现同

步，在这些国家中，很多国家的弱势群体就业均上升 （见第一章）。与此同

时，一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正努力应对因内外部因素造成的流动性问

题。从内部来讲，很多国家都因公共收入的波动和相对薄弱的财政体制受

到约束。从外部来讲，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各国都面临公共债务

的利率出现不可预测的波动这个问题。不稳定的资本流已加剧了一些国家

的实体经济的波动，并对就业数量和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从而为财政平衡

的稳定性带来更大压力。?

第二节　采用更易刺激就业且更为公平的方法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开始认识到过度注重短期财政调整会造成的各种风

险。此外，最近的经验表明，将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就业和收入目标结

合起来是可行之道。本节将探讨两者结合的方式。

从宏观经济政策入手，采用更易刺激就业的方法……

阿根廷和瑞典等一些国家在之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中的经验表明，完

善且相互协调的宏观经济、就业和社会政策可能会有相互促进的效果。以

阿根廷为例，目标明确的社会与就业措施———以及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是其从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那场严重危机中实现强劲复苏的重要因素。同样，
瑞典通过采用统一的一揽子政策成功走出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那场金融危机
（专栏５１）。

总体而言，主要针对就业的宏观经济策略会将更多重点放在货币、财

政和结构性改革措施对就业的影响上。这就要求仔细考虑财政调整举措的

实施途径和内容。各国要更多关注国内需求，尤其是家庭收入方面，因为

研究表明财政调整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各国还要更多关注各自的承

诺，即以刺激总需求、投资和就业的方式缓解对竞争力的担忧。如欲了解

最新的成功做法，参见专栏５２。

２０１

?

?

?

参见 《２０１２世界劳工报告：更好的就业带来更好的经济》第四章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２ｂ）。
事实上，利用更灵活的方法评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可持续性的研究显示，

这些外部因素是导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公共债务增加近７０％的主要
决定因素。参见 Ｍａｒｔｎｅｒ和 Ｔｒｏｍｂｅｎ（２００４年）对拉丁美洲公共债务可持续性的分
析。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财政监测》，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第五章　如何走上更为公平、更能刺激就业的经济道路

专栏５１　危机期间采用的主要针对就业的方法：阿根廷和瑞典的经验

　　阿根廷应对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危机的做法：为了应对２００１年爆发的危机，阿根廷决

定摒弃之前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组合。相反，阿根廷采用了一系列措施让

就业和减贫成为政策的核心目标。具体而言，阿根廷在２００２年５月推出了一项帮助

失业家庭的计划 （ＰｌａｎＪｅｆｅｓｙＪｅｆａｓｄｅＨｏｇａｒＤｅｓｏｃｕｐａｄｏｓ），并重新启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取消的最低与可调工资制度，同时还完善了劳动检查和集体谈判等劳动力市场

体制。

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８年全球危机爆发之前，阿根廷就业强劲增长，非正规就业率下

降，贫困率下降。除了在危机最严重之时出现短暂的停滞之外，就业增长和减贫重

获动力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１ｂ）。

阿根廷之所以能在２００２年危机之后实现复苏，这与几大因素有关，比如比索贬

值使竞争力增强，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出口价格大幅上涨。然而，目标明确的社会与

就业措施使就业与扶贫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瑞典应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金融危机的做法：瑞典在９０年代早期所面临的形势在

诸多方面都与当前的危机十分相似。当时危机爆发的原因是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放

松金融市场管制、银行财务状况恶化、经济活动大幅减少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破裂的

原因。因此，瑞典经历了一场大衰退，ＧＤＰ下降约５％，就业率下滑近１０个百分点，

而失业率则提高５倍 （参见Ｆｒｅｅｍａｎ等人，２０１０年）。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瑞典政府首先通过颁布无限制保证，声明储户和其他瑞典

金融机构的同行不会因此蒙受损失，同时整顿金融机构，由此重塑各界对瑞典金融

业的信心。这一举措既安抚了私人储户，又重新规定了对外资银行的授信额度。此

外，为了拯救金融机构，瑞典还制定了措施的一般框架，此举旨在避免政府支出负

担过重。要求公共支持的银行有义务完全公开其财务状况。这让银行的中期盈利能

力受到考验，而且这样做可确保对通过评估的、值得拯救的金融机构提供财务支持。

此外，政府担保未将股东包括在内，与政府一样，股东也要面临同等程度的资本损

失风险。这些举措减少了银行向政府要求财务支持的动机，从而限制了道德堕落的

风险，同时，使对金融业的纾困成本被公众所接受。

第二，财政政策具有包容性。危机期间，瑞典政府允许财政赤字上升，此举旨

在避免国家福利制度出现紧缩，否则这将会进一步加剧危机对人民生活水平和内需

的影响。此外，瑞典还出台了就业计划，将重点重新放在制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

策，以减少长期失业以及劳动力市场排斥的风险。这份就业计划包括出台青年就业

保障，欧盟目前正在考虑采纳这项政策。

第三，维持社会对话。瑞典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工资谈判。社会合作伙伴同

意根据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增加工资。最后，货币贬值，这也对复苏产

生了积极作用。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间，出口在ＧＤＰ中的占比增加了一倍。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瑞典的经济和就业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而且并未花费

大量公共资金。有人估算，财务纾困措施的最终成本占 ＧＤＰ的３％，而不是早前担

忧的４％—５％ （Ｊｏｎｕｎｇ，２００９年）。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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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５２　旨在促进就业岗位创造的宏观经济政策

由于通货膨胀率低于政府所设定的２％的目标，且失业率远远高于摩擦水平，美

国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长期就业目标。为支持这一做法，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调整了其

对联邦基金利率的前瞻性指导，明确将其与衡量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量化举措挂

钩。更具体而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表示，只要满足下列条件，利率就会变得非常

低：失业率应高于６５％；未来１—２年的通货膨胀率预测应不高于目标值２％的０５

个百分点；较长时期的通货膨胀预期应继续保持稳定。这表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有意在劳动力市场实现强劲复苏之前保持货币政策的高度包容性。该政策旨在提高可

预测性并增强信心，从而加快复苏 （美联储，２０１３年）。

尽管尚未实施，日本政府目前正要求日本银行仿照美联储的做法，将就业增长纳

入规章之中。与此同时，为了拉动经济并创造就业岗位，日本政府批准了１１７０亿美

元的支出，投入到公共工程、激励企业投资以及针对小企业的财务资助之中。此外，

政府官员也呼吁雇主和工会增加工资，以应对通货紧缩。

为了探讨更能刺激就业的政策组合的影响，我们利用全球经济链接模

型进行了模拟，以研究三个情形对就业和增长的影响。? 首先，我们根据当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建立了基线。据此，我们研究了继续进行财政

调整的情形。最后，我们探讨了各种举措，其中包括扩大公共投资以及调

整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的举措。? 模拟结果可见表５１。

表５１　２０１４年刺激就业政策的模拟效果

ＧＤＰ增长 （百分比） 就业率 （百分比）

基线情形 ２２ ５４９

进一步财政调整 １１ ５４５

刺激就业的方法 ３６ ５５６

　　注：ＧＤＰ增长基线情形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对２０１４年的预测，

及该预测中第一章提到的对就业率的计算。财政调整情形假设政府投资进一步削减，其中发达经济

体的政府投资总额占ＧＤＰ的１％。主要针对就业的方法将政府投资扩大、劳动者收入增加与生产力

挂钩。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全球经济链接模型的模拟。

４０１

?

?

与纯粹的实证模型不同，全球经济链接模型中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源于理论经

济关系，然后又经调整，以与实际经济状况相一致 （参见Ｔｏｒｒｅｓ等人，２０１３年）。
更具体地来讲，在欧元区国家，如果基础设施投资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增长一个百分
点，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增长 １８个百分点，那么失业率就会下降至
９９％———而不是基线情形下的１１５％。关于模拟情形的更多细节，参见国际劳工
组织 （２０１２ｃ，第４０—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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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期间，欧元区盈余国家实际工资每增长１％对欧元区失业
率的净影响 （百分点）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全球经济链接模型的估算。

……这要求在实证基础上实行结构性改革，以免对宏观经济和社

会产生不良影响……

　　各国需要密切关注旨在降低工资和收入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一些国家
已经实施了降低工资的政策 （比如，减少最低工资水平或削弱集体谈判制

度）。降低工资可能会增强外部竞争力，但也会削弱国内消费。在很多国

家，尤其是内部市场较大的国家，出口比例的增加可能会被国内需求减弱

所抵消，从而导致经济紧缩而非增长。此外，如果经济表现良好 （比如出

口表现健康、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计划增加实际工资，这可能会惠及其

他国家。欧元区国家的模拟实验表明，在当前的经济危机期间，如果经常

账户盈余的国家增加实际工资，? 会对其他所有欧元区经济体的就业产生有

利影响 （图５２）。?

……还包括对公共和私人投资给予支持。

为鼓励私营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政府可考虑加速现有资产的贬值，

这实际上会降低获取新资产、替换老旧设备的成本。其他举措包括税收抵

免、让企业免交新购固定资产的税收。除了采用经济举措刺激私人投资之

外，一些有针对性的举措还可鼓励各种具体的理想的投资形式：

●　公共创新投资：政府可通过资助或联合资助研发及新技术基础设施来刺
激投资活动，进而促进新兴的、生产效率更高或高附加值行业的增长。

此外，公共投资也会带动私人投资，尤其是急需基础设施投资的领域。

促进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行业的投资也可从产业政策中受益。这种性质

的举措还可包括可再生能源以及绿色增长计划。

●　投资并授信中小企业：促进中小企业的设立与可持续发展对实现就业增
长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类企业大量存在于各种经济体之中。对中小企

５０１

?

?
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卢森堡和荷兰。

更具体来讲，到２０１４年，如果盈余国家的实际工资增长１％，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则
会下降０３７个百分点，并同时使赤字国家的失业率下降０５２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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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言，获得信贷以维持运营并进行投资依然是个难题，在金融市场失

灵的条件下，情况尤其如此。各国政府———甚至那些为公共财政所困扰

的政府———可考虑下述举措，以支持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包括：（１）支
持信贷调节机构的设立与发展，以重新评估被银行所拒的中小企业的信

贷要求；（２）为有实力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其中一定比例的贷
款由政府支持；（３）直接指定一部分银行资本重组基金，为中小企业
提供信贷 （见第四章）。

支持公平和社会凝聚力的举措还有助于提振需求……

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要依靠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因为国内需求占据

ＧＤＰ很大一部分，在大型或更为发达的经济体中，消费是截至目前在 ＧＤＰ
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因此，就完善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而言，对就业、工

资和家庭收入的其他来源的关注是其重点内容。但在某些情况下，对工资

和收入在增长和复苏战略中的作用关注不足。以下是一些国家已经顺利实

施及需要更多关注的举措 （国家举例见表５２）：

●　避免工资停涨或缩水陷阱：众所周知，工资停涨造成一些国家的负债支
出增多并出现泡沫，进而加重全球危机的严重性。要恢复可持续的增长

就必须让工资增加与生产力的提高同步。希望通过缩减工资增强竞争力

的国家会发现自己陷入工资节制的陷阱，即出口增长未能抵消内需减弱

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总需求和总增长双双缩水。一些发达经济体———

尤其是欧洲———正在经历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

已经出台提高最低工资、鼓励集体谈判的政策，以提高总体工资水平，

从而刺激国内消费。最低工资可以作为工资调整的下限，以减少在职贫

困和不平等的情况。最低工资还可以作为应对工资缩水的一个缓冲。危

机期间，全球几乎有近半数的经济体提高了最低工资，包括巴西、中

国、日本、俄罗斯联邦、英国和美国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１ａ）。

●　完善的社会保障与收入支持举措：通过提供失业救济金和养老金等举措
来支持收入的做法可以成为重要的经济需求稳定剂，有助于减少失业。

维持、扩大或调整这类计划可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并对经济增长和就

业产生积极的乘数效应。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就业担保和现金转移

等社会保障举措可以为弱势家庭提供支持，防止其因贫困而做出诸如变

卖资产、让孩子辍学等行为，进而提高中期生产力。埃塞俄比亚、印度

和南非是实施积极公共就业计划的范例，而巴西、墨西哥和很多其他国

家则成功制定了现金转移计划。这些举措对减少不平等和减贫也有很大

效果。

●　为失业者提供收入支持：为失业者提供收入支持是危机期间阻止总需求
下降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各国的收入支持在程度和范围上却大相径

庭。通常会制定获取收入支持的标准 （比如，最短工时），该标准会减少

获取这一支持的失业者人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常缺乏失业救济金制

度。而在少数几个提供失业救济金的国家，只有城镇失业人口才能领取失

业救济金。由于危机暴露了这些限制条件，很多国家现在都选择扩大失业

救济金的范围、放宽资格限制，尤其是针对最可能失业的人群。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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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　旨在支持与平衡收入的措施的例子

通过设定社会保障

最低标准和最低工

资来支持低收入者

　　在尼加拉瓜，最低工资是一个有效的再分配工具，对帮助各个家庭摆脱贫困非常有效，特

别是在一家之主领取最低工资时，情况更是如此。

　　２０１０年，玻利维亚推出了 《国家产业健康计划》和 《全球健康计划策略》，以减少社会

对卫生服务的排斥。正因如此，玻利维亚的正规医疗保险平均覆盖人数估计占总人口的

６６９％，而其他 “极度弱势”ａ国家的正规保险的平均覆盖率则为４６７％。

为失业人员提供收

入支持

　　加拿大在２００８年出台的工薪阶层保护项目 （ＷＥＰＰ）旨在为因雇主破产而失业的人提供

资金援助。在经济衰退期，该计划还可为工作者提供额外的资金援助，并提高经济安全。

　　２００９年，美国推出了 《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ＡＲＲＡ），旨在授权临时的联邦补充薪

酬计划，该计划在每周福利津贴的基础上向合格的失业者提供额外的２５美元补贴。

面向特定群体提供

社会保障措施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政府启动了ＪＰＳ－ＢＫ社会安全网计划。为了帮助贫

困家庭维持自身健康并获得营养，该计划向这些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健康与生殖健康服务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１ｅ）。

　　阿根廷推出了一个计划 （Ａｓｉｇｎａｃｉó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ｏｒＨｉｊｏｐａｒａＰｒｏｔｅｃｃｉóｎＳｏｃｉａｌ），将不同的社

会计划都融合成一个儿童福利计划。该计划向未注册且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作者、失业人

口、家政工作者以及收入极低的自雇工作者提供儿童补贴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１ａ）。

改善非正规部门工

作者的工作条件

　　１９９５年，坦桑尼亚推出名为 “ＵＭＡＳＩＤＡ”的互助健康计划，旨在最大限度地帮助非正规

部门的工作者获得医疗服务。

印度的自雇妇女联合会 （ＳＥＷＡ）推出各种举措来推进妇女健康、加强妇女收入安全和赋

予妇女更多权利，以此解决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印度妇女的福利问题。该组织为成员提供健康教

育和预防性健康护理，比如产前护理和儿童免疫接种。

　　ａ　国家弱势程度以贫困率 （每天购买力平价低于２美元的人口占比）以及非正规就业的程度来衡量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１ｆ）。

在对可获得数据的５５个国家的调查中，我们发现４２％的发达经济体和
近１／３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期间扩大了失业救济金的范围，或实施
了额外的社会补助或保障举措 （图５３）。同样，超过１／４的国家引入了部
分失业救济计划，并提供培训或兼职工作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０９ｂ）。

●　将社会安全网扩大到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的工作者和微型企业家收
入一般较低，工作条件也不优越，还时有危险。一般情况下，当这些人

出现失业、事故、疾病或步入老年时，缺乏相应的保障，尽管他们的经

济更不稳定，而且非正规部门的事故以及职业病的发生率更高。缺乏保

障意味着他们没有资金提升自身技能、增加企业资产或提高家庭福祉

（比如让子女接受教育）。让这些人享受最低社会保障水平有助于让其

职业逐步正规化、减少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进而推进公平增长 （国际

劳工组织，２０１１ｃ）。比如，分析发现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非正规部门的工
作者更容易求职成功 （Ｌｕｎｄ，２００９年）。

……而其他举措对保持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至关重要。

　　事实证明，提高技能与劳动力市场匹配度、激励企业留住员工、雇佣
新员工是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效工具。国际劳工组织早期的模拟显示，

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支出增加 ＧＤＰ的０５％能够让中期就业率提高０２—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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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３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人口比例

（百分比）

定期现金救济

注：两个分析阶段分别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 （即危机爆发时）的平均比例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及

２０１２年，如果可获得２０１２年的数据）的平均比例。

分析样本涵盖５５个国家。在这５５个国家中，３１个是发达经济体，１６个是新兴经济体，８个是

发展中经济体。

国家分组的平均数是基于２０１１年购买力平价的ＧＤＰ加权平均值。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研究所基于 《社会保障报告》（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０９ｂ）的计算。

１２个百分点 （取决于不同的国家）。? 因此，对精心设计的就业计划进行

投入能推动经济增长，还可与中期的财政目标保持一致 （表５３）。

●　提高岗位匹配度，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总体而言，尽管创造就业岗位
有赖于经济的增长，但是大量研究显示，光靠增长还无法让某些弱势或

被排斥群体受益。一些国家已经采取举措来提高岗位匹配度，帮助这类

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比如：可通过向企业提供减税、工资补贴或工

作计划等激励举措，让其雇佣弱势工作者。这些补贴的主要目的是让目

标群体的成员填补岗位空缺，而非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然而，这会产生

很大的社会效益和减贫效应，因为这些补贴让原本可能更难找到工作的

人获得工作机会。从长期来看，这一举措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并因此

产生积极的宏观经济效应 （Ｍｅａｄｏｗｓ，２００７年）。

●　提高员工忠诚度：出台激励举措以鼓励企业和工会通过减少工时而非裁
员来调整劳动力需求成为危机期间一些国家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这

些计划既有积极的一面，因为这些计划鼓励雇主在工作短缺期间不裁

员；但又有消极的一面，因为虽然工资或工时暂时减少，但这些计划仍

支持获取收入 （Ｃｒｉｍｍａｎｎ等人，２０１０年）。

●　与所需技能相匹配的培训计划：与纯粹的课堂培训相比，雇主直接参与
培训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其既可提供在职培训，也可为课堂培训提供实

践活动 （Ｍａｒｔｉｎ和 Ｇｒｕｂｂ，２００１年）。这个做法在让工作者获得新兴行
业所需的技能方面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加强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

的关系或许有助于提高培训的整体效果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１ｄ）。

８０１ ?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１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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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　加强就业关系与提升技能的措施的例子

激励雇佣新员工 　　２００８年，土耳其政府设计了一个名为青年工资补助计划的

青年就业补贴，这项补贴的有效期是２００８年７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

在计划有效期内，净注册岗位数大幅增加，从 ５％增至 １５％

（Ｂｅｔｃｈｅｒｍａｎ等人，２００８年；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３年即将公布）。

让工作者继续留

在劳动力市场

　　加拿大的 “工作分享计划”让企业和工作者能在危机期间

继续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

　　在德国，就业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旨在调整工时的举

措来实现的。企业通过减少加班、缩短正常工时和调整工时账户

等机制，调整工时以适应产出的上升或下降。ａ

提升工作者的

技能

　　瑞典推出了一项面向失业者的信息技术培训计划，雇主也积

极参与这项计划，以选择培训并提供实践机会。与根据标准的积

极劳动力市场政策 （ＡＬＭＰ）提供的一般失业者 ＩＴ培训项目相

比，经该计划培训的员工的就业率要高２０％。

　　马拉维、南非和坦桑尼亚等一些非洲国家也推出了由政府支

持、将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的学徒工计划 （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１２ａ）。这些国家致力于在政府、服务提供商和私人部门之间构

建合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创建自己的做法。

　　阿根廷于２００９年推出了 ＪｏｖｅｎｅｓｃｏｎＭａｓｙＭｅｊｏｒＴｒａｂａｊｏ计

划。这项计划主要面对１８—２４岁、无工作、无社会资助、未完

成义务教育的青年。为鼓励这些青年参与该计划，阿根廷政府为

报名参加培训讲习班的青年提供资金补贴。

在收入支持与激

励之间建立平衡

　　丹麦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安全网，将灵活的雇佣和解聘规

则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广泛使用结合起来。在危机期间，丹

麦通过这种政策组合实现了相对良好的就业效果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１年）。

　　为了加强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自动稳定效应，德国完善了 《公

共就业服务计划》。事实上，前两个刺激计划公布了提高失业人

口与社会工作者比例的举措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１ｂ）。

　　ａ　工时账户可用来注册和管理因既定工作计划改变所导致的时间信贷和赤字。这可以加强员

工日常工时的结构灵活性，并可让员工在允许的范围内对每日和每周工作时间做出调整。

第三节　刺激就业措施的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探讨了一系列可用以支持就业复苏和增长的宏观经济、劳动力

市场和社会政策。然而，尽管就业增长这个目标受到广泛支持，但向能够

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转移却受到了诸多阻碍。本节主要探讨如何从政治经

济学层面应对这些阻碍，及国际劳工组织在这方面可发挥的作用。

为了采取刺激就业的策略，首先要厘清对有利于促进就业的干预

措施所产生的经济效果的误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尽管诸多实证都与其相悖，但政府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就业的干预措施会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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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经济的观点却根深蒂固。? 这一点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对全球金融市

场缺乏信心的国家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已采取的整顿政策往往会将大

部分整顿成本不成比例地转移到劳动力市场和社会计划上。在一些情况下，

政府采取有利于促进就业的政策的机会就会受限于国际金融机构设定的条件。

更普遍的说法是，尽管有案例表明以社会保障或最低工资等形式出现

的政府干预会产生良好效果 （第三章对此进行了探讨），但是这也可能会对

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并破坏未来的增长前景。同样，公共投资有时也被

认为会挤压私人投资，即使是在总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领域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第四章则指出了公共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的作用，比如基础设施

投资和研发投资。与大量数据相悖的是，依然有地区相信，放松管制、限

制政府干预会增强商界信心，拓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渠道并增加投资，

尽管这些效果在很多发达经济体中都不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都必须审查有效举措相关证

据———特别是无效举措———以采用社会认可且持续有效的方式完成财政调整。

……其次，要提倡相互协调，避免各国单打独斗……

阻碍采用刺激就业措施的一大主要因素是政策制定者不愿被认为是单

方面做出变革，这会损害其各自政府的名誉。即使变革被公认为是一个更

明智的策略，但对国家而言，如果缺乏一定程度的国际协调或支持，变革

也很难实施。这既是一个 “信息问题”，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 “协调问题”。

各国可能也会逐步达成共识，认为政府必须推出促进增长、刺激就业的政

策 （专栏５３），２０国集团峰会就提供了一个协调机会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

和经合组织，２０１１ａ）。
不充分的政策协调往往会给总需求带来下行压力。发展中国家在２０世

纪８０、９０年代的经历就是一大例证。为了应对当时的金融危机，这些经济
体中的很多经济体都起用了对外顺差策略。这是可行之道，因为发达经济

体均负有外债；然而，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展望未来，必须采用其他方

法为增长和就业岗位创造营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大萧条、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
代的经济衰退 （Ｏｕｄｉｚ和Ｓａｃｈｓ，１９８４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证据以及最新的
实证证据?均表明，协调的政策将极大地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

……再次，要认识到，收入分配越公平，就越能提高公正度和效率。

　　对分配的担忧是另一个阻碍实施刺激就业策略的主要因素。但是这种
策略并不适合所有国家。比如，将税收从生产性投资和就业中剥离往往会

影响财政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析对评估这些交易是真是假非常重要。与

０１１

?

?

?

比如，参见有关政策制定不一致性的研究，其中包括 Ｍａｓｋｉｎ和 Ｘｕ（２００１年）、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和Ｔｏｒｖｉｋ（２００９年）。
一些理论和实证分析已经发现协调能带来巨大好处，有关示例可参见Ｃａｎｚｏｎｅｒｉ等人
（２００５年）、Ｃｏｏｌｅｙ和Ｑｕａｄｒｉｎｉ（２００２年）、Ｋｏｌｌｍａｎｎ（２００２年）、Ｐａｐｐａ（２００２年）、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０２年）和Ｔｃｈａｋａｒｏｖ（２００２年）。
为了给金融机构纾困，内向型政府向世界其他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筹集

了大量急需资金。另外一个案例则是１０月初爱尔兰实施的一份存款担保将英国银行
的很多储户都吸引了过来，几乎引发了一场存款热潮 （参见Ｆｒｉｅｄｅｎ，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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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栏５３　国际政策讨论如何解决就业与社会和谐问题

　　２０国集团首次首脑峰会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召开，旨在协调全球应对不久之前爆发
的金融危机的举措。从那以后，各国元首已经进行了五次会晤。首次峰会的重点几

乎全部集中在如何解决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上。２００９年年初，２０国集团在伦敦
做出保证，一定要 “重塑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同时，２０国集
团还承认，工作岗位以及均衡的增长对实现可持续复苏至关重要。

然而，有的国家依然认可就业岗位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这一看法。因此，在

２００９年年末 （当时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匹兹堡峰会召开之时，与会国均流露出

过早胜利的成就感。２０国集团确实注意到失业挑战仍然存在，并做出强有力的承诺，
要将复苏重点放在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上。

然而，在２０１０年６月的多伦多峰会上，讨论重点已转移至削减财政赤字，特别
是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尽管很多２０国集团的成员国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面临重
重困难，但是在此次峰会上，各成员国未能充分认识到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及其在实

现可持续复苏方面的职责。

在２０１０年年末举行的首尔峰会上，由于各国都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力市场和社会
形势的恶化正对经济复苏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创造就业岗位又成为议程之首，各国

首脑纷纷表示将 “坚定地将创造就业岗位放在复苏工作的首位”。然而，这些承诺的

重点在于教育和培训，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率，而不是提供更直接的支持，

以刺激劳动力需求、创造就业岗位。

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的戛纳峰会上，由于全球经济依然面临庞大的就业赤字，成员国
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制定 “促进增长与就业的全球战略”上。然而，这一承诺受到

财政调整的约束，即使在公共财政非常充足的国家，也只是建议让自动稳定剂发挥

作用，而不采用更多的直接刺激举措或其他举措。

在２０１２年６月的洛斯卡沃斯 （墨西哥）峰会上，２０国集团首脑声称，“将携起
手来，共同促进增长与就业”。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旨在解决就业、社会保障、食

品安全、发展挑战和通过包容性的绿色增长实现长期富裕等问题。各与会国在峰会

上通过了 《增长与就业行动计划》，以共同增加需求、重塑信心，进而支持增长并促

进金融稳定，为所有国家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资料来源：２０国集团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０８年）。

其他群体或企业相比，如果推出刺激就业的政策的确更有益于中低收入群

体或小企业，则评估与不同策略相关的公正性和效率就变得至关重要 （参

见Ｔｏｒｒｅｓ，２０１０年）。比如，完善的工资政策可能能够支持公平这一目标，
并促进整体增长和税收收入，从而缓解财政政策的压力。

国际劳工组织可以构建政治共识、促进社会对话。

国际劳工组织可以是解决 “信息和协调问题”的一大力量。作为专注

于劳动力问题的一家国际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可为采取刺激就业策略的国

家计划提供支持，并增强其在国际上的信誉。

推动就业增长与公平的政策是国际劳工组织议程的重要方面。事实上，

这已经纳入了 《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和其他一些基本文件之中。? 自危机爆

发以来，国际劳工组织一直积极参与关于如何确保就业复苏、如何向全球可

１１１

? ２００８年出台的 《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是构筑在１９４４年 《费城宣言》以

及１９９８年 《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的基础之上。该宣言强调了国际劳工组织

在通过 《体面工作议程》应对社会层面的全球化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通过这份宣言表示，同意 “将所有人的充分就业或生产性就业及体面工作作

为……国家和国际政策以及国家发展议程的核心目标”，国际劳工组织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３年世界劳工报告：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持续发展与增长模式过渡的国际讨论 （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１０年）。国际劳工组
织在应对危机时，将刺激就业作为工作重点的做法最终促成了 《全球就业协

议》（国际劳工组织，２００９ａ）的签署———这份协议是一项全球性政策文件，
涉及与其他国际机构的诸多对话。这些文件与决策是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对其

下达的强制命令，要求其支持那些可以创造体面工作并推动社会正义的政策。

国际劳工组织重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有助于确保宏观经济目

标和社会目标得到同等对待。最后，与过去相比，政府、雇主和工作者组

织之间的社会对话在制定刺激就业的政策方面更具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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